

前言


本书是关于语言历史的介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题目，目的在于为那些仅仅大致熟悉外国语言和语言研究的人做好专业性的语言学教学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开始导入大学语言学课程之前，目前的这本书就是一本有用的预备读物。阅读本书不需要先期的语言学训练。它也不需要预先具有专门的语言学术语知识，以及特别的关于语言学方法的知识。

作为一般性的语言历史，本书的概述性与传统的语言历史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同那些用现有的或者是经过重构的人类语言对语言的演变进行规范化的描述有所不同。它的内容超越了以人类为界限，而且还把动物的语言也包括进来。它是从全面的角度着眼，对“语言”的历史意义所做的简明扼要的记述。

第一章是从自然和过去开始；最后一章是以技术和未来结束。这种介绍性的历史以宏观问题开始，再进入微观问题：从全部有生命物体的语言到灵长类的特殊语言，从一般意义的现代人语言到人类语言的大家庭；从特殊的语族到我们新的人类社会的语言用法；以及随着人类开始向太阳系殖民，英语可能面对的未来。这是个既平凡又独特的故事——语言：赋予了自然界许多富有魅力的功能。

经过本书对语言发展历史的介绍，对有20多种不同定义的词语、许多用专业术语做注释的词语、以及让人琢磨不定的词语，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将会更多一些，更明了一些。当前“语言”的正规定义也正在经历着语义的变化，“语言”已经不再是现代人独有的特权了。

声称“某人、在某地说出了最早的词语”，被认为是可笑的。因为“还需要另外的某人理解”。目前，像这样的说法可能特别吸引人。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样的要素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语言没有“开始”。无数形式的语言，都经过了千百万年的演变。仅仅在这个长期的进化过程的末期，“语言”才成为一个从根本上人性化的概念，以现代人能够区分，并能够更好地理解的形式出现了。

语言的历史必须包括非人类语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点就被揭示出来，特别是在具有开拓意义的鸟类、鲸类和灵长类实验中显示出来了。原始的语言形式仍然在世界各地存在，而这一点直到现在才刚刚被人们所认识。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技术进步的结果。人们利用了敏感的监控设备，记录迄今为止还没有观察到的自然界的交流方式。

在很早的时候，原始人类开始变成了说话的人类。这就是人类语言的出现及随后进化的故事。这些构成了本书的主题。但关于人类语言的诸多主要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什么是“语言”？“语言”同其他智力能力有何联系？人类语言是如何不同于非人类交流方式的？语言的历史目的之一就是找到回答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方法。

这本书没有涉及语言演变的理论细节。虽然也提及了语言演变的题目，但只是在大语言历史上做整体性概览。对于具体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如“词”的起源、句法的出现等——相关的文章会在参考文献和参考书目中列出。人类大脑处理特定有声文献能力的演化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领域，然而，这已超出了语言历史的介绍范围。

杰里米·布莱克建议我应该写这本书，我非常感谢他的这个建议和他不可替代的支持。也要感谢利克森图书公司（Reaktion Books）的迈克尔·利曼，他和我热情地讨论了这本书的具体细节，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评论和意见。

还要专门感谢一些特别的人，他们用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在我的语言学、语文学知识的增长和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过去30年中，他们渊博的语言知识、语言学知识和语文学知识影响、磨砺和奠定了我的语言学、语文学知识和信念的基础。在许多值得记忆的人中，我要特别感谢伊莱·索贝尔、诺姆·乔姆斯基、雷莫·安蒂拉、西奥·维尼曼、特伦斯·威尔伯、斯蒂芬·施瓦茨、阿瑟·格鲁斯、托马斯·巴塞尔、H·G·A·休斯、玛格丽特·奥贝尔、布鲁斯·比格斯、安德鲁·波利、马尔科姆·罗斯、罗斯·克拉克、雷·哈罗、特里·克劳利、艾伯特·舒茨、约翰·夏洛特和杰克·沃德。

还要特别感谢琼·艾奇逊，因为他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应该如何写关于语言学的文章。

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塔基一直是我的事业支柱和指路明灯。

斯蒂文·罗杰·费希尔

新西兰，激流岛

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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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动物的交流与“语言”


地球上最早的有机体形成了物种、性别和关于意图及信息交换能力的原始机制。这种表达能力是通过世界上最复杂的传递方式：化学传递方式来完成的。为了繁衍后代，一个物种要同其他有着相同进化历程的物种不断地交流，这种持续上百万年的交流需要，使更复杂的交流方式的产生成为必然。由于这个进化过程，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言”产生了。

每种语言所应用的自然条件都是不同的。人们的研究越深入，对“语言”概念的定义越详细，就越能区分出每个物种交流能力的不同。

在最简单的定义里，语言意味着“信息交流媒介”。这个定义使语言概念包括面部表情、手势、姿势、口哨、手语、文字、数学语言、编程（或电脑）语言等等。这个定义也适用于蚂蚁的化学“语言”和蜜蜂的舞蹈“语言”（现在我们了解到这两种昆虫同时也在使用其他的交流方式）。

该定义进一步认可了很多超出人类听觉频率的生物声波信息交换模式（生命体的声音传播）。例如，一个15岁左右的人在正常谈话的喧闹或静谧中仅仅能听到大约10个八度的声音——也就是说，在30到18000赫兹之间（以秒为周期）。鸟、青蛙、蟾蜍和狗的叫声都在这个频率范围内。然而，大多数其他动物似乎在用低于和高于人类认为“正常”的频率进行交流。次声由低于20赫兹的声音组成，例如那些由长须鲸、蓝鲸、大象、鳄鱼、海浪、火山、地震和恶劣天气发出的声音。超声波发生在20000赫兹以上，通常是由昆虫（地球上存在的最普遍的栖息动物）、蝙蝠、海豚和鼩鼱发出的频率。可是，在有声交流之外，还有更多的语言交流形式。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语言是动物世界的联系方式，这些方式之间的界限完全是被人类用有色的笔勾画出来的。

最近许多人在研究有关动物交流方式的时候，已经开始试图加入物种分类研究，把动物交流和基本的生物或社会特定进程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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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21世纪初，“语言的历史”仍然被认为是“人类语言的历史”，但是已经有迹象显示这一含义将会有进一步的演进，使语言的历史可能包括很多迄今为止还未知的语言形式。很多关于两栖动物的有声交流，尤其是青蛙，在过去的几年里被大量研究——尽管人们在寻找“青蛙语言”的证据方面仍然徒劳无功。生物声学研究者们也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鱼，因为，很多鱼在产卵这一特殊期间，会发出有典型性的“复杂声音”，这种声音的第一部分由一系列部分重叠的节奏组成，第二部分是由快速重复的重叠节奏组成，产生了类似“音程”的恒定波形。

最原始形式的有声交流被证实是美国西海岸的珍蟾鱼发出的引人注目的“嗡嗡”声。但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由于它的“嗡嗡”声扰乱了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船屋社区的生活，才被科学家们所重视，并进行了研究，还成了国际头条新闻。雄珍蟾鱼发出“嗡嗡声”是为了吸引雌珍蟾鱼到它的巢穴里产卵。这种声音——大而洪亮的嗡嗡声，非常像澳大利亚的蒂杰利多吹管发出的声音——来源于一对和气囊相连接的肌肉，发声时，肌肉紧缩，振动胃壁。这种动作可以持续达一个小时。一旦有一个雌珍蟾鱼到来，嗡嗡声就迅速停止。

好几种昆虫也拥有显然是用于交流的发音器官。这些种类的昆虫中，很多用的是超声波，并且这种超声波的存在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被科学所认知。例如，在求爱期，雌雄蛾通过信息素（通过特殊的腺溢出的分泌物）来进行交流；蛾在整个求爱期的一连串行为中也包括产生超声波。最近的发现已经使我们对蛾的求爱行为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同时还要更加强调好几种交流表达方式的相互作用。

可是，当听到动物交流或“语言”时，人们通常会想到蚂蚁、蜜蜂、鸟、马、大象、鲸类动物和大猩猩的语言。

一、蚂蚁

蚂蚁的种类在12000到14000种之间。他们的每一种群体由100万个或更多的个体组成。他们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每一个可栖息的地方，在数量上超过人类数百亿。他们没有一个是孤单的。所有的蚂蚁都用某种方式交流。每种蚂蚁能用身体语言和信息素发出至少50种不同的信息。它的颚腺分泌警告性的气味；后肠末端是直肠腺，分泌出的气味是用来标记路线，胸腺分泌物是用于召唤附近的工作者等等。这些高度专门化的化学信息由身体语言组成，似乎为一只单独的蚂蚁提供了一个包含必要信息的简要信息包，包含了它为了群体生存而必须和同伴交流的信息。这里，语言已经被简化为最低程度，基本上是“信息素语言”了。一些人把它称为地球上的原始用语。

可是，蚂蚁的语言能力比科学家现在认同的要复杂得多。蚂蚁的劳动分工还不能完全用现在的交流方式来解释。群体该如何决定取哪片叶子？群体的组织和合作如何完成？这之中一定包含比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还要复杂的信息交换。另外，最近的生物声学研究已经显示蚂蚁也在使用尖鸣声。它们的声音和超声波的产生仍然很少被人所了解，并且使用的确切背景也不未人所知。无论如何，昆虫学家现在怀疑千百万年以来，蚂蚁或许是通过更为复杂的信息素、身体语言和声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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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蜜蜂

在20世纪上半年，奥地利动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揭示出蜜蜂用“舞蹈”进行交流，从而证明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昆虫”，也能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遥远的事情的复杂信息，这一结论当时震惊了全世界。通过“摇摆舞蹈”，蜜蜂的觅食者告诉跟随者它所发现的、远离巢的食物类型（通过传递样本）、质量（通过跳180度转弯的“舞蹈”的数量）和位置（根据路程的远近和方向而跳出相应的“8”字形）。过去，蜜蜂的摇摆舞蹈通常被作为动物王国使用“真实语言”的典型例子来引用。

最近的研究还发现了矮蜜蜂觅食者仅仅在他们户外的巢穴上方跳舞；而它们的跟随者只是观看。而那些在黑暗蜂巢里跳舞的觅食者通过振动他们的翅膀以产生气流，形成一种“声音”。它们的跟随者在参与了几个8字舞的循环后，用他们的触角接触觅食者——这表明蜜蜂能“听到”。于是，跟随者通过身体下压，胸部发出突然的振动来要求得到食物的样本。这个振动在跳舞者的腿上能够感受到。这些组合起来的表达方式——身体语言、食物交换和“声音”——构成了这些蜜蜂间的“语言”。目前，“蜜蜂机器人”的实验已经表明，摇摆舞蹈和声音信息在大多数蜜蜂中建立合适的交流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方式之一被忽略了，那么大多数的跟随者就找不到食物了。

三、鸟类

热心的观鸟者长期以来对鹪鹩演唱的全部曲目都很感兴趣。自古以来，人们就鉴别出一些野外的鸟在不同的背景下唱不同歌曲。这意味着鸟类把不同的蕴意与不同的声音相联系。最近该领域研究显然已经证实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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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在发音能力和倾向上显示出很大的个体差异。在最爱鸣叫的种类中尤其如此。一些鸟什么声音都不发出；另外一些鸟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鸣叫。较大的鹦鹉或许是鸟类王国中最非凡的“语言学家”，尤其是非洲灰鹦鹉和亚马逊鹦鹉（黄颈、双黄头、红额、蓝色体表）。鲜红和红蓝相间的金刚鹦鹉的声音也很好听，但是通常声音嘶哑却又叫声很大。凤头鹦鹉，是很好的“说话者”，它拥有着甜美的声音，但是同金刚鹦鹉一样，它们很难被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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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已经证明非洲灰鹦鹉有很好的完成无声任务的能力，比如找到对应物体的数量，这通常被认为是需要复杂思考的。后来，研究者们观察到，鹦鹉似乎能在彼此之间以各种“富含意义”的方式使用自然的声音，当然，这种自然声音是从其他的鸟群成员中学习来的。

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只是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鸟类“语言”研究

5


 。20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状况有了重要突破。1977年6月，艾琳·佩珀伯格开始采用新的技巧并借用人类社会学的知识，教一只13个月大的名叫亚历克斯的非洲灰鹦鹉学习用英语和她交流。实验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亚历克斯经过全面训练后，不仅仅是对人类语言“鹦鹉学舌”，而是理解人类语言的意思并能用相似语义的内容来回答，它可以使用各种概念，并有相当出色的统计学上的准确性。

例如，研究人员举起一把紫色的金属钥匙和一把大点的塑料钥匙，问：“亚历克斯，几个？”停顿15秒后，亚历克斯回答：“两个。”“哪个更大一点？”“绿色的钥匙。”然后研究人员举起一个木制的冰激淋棍问：“这是什么东西？”长时间停顿后，亚历克斯最后回答：“木头。”

12年内，亚历克斯的训练员已经教了它很多语言。亚历克斯能说出40种不同的物体（香蕉、软木塞、椅子、水等等）。它拥有使用“不”、“到这儿来”、“我想要某某”和“想要去某处”的能力。它还能说出七种颜色、描述很多形状和把物体数到“6”。最后，佩帕博格发现亚历克斯可以把所有的有声符号与对100多种不同物体的识别、请求、拒绝、分类和测定数量联系起来，包括一些与它常规训练不同的样本。当检测亚历克斯这些能力时，它的准确性平均起来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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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尽管亚历克斯能和人类在似乎很高水平的层面上交流，但是它并不能以它的训练员们彼此之间的谈话方式，与它的训练员“谈话”。亚历克斯也不像大猩猩，它不能叙述前一天做了什么，或者次日他想要做什么。但亚历克斯事实上已经向人类证明，或许鸟也能创造性地应用语言，也能在复杂的水平上推理，这个推理复杂度可以和大猩猩（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及鲸类动物（鲸和海豚）相比较。

最近神经分析实验已经揭示出鸟类拥有控制唱歌的左脑，类似于人类有控制说话的左脑一样。人们已经从这个事实上推断出其间的关联。可是，科学的评判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如果最后科学得出结论，鸟确实拥有并使用过某些复杂的语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的远祖恐龙也使用过某种类似的语言呢？这个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声音交流也被所有的哺乳动物广泛地应用。那些高级的脊椎动物，用乳腺分泌的乳汁来喂养幼儿。为了生存，语言为这些哺乳动物提供适应社会与社会合作的能力，因而语言似乎是全体脊椎动物都要接受的基本训练。哺乳动物发出的复杂声音使人类对它们的研究像对非哺乳动物一样困难。这也同样由于哺乳动物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和多变。把特殊的声音（或声音模式）同特定的活动（或在同物种范围内调换）建立起联系是很困难的。还有另外的困难，同那些野外的鸟一样，似乎在哺乳动物“口语”中有很多地区性变化（方言），同时也存在个体学习能力和表达方式（“个人语型”）的不同。

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哺乳动物交流的研究集中在生物声学以及对生命体发出声音的测量和分析上。对哺乳动物最好的生物声学研究是在具有极为特定背景的环境中完成的，如鸟兽交配或声纳测量（回声定位）。实际上，仅后者几乎就能满足通常科学实验的所有需要，因为它的环境已经被限制在众所周知的自然法则中，同时还因为这些发声整齐均匀，比社会活动更加容易观察，容易进行简单的数据比较。可是，声纳测量不是交流方式的研究。研究证明有几种哺乳动物，像蝙蝠、鲸和海豚拥有复杂的生物机械结构，能在同一物种间提供复杂的信息交换能力。尤其是对蝙蝠的研究，集中在它用来做回声定位导向和捕杀猎物的恒定频率声纳和调频声纳方面。在这里，对超声波发射的研究组成了最重要的部分。可是，蝙蝠社交际鸣叫是以较低的频率发出的，这一点仍然没有被了解。哺乳动物生物声学研究是致力于老鼠发声研究。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人写关于“蝙蝠语言”或“老鼠语言”的文章。复杂的生物声学交流似乎和蝙蝠、老鼠一同存在，而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这个不足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于这一情况的不熟悉或者是由于人们受到现有的人类“语言”术语含义的限定。直到不久以前，人类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马、象、鲸和海豚的“语言”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民众注意。玄奥作家甚至把这些交流系统同超自然的、甚至是地球之外的“超交流方式”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是荒谬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哺乳动物的确以某种方式在交流，只不过他们的交流方式与我们的不同。没有科学证据表明非人类的哺乳动物交流在任何方式上是“高级的”——也就是说，从背景上看相对于人类语言来说更加复杂。的确，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期间，越来越多的证据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人类（人类和他的近祖）已经进化出地球自然史上最复杂的自然和非自然交流方式。

四、马

马用一些复杂的身体语言（姿势、面向、目光的接触和回避），连同特别的发音，来互相交流。即使是在很远的距离，也能这样交流，这一点我们已经了解很长时间了。近年来，人类训练员已经在对这种马的“语言”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技巧，目的是用人的意图来操纵马的行为，例如装马鞍和骑马的技巧。这个训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把马的“驯化”时间从很多天降到几十分钟。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怀疑在驯化马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人—马交流方式”。类似的成就也发生在鹿的训练（家用鹿科）上。人们采用了几乎相同的技巧，尽管训练鹿的过程要慢一些，鹿较为机敏一些。在这些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一般来说声音没有发生作用。然而作为一个规律，在马与马之间，几乎总是把身体语言和发声结合在一起进行交流。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语言”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在人和马之间、人和鹿之间进行着特定的信息交流。可是，对于马和鹿“语言”的科学调查，包括对有敏感背景的发声的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

五、大象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研究者已经把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转用到大象交流问题上。大象之间为了增强生存能力，不断地进行交流来巩固群体纽带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怀疑。可是，从一个物种内部传递重要信息的意义上看，这种交流达到什么程度才是“语言”，似乎仍然不为人所知。

大象使用很多种声音：隆隆声、吼叫声、低吠声、喷鼻声、喇叭声和犬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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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声音中的每一种似乎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交流表达方式，而每种声音中的各种声响则代表了重要的子单元。隆隆声系无疑是大象所有声系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大象在此声系中可以发出14到35赫兹的声音。高于30赫兹的大象隆隆声是可以被人听到的。这样的声音像管风琴低沉鸣叫一样，感觉像隔在皮下的丁零声一样。大象这种低频率声音在穿过草原和森林时很少被阻碍。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肯尼亚的研究表明，大象（在陆路哺乳动物中很可能是较独特的）使用这种低于正常听力限度的次声隆隆声，目的是用某种方式同遥远的其他大象交流。配有定时器的遥感器已经证明了雌象和雄象间发生在4公里距离之外的次声交流。这些隆隆声似乎还有许多其他的用处，它让雌象和雄象为了繁殖而相见（成年的雌象和雄象分开生活，伴随着不可预知的迁移和不固定的繁殖季节）。雌象在发情期会发出一系列独特的次声“呼叫”，因为它们总是保持着相同的形式，所以人们称之为“交配歌”。它们从慢而低的隆隆声开始，随着音调的升高而逐渐变得有力；然后减弱，直到寂静无声。这样一场“音乐会”可能持续半小时。

雌象的发声是丰富和多变的，意味着很多不同种类的信息。他们的叫声似乎不时地在暗示兽群应该走多远，什么时候照顾小象，谁当前在群体中等等。母象也对遥远的事情做出反应。成年雄象声音的变化就少得多，一位研究者幽默地推断说，这是因为公象太忙于听母象喋喋不休的呼叫了。气味总是和嗅觉联系在一起；信息素对大象的有性生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情期的雄象在寻找每四年中仅仅有两天发情期的雌性配偶时，对这种发情期的“化学交流方式”反应非常敏锐。

当然，作为“语言”形式，大象的交流方式也包括含有不同种类信息的隆隆声，不仅仅是生殖信息。一些最强烈的大象次声记录显然是被当作惊恐的信号而记录在案的。有人认为这些“惊恐的呼叫”是为了召唤很远的象群以寻求帮助。尽管相隔数公里远的林地，独立的象群能够极为同步地不断调整觅食方向，这显然是用次声的隆隆声保持大象彼此之间的联系。一些调查认为，像这样的联络网也使象群保持了复杂的等级社会，即使在头数稀少的象群中也是这样。

六、鲸

由于多种原因，常常是由于秘密的军事性质（声纳研究）的原因，大多数针对哺乳动物声学的国际研究涉及鲸类动物：大多数水栖的海洋哺乳动物，通常包括鲸、海豚、鼠海豚和类似的生物。同鸟和原始人类一样，鲸类看起来似乎是地球上除此二者之外，唯一具有灵敏、自主和复杂的声音交流方式的动物。当前对鲸类的声学研究集中在社交呼叫和回声定位信号方面，主要分析处理水下测音器探测到的水下声音的记录。可是，这种方法不能显示鲸类的社会环境；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录像和实时分组监测，然后将这些结果放在实验室中进行数据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对于鲸类，像这样的数据收集是极其困难的。

鲸类发声能高达256000赫兹，是人类耳朵能听到的高音的12倍。由于这个原因，直到20世纪后半期电子感应装置的发展，人们才开始认识到鲸类有声交流的真正范围。依据鲸类属的不同，它们的“语言”分为很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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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虎鲸的研究已经揭示出它们的声音有咔哒声、口哨声和被称为“脉冲呼叫”的短促刺耳的尖叫声。咔哒声是简单的回声定位声音。口哨声能在正在休息或交往的虎鲸间听到，似乎还涉及性行为和玩耍。脉冲呼叫，就像“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尖锐声音”，很可能用于追踪群体中视线范围之外的成员，因为这些声音能被远在8公里之外的其他虎鲸听到。每一个群体都和本区域内的其他群体共享着大量的脉冲呼叫。可是，不相关的群体又经常显示出与这些共享的脉冲呼叫不同的版本。另外，每个群体都拥有一个或两个不与其他群体分享的独特的脉冲呼叫。就是这些不同，似乎区分出了当地的“方言”。独立的虎鲸群体通过它们独特的方言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与驼背鲸不同，虎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是终生保持自己的方言，而不去刻意改变。

现在人们知道长须鲸会发出热情的次声呼叫，这是否就是长须鲸的交流方式仍然不为人所知。我们也不知道北极露脊鲸——拥有最多声音的鲸鱼之一，它的呻吟声、咕噜声、号角声和大象式的吼叫是否形成了某种交流方式。

蓝鲸产生的声音是当前地球上所有生命源中最有力量的持续发声。正如被在南美洲海岸之外的美国海军测量到的，它188分贝的“歌声”——可以同以正常速度航行的巡洋舰的噪声水平相比——能在数百公里外被监测到。通常在次声下，蓝鲸的歌声完美地组成了音乐节拍，以128秒的间隔重复。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蓝鲸能连续八天歌唱，在不同的组合中仅仅重复这些音乐节拍中的五种。如果有一个停顿，那么下一个节拍恰巧在256秒后出现。一些专家认为，通过估算大陆架、海底岛屿和海底山脉对自己发出声音做出反射的时间，蓝鲸的“歌唱”表明它们在海洋中的准确位置。因此，这些歌唱不是在完成交流的功能。可是，这种歌唱可以在极远的距离内被听到的这个事实，似乎又与这个假设相矛盾。

我们现在认识到驼背鲸，或许仅次于灵长类动物，是除灵长类动物之外自然界中唯一的作曲者——同样在数百公里的海洋上播放“歌曲”。驼背鲸显然使用了特殊的“语言”，那一定是自然界最有魅力的语言之一。他们展示了很多种声音：悲鸣声、嘎吱声、咕噜声、吼叫声和咆哮声，这些声音有时和特定类型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表示某种社交意义。无论如何，驼背鲸的歌声是最接近我们真正“语言”的概念。百慕大群岛的驼背鲸的鸣叫声被调查研究的二十多年来，人们发现它们的一些呼叫组成了“爱情长歌”——那就是，它们为了交配而发出一系列有规律的重复叫声。这些鸣叫在音高上变化很大，并且能持续六到三十分钟。当这些鸣叫被记录下来，并且被人工地加快十四倍时，就形成了鲜明的鸟叫声。驼背鲸的歌唱有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甚至是很多歌唱者形成的合唱。尽管这些鲸不在一起，但是每个驼背鲸都演唱着同样的“歌曲”。并且这些歌曲的变化是历时性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变化似乎是连续的、有意识的过程，非常类似于人类语言变化形式：新的元素组成，持续使用，然后细致化。这同鸟类的“方言”十分不同，那只是简单的区域性。像人类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驼背鲸有意识地改变自己习惯性的发音。一个区域的驼背鲸群体在一年中演唱同一种“歌曲”，然后在下一年用另外一种“歌曲”替换它。有意思的是，连续两年的两首歌曲比中间相隔好几年的两首歌曲要相似得多。驼背鲸歌唱似乎是在“进化”，并且每个驼背鲸都参与歌曲的进化。

将夏威夷驼背鲸和百慕大群岛的驼背鲸进行了四年的比较之后，人们发现在任何一年中两个群体都演唱一首不同的歌曲。然而，人们发现两者都遵循着一定的变化规律，显示出相同的歌曲结构（不是内容）。例如，每个歌曲大约由六个主题组成，包括几个同一的或缓慢变化的乐句。每个乐句又包含从两个到五个不等的音节。每一首歌曲都按给定的顺序围绕主题进行，但是驼背鲸有时遗漏一个或多个主题。那些保留下来的主题总是按照某种预定的顺序被演唱。这种顺序是建立在早先表演形式基础上的。尽管百慕大群岛和夏威夷的驼背鲸没有过接触，但是它们的歌曲都共享了驼背鲸基本的“语言规则”。

此外，驼背鲸作曲规律显示出普遍性，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就显示出驼背鲸（甚至，或许是所有的鲸类动物）继承了一套发声法则，而在这套法则范围内每一代驼背鲸都做了即兴创作。人们还不知道这些假定的发音法则是按遗传学的角度来传递的还是通过学习而传递的。有人认为，因为驼背鲸不在夏天繁殖地歌唱，同时还因为它们的歌曲非常复杂，因此它们或许在季节转换间忘记了原来的歌曲，又基于部分回忆设计出了新版本的歌曲。这种假说在夏威夷毛伊岛以外的地方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是错误的：旧歌曲首先被返回的驼背鲸鸣唱，然后在繁殖季节逐渐地改变。

驼背鲸总是唱着比旧乐句节拍更快的新乐句，这些新乐句有时被连续不断的乐节通过首尾相连设计出来。仅仅中间的部分被忽略，像人类语言中用的缩略语（“can’t”是由“cannot”缩略而来的）。这个过程也被比作人类社会中逐渐进化的语言。因为驼背鲸的歌唱是不同的，尽管歌唱的形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是一样的，但是专家们认为在这儿可以用一个通用的术语“方言”来表达。这也强有力地表明，在驼背鲸歌声中，人们遇到了一种非常接近人类期望值的“语言”形式，尽管它的确切特质仍然需要被进一步地理解。

一种独具特色的咔嗒声是巨大而又胆小的抹香鲸发出的著名尾音。这种咔嗒声的模式对于每一个抹香鲸个体来说，似乎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似乎没有形成某种像驼背鲸展示出来的那种大家共享的“语言”类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尾音至今仍然没有被破译。可是，人们知道，在一个海洋中的抹香鲸尾音与另一个海洋中的不同，因此这也可能代表了（至少是对人类追踪者来说）一种“方言”的标志。例如，在群体休息期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抹香鲸发出二十种截然不同的尾音。有一种五响的咔嗒声的尾音，通常是在对话开始的时候发出，像是表达“你好”的意思。也有一种七响咔嗒声的尾音，通常跟随着一种八响咔嗒声尾音，这两种尾音的意思尚不为人所知。雄鲸用被称为“大咔嗒声”的铿锵声通报自己的到来，每七秒重复一次，就像“被砰然关闭的牢门声”。这种声音或许是用来吸引雌鲸或威吓对手的。抹香鲸尾声通常在中午能听到，那时它们正在接近大海表面的地方进行交流。有人认为，尾声使个体的抹香鲸同其他抹香鲸区别开来。有人认为，抹香鲸用多种其他类型的咔嗒声（不是尾声）可能起到声纳的作用，用于回声定位，以及用这种声音震晕猎物。

七、海豚

海豚作为一个种类术语，通常也包括鼠海豚在内，因而海豚本身是一个亚种。海豚也频繁地发出声音，正如已经被观察了几千年的地中海的条纹海豚，它们用口哨声进行交流，同时用咔嗒声进行回声定位。海豚通过迫使坚韧的鼻骨堵住脑壳中的多骨边缘发出声音，然后让它们通过前额中肥胖的组织把这些声音聚焦。海豚没有外耳；声音通过下颔骨中细小的“窗户”接收进来。

20世纪60年代，美国神经生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约翰·C·利利确信，海豚已经拥有了复杂的自然语言，并开始教海豚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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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利双向计划”的目的是使人类和海豚用一套64种声音的编码，各自使用自己的元素，调整到他们“恰当的听力范围”，来进行声音交流。利利期望很快能进行人与海豚的交流：“我想知道它们是否有长篇故事，信仰和历史”。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人类中心说的愿望或许是天真的，尽管在当时看来是实在的和令人激动的，但没有得到实现。后来，类似的尝试有佛罗里达州的海洋天地，模仿当代教授灵长类动物人工语言的试验方式，但也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人与海豚的交流，通常只限于简单的符号匹配，很少表达超过12个编码词的英语。

显然，海豚的全部声音中包括某种情感信息。专家们已经分辨出一种上下起伏的，几乎像鸟叫的呼叫声，想必是表示像“救命”这样的信息。其他的一些专家已经分辨出的海豚的标签式信号，想必是意味着“我在游泳”等一类的信息。然而，和大约一代多以前的乐观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的科学主张认为自然界中的海豚“语言”（正如反对人—海豚的人为交流）或许更加类似于人类的呻吟、咯咯笑或叹息，而不是像人们通常期望的那样是源自于真正的“语言”。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鲸类动物声学已经显示出依稀可辨的“方言”来，甚至显示出结构进化的特征，这正是人们一直期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交注方式。尽管人们一直试图证实鲸科动物的“对话”方式像我们理解的对话概念一样，但是迄今为止仍是失败的。我们并没有掌握鲸科动物信息传递的自然模式。鲸类互相以某种方式交流，尤其是海豚和驼背鲸似乎有着丰富的声音序列。但是在这些复杂的发声中我们还没有掌握鲸科动物的“语言”。

人们对于灵长类动物有着更加熟悉的背景。正如灵长目动物学家约翰·米特尼所写的，“当你如此靠近地注视类人猿，不可能感受不到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是最大的自负：我们正在感受我们自己。大约1700万年前，在中新世时期，至少存在着是今天3倍的类人猿属类。他们存续下来的后裔是较小的类人猿，或是长臂猿、类人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还有人类，最后是人科。所有的类人猿看起来似乎都显示出语言能力，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语言”，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八、猩猩

20世纪70年代，类人猿在自己的家园中接受了手语训练，它们是婆罗洲的猩猩。宏观世界的课程是仿效现代美国对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实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个猩猩学了20种美国手语的符号，速度类似于其他同类物种的学习能力。实验表明所有类人猿的“语言能力”大致是相同的，不管是哪里的种类。个别的天才似乎展示出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对于猩猩的语言实验多了起来。它们甚至已经显示出更加令人惊奇的语言理解和产生的能力。

九、大猩猩

在山地大猩猩的社会中，它们可以通过手势（假装吃树叶）、姿势（半遮面、眼睛转过去）和发声（吃东西的声音和搜寻食物的呼噜声）等这些同时进行的动作，一时表现出与人类相通的特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1985年被谋杀，戴安·福西在卢旺达的卡里索凯研究中心证明了这个现象。实际上她开创了对自然界中大猩猩发声的基础研究的先河，她进而复制这些声音，试图进行“大猩猩（式）谈话”。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和野外大猩猩之间建立起信任——用它们的“语言”，而不是我们的。

与此同时，对雌性黑猩猩的语言实验，鼓励了弗朗辛·帕特森在1972年7月，开始尝试教一个名叫可可的13月大的雌性低地大猩猩北美聋人手语的改进形式——美国手语或北美手势语。6年后，全世界的人都称赞可可是“第一个精通手语交谈的大猩猩”。这个实验成为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大猩猩语言实验，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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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可拥有使用500多个北美式手势语的主动词汇的能力；它也拥有使用另外500个手势语的被动词汇的能力。它总的词汇量接近人类小孩的词汇量。这样的语言能力也证明了类人猿存在大脑语言功能——也就是说，野外的大猩猩已经“准备好了”某种语言能力，这使它们能在实验室里应用北美式手势语。可可的智商，用斯坦福－比奈特测试法测试出的范围是85到95；稍低于人类儿童的平均水平。可是，在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测试中有一些“错误”是不应该的：例如，对猩猩来说，一棵树不是房子，而是逻辑上躲避风雨的避难所。因此可可真正的智商很可能要稍高一点。

可可的表现既有趣又认真。当看到一匹马嘴上带着嚼子，可可做手势说，“马难受”。帕特森问可可为什么。可可做手势回答：“牙。”可可甚至模仿人类试图说话。她有一次试着打了一个电话（被吓坏了的接线员以为打电话者快要死了，就追踪了那个电话）。1976年，可可同一个名叫迈克尔的三岁半雄性低地大猩猩一同参加训练。当可可看到50磅的迈克尔时，她做手势表示：“错了，太老了。”两年中，大猩猩可可和迈克尔一直用北美手势语互相“交谈”。

研究人员设计出一个用声音合成器操作的特殊键盘。可可或者迈克尔按一个键，那个选择出的单词就通过扬声器大声地说出来。尤其是可可，用北美手势语和键盘，全方位展示出了人类儿童的情绪、心境和智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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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她注意到人类语言的主要特征是可以置换——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实际的交流行为中，根据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改变而进行的行为。她测试可可是否对同时发生的事情做标记，或者使用置换的方式进行语言学上再创造。她大胆地提出问题：“动物是否用它的符号来处理在时间上最早或最后发生的事情？”人们不久就发现，可可能很容易地在谈论过去伤痛事情的同时，描述过去情感状况

12


 。置换也明显地表现在可可的谎言中，它撒谎主要是为了避免受责备，但也体现出了幽默或厚脸皮。例如，可可开始咀嚼红色的蜡笔。帕特森问：“你没吃那只蜡笔，对吗？”可可做手势回答“嘴唇”，并且开始把那只蜡笔涂在上唇，然后是下唇，好像它是唇膏。这种滑稽的趣事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启示：非人类的语言应用歪曲了听者的实际感知能力。到帕特森的可可实验为止，像这样的应用一直被认为是专属人类的特权。

与20世纪中期博物学家对大猩猩智力的低估相反，21世纪初期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大猩猩与黑猩猩在智力上是同等的。这主要是受帕特森研究结果的影响。但是在大猩猩和黑猩猩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拿可可做手势与她的黑猩猩堂姐妹相比较——可可的手势做得更加从容和小心，它的手势也做得更加频繁，并且表达的事物的范围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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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今天，即实验开始的27年后，可可仍然积极地使用她的46个键的听力键盘。这个键盘具有字母表中的常用字母和数字，但是每一个键又简单、随意地用10种不同颜色中的一种涂成几何图形。可可知道这些词代表着物体、情绪和活动；也包括名词、介词和修饰语，包括原始的句法。可可用食指耐心地打字，空闲的手用来做手势。她打字和“说话”同时进行。可可和她的同伴迈克尔有规律地使用数百种北美手势语。这个正在进行的项目继续改变着我们对动物交流和“语言”的理解。

十、黑猩猩

1967年是人—猿交流的里程碑，因为这一年黑猩猩华舒用美国手语做手势宣布：“给我糖果。”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人和黑猩猩交流实验的重要时期。此前的许多年对黑猩猩维基和萨拉做的实验，即用人造符号或口头语言仅仅使这种沟通产生了非常小的词汇量。相比之下，华舒在训练的头22个月就学会了34种北美手势语的手势，两年后，即1970年，它已经掌握了总共132个手语，这同人类儿童在开始学说话的第一阶段的状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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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华舒的训练员艾伦和比阿特丽克斯·加德内来说，很明显，黑猩猩获得语言的困难在于他们不能控制唇和舌头——也就是说，不能产生发音清晰的话语。同样，大猩猩的咽部阻止了它们像人类一样的送气（发音），仅仅允许它们依靠喉咙发出简单的声音：咕噜声、尖叫声、呜咽声等等。加德内是第一个对灵长类动物用手语的人。这一实验的结果是令人惊奇的，并鼓舞了弗朗辛·帕特森用北美式手势语和大猩猩可可交流，同时这也促使了杜安·朗博把黑猩猩兰那放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耶克地区灵长类研究中心的电脑操作台前面：最终兰那在随意解码的键盘上“敲出了”合理的、非随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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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仅在黑猩猩研究上语言学家就一致得出了结论：华舒和其他猿类实际上没有拥有像我们所知道的语言，那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帕特森对大猩猩可可和迈克尔的实验，语言学家或是完全收回或是大大地改变了这个消极的评价。很多科学家后来承认，类人猿似乎拥有了某种形式的“语言能力”。就在最近，人类语言的基本大脑特征——位于耳朵正上方的颞平面的不对称性——也在黑猩猩大脑中发现了；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它将如何影响黑猩猩的语言能力呢？对于这种不对称性在语言接受和产生中的确切作用仍需要加以确定。

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所进行的人—猿双向交流实验中，一些猿学会手语而另一些猿使用发明出来的符号语言。这些实验证明无论用手语还是符号语言没有真正的不同。类人猿确实学会了和它们的训练员交换信息，一些猿还相当出色，证明了它们的“语言”神经通道已经在某种非特别的形式上存在了。可是，最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人—猿交流就是猿能以类似人类的方式使用语言的证据吗？或许华舒为得到奖励而在含糊不清地做手势。可可或许已经被人类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做了过度的诠释。其他的黑猩猩或许是对敏感的身体、声音和情景线索做出反应，而不是实际的语言。悲观主义者对这个领域的热情度开始下降，研究基金也减少了好多。然后，倭黑猩猩坎兹改变了这一切。

十一、倭黑猩猩

我们和黑猩猩分享着99%的基因组，和外型像人一样的小型黑猩猩，倭黑猩猩分享得更多。在野外，个体的倭黑猩猩被观察到同时使用身体语言（手势、面部表情、姿势、方向定位）与声音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地互相交流。例如，至少有20种手势和喊叫表示着交配的愿望。这种野外倭黑猩猩的“自然语言”是否拥有使它们使用人类或许很熟悉的语言的神经通道？最近被科学机构称赞的美国人休·萨维奇－朗博的实验，不仅证实了这点，而且还揭示了迄今为止类人猿语言能力不容怀疑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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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黑猩猩坎兹被教用“图形字”和人类交流，那是一个有代表特定词汇或行为符号的键盘。坎兹不同于那些“被训练的猩猩”，因为它们的反应是被激发出来的，而不是由形势引发的条件反射。坎兹被“提示”自发地使用符号，创造性地同人类及其他灵长类动物交流。在这种人工训练环境下多年，坎兹也学会了理解英语发音的指令、提问和陈述，它用它的图形字来回答。现在，它也能用电子手段激发声音来回答。很少有灵长类动物能产生如此接近人类识别和理解的词汇和句法。确实，坎兹看起来正处在应用人类理解的“语言”概念的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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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例子中，休·萨维奇－朗博发现她的钥匙被研究中心的一个黑猩猩偷走了。她告诉坎兹把它找回来。坎兹走到偷钥匙的猩猩那里，在其耳朵旁“嘀咕”了一些事情，就把被偷走的钥匙带回来了。坎兹还能通过电话识别人类声音，并且对这些电话信息发出适当的回答。它似乎和训练员共同分享着像人类一样的交流声音，尽管它对有声信息的回答要有必要的电子或符号的帮助。目前，坎兹正在使用256个几何符号的图形字。黑猩猩同样在学习坎兹的图形字。一个令人惊异的结果是，现在学习能力上有缺陷的人类孩子也在使用改编的倭黑猩猩的符号字，并且从中受益。

在一个最近的测试中，660个首次提出的像“把苹果放在帽子里”这样的要求让坎兹和年纪小的人类孩子完成，坎兹得分比两周岁的人类孩子还高。坎兹似乎能产生和两岁半大的人类孩子所具有的容量相似的语言，并同时用来回答问题。休·萨维奇－朗博已经给大多数专家一个满意的实验结果，即猿类能像人类的小孩子一样理解并自发地运用语言：通过听，把口头上的语言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体、符号和活动联系起来。

若两岁孩子的语言能力被称作“语言”，那么倭黑猩猩坎兹就正在和我们“说话”18。

是否真的存在非人类“语言”？还是我们把语言“赠予”了非人类，或是把语言理解成为事实上的非语言？正如奥地利出生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写：“如果一只狮子能说话，那么我们将不能理解它。”类人猿在野外的交流非常不同于实验室中的人—猿交流：前者由丰富的身体语言和发音组成，而后者是人工环境促使猿用人类的符号和语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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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或许已经超越任何批判性的质疑，那些受控测试的收获已经证明，尽管媒介是不自然的和机械的，这些“人—动物”实验是自发的和创造性的交流，也就是说，是通过有声或手势进行的重要信息交流。用先前存在的神经通道，动物确实正对我们说话，同我们交谈，并且用有意义的方式和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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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和动物之间的交流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动物在自然环境下互相交流的信息。或许灵长类动物在传递着复杂的信息。可是，它们所交换信息的内容组成仍然不为人所知。人类可以教非洲灰鹦鹉和倭黑猩猩像人类一样地交流，但是非洲灰鹦鹉和倭黑猩猩不能教人类以非人类的方式交流。

人类对大多数动物物种的忽视或傲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这一态度在本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被动物间固有的智力平衡、甚至具备与人类相当的智力这一夸张的假设所取代。这种不合理的辩证法现在已经找到了更加合理的平衡：人们认为动物确实在自然中使用“某种语言”；它们能被训练成自发地、创造性地同人类和其他的非人类用人工的（或非自然的）媒介进行交流；像人—动物交流这样的（人类定义的）智力限制有时接近非常小的人类孩子的智力。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并不能简单地提出非人类的比较智力问题。

教授给非人类语言并被其积极使用，既不是不重要也不是短暂的。20世纪70年代，黑猩猩布鲁诺学会北美式手语；1982年，这个项目被终止，布鲁诺被转移到了一个医学实验室。1992年，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布鲁诺仍然使用北美式手语，并且鼓励实验室技术人员来学习北美式手语，目的是和它交流。其他的猿类自愿地教它们同类，包括它们的后代，使用从人类学到的交流符号。对于这些动物来说，一旦获得人工语言，就被认作是社交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或许这种能力是固有的21。

更为重要的是，对动物交流和“语言”的研究，让我们对人类语言的进化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当然，那些动物看起来非常接近拥有“语言”，尽管在这儿发声仅仅通过电子方式完成，从基因上来说，也是最接近我们的。人类关于语言是如何构成的确切概念，从人类期望的角度看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不是在寻找动物语言，我们是在寻找人类语言。当我们设计各种方法从其他动物中提炼出语言时，通常我们把它们限制在人类的樊篱中。大多数的人—动物“语言”研究，甚至是最客观的研究，也会产生非自然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与自然的语言无关。在这点上，像帕特森和萨维奇－朗博是令人尊敬的研究者，他们考虑到类人猿的一瞥、手势、姿势和像“交流方式”的方向定位的语义内容，并也在实验室里考虑到语言表达和键盘能力。

是什么把人类与动物分离开？我们不再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物种。我们似乎也不再具有语言的专利。或许人类是动物，只不过进化出了“更加复杂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也为它的创造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利益。

在最精确的定义下，语言可以被理解为人们用任意的符号在有规律的句法里面表达复杂思想的媒介——用语法表达或图形表达。迄今为止，尽管人类假定这个定义仅仅被有智慧的人类（智人种）完成，但是最近的人—动物实验揭露出来的事实至少已经迫使我们对这个古老的假设进行重新思考。

或许最好把同类动物认为是类似的处世—权衡者，它们通过很多组合的交流方法，让其他生物遵从这些对个体、群体和物种有利的生活方式。处世—权衡的相互作用可以大体上解释动物交流的进化：这种交流行为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对动物在自然界中生存和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更为复杂的处世—权衡的进化过程中，以有声交流为形式的语言不仅是所有社会交往的基础，而且还是复杂思想的传播工具——至少从比较的观点看是这样，它似乎已经自然地出现在仅有的一个语系中。

这就是原始人类所取得的成就。



第二章　说话的类人猿


很明显，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确实拥有用来传递足够信息的多种交流表达方式而必需具备的神经通道。可是，类人猿的嘴唇和舌头缺乏协调控制能力；他们也不能控制气息。即使从生理上来讲，这些类人猿能说话，但是他们的“语言”很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定义的“语言”这个词。现代人类的大脑在容量上（要）比任何现存的类人猿大两到三倍。这就赋予了人类使用和详细表达，以及思考等进一步增强的语言能力。人类语言的历史也是人类大脑和认知能力的历史，两者共同发展。这是个古老的故事。

七百万到五百万年前，在非洲，很可能由于不同的饮食，原始人从其他原始猿类中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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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主要的原始人属已经区分开来：南方古猿属和原始人属。

为了适应地球的气候变化，至少在大约4100万年前，原始的南方古猿被迫出现在非洲大裂谷——比它们的同类变得更加像食肉动物，并且进化成站立姿势的两足类（用两条腿走路）动物。这使得它们能用两只自由的手在更大的范围狩猎和采集食物。根据一些专家的观点，由于食用了高卡路里的食物，随着体重的增加，它们的大脑容量也增加了。由于非洲森林持续减退，这些身体强壮的南方古猿从身体和心理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干旱且开阔的大草原。由于需要更长的狩猎时间和路程，它们在小的团体间形成了更好的合作。类人猿还没有显示出为了成功地在大草原捕猎而进行社交的迫切需要（尽管黑猩猩们在树林里联合起来捕杀猴子）。但正是在这儿，在非洲大草原上，南方古猿茁壮成长起来。然而，30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也没有显示出不同于现代大猩猩、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的语言能力。尽管南方古猿已经掌握了两条腿走路，成为直立行走的类人猿，但是大多数的专家认为它们不是会“说话”的类人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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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类的有声语言似乎是和原始人一起第一次出现的。正如下面所述，现在大多数专家猜想某种南方古猿类型——或是南非的非洲南猿或东非的阿法尔南猿，产生了一个世系，最终在大约250万年前进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当然，人也可能代表了不相干的类属）。最早被认可的原始人样本，是在240万年前出现的，属于能人种。当非洲气候再次改变，也就是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和寒冷，雨林褪去，草原覆盖了更广阔的空间时，能人种出现了。由于南方古猿大脑容量在400毫升至500毫升之间，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很明显它们不适应这种变化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600毫升至750毫升更大的脑容量的出现，能人拥有南方古猿缺少的新环境需要的另外特质——更长、更现代的肢体。因此，到160万年前，能人兴旺起来了。能人没有武器，他们以跑得更快身体更强壮的肉食动物的猎物残余为食。然而，能人可以制造简单的石头工具，像锤石（史前用作锤子的石块）。能人也是掌握火的第一种动物。

能人更大的脑容量使他们想到可以结合成更大的团体生存，偶尔还有食物剩余。然后，这些条件使形成更大和更复杂的能人团体成为可能。这有利于满足在有着更高级心智能力的成员之间为了更好地繁殖而开展更复杂社交活动的需要。这种协作的过程又使能人进化出更大的脑容量。在原始能人的脑壳里，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布罗卡区的凸起部分。布罗卡区是语言和符号语言产生的必备大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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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所见，能人可能拥有最基本的语言神经通道。

可是，从体质角度来讲，人类语言不可能在如此早的时间产生。在寻找人类语言的开端时，产生有声语言的身体特性通常被忽略了。仅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科学家们才开始认真地审查这个问题。似乎在160万年前，直立人，继能人之后的人种，仍然在胸腔中的胸椎上保留了较小的孔作为脊髓的通道，这和今天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发现的小孔类似。脊柱区域的神经控制着专门用于呼气的胸腔肌肉。这里几乎没有神经组织，由于这样的小孔，说话必需的呼气就不可能被有效控制住。因此，这两类最早的原始人仅仅能有短促而缓慢地、难以调节的语言模式，不可能像具有典型意义的口头发音那样经过系统安排、清楚地发音。

另外，从解剖学上讲，它们的喉仍然像人类婴儿的一样。人类婴儿在一岁或一岁以后，当喉下降到嗓子里后，才能清楚地发出大多数人类的声音，而类人猿的喉从来没有下降过。早期能人的脑壳显示，在他们的基部仅有稍稍的弯曲，表明能人的喉还没有进化成现代成年人的喉。即使允许说话的神经通道可能存在，但是显然缺少相配套的身体器官。

人类清楚表达语言的身体特性似乎是在160万年前和40万年前之间有了相当快的进化。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后期的原始人化石显示出最早的口头语言应用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应用和一种全新的原始人类——直立人是同时出现的。

一、直立人

目前，现代科学在进化顺序中，至少认可了三种关键的原始人种类：能人种、直立人种和智人种。可能仅有两种人类分布在非洲之外：直立人种和智人种，仅仅是因为通过基本的语言，他们已经发展出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使群体迁移成为可能。当前，人们认可的模式是把直立人断定为第一个离开非洲的原始人。他们留下了做工非常精美的手斧以及更大的猎物遗骸。

在19世纪90年代，人类头盖骨、臼齿和股骨的化石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被发现，这些化石可追溯到70万年前，这证明了首次被称为“爪哇人”的早期原始人类居住在东南亚洲次大陆的巽他群岛。这些发现使一个独立的种类得到认可：原始直立人。这种原始人类可能在非洲发展进化，大约200万年前，在间冰期时期，他们随着兽群穿过非洲草原，慢慢地变成了完全食肉动物。直立人的出现表明了原始人进化的一个重要进步。直立人同他之前的所有原始人比起来，更瘦、更高、更快、更聪明。从脖子向下，直立人非常类似于现代人类。可是，直立人有着强壮的身体，并且它的头骨显示出突出的眉脊，以及向后倾斜的前额。一些专家认为，食肉为主的饮食提供的多余能量产生了更大的大脑：800到1000毫升（智人大脑是：1100到1400毫升）。

在某种程度上，更大的大脑使直立人在自然界中完成了空前的发明创造。直立人制造了第一把手斧（世界上最古老的手斧遗址在埃塞俄比亚的孔索－加杜拉，可追溯到170万至137万年前）。直立人用石制的小薄片和鹅卵石屠宰猎物。他们也可以用骨头和木头工作。由于有着多功能的工具和储备的肉食供应，显然直立人变成了第一个可以适应全球的原始人。

在早期，直立人似乎由非洲迁徙而来，然而几乎与此同时，直立人作为一个物种又出现在非洲（或者可以认为，原始人的祖先在此之前已经迁出，在其他地方进化成直立人，然后移居到爪哇，后来到了非洲。这是作为相对的理论提出来的）。大约200万年前，也就是说，在海平面上升之前，似乎直立人已经定居在古老的巽他次大陆上的爪哇了。

爪哇环节是很关键的。直到1997年，人们认为，由于缺乏语言和智力，直立人还从来没有穿过华莱士线（把巽他从龙目岛区分开的看不见的分界线，把亚洲的动物群和澳大利亚的动物群区分开来）。确实，直到那时，华莱士线代表了描述直立人和现代智人不同能力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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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1997年，石制工具和饮食遗迹在龙目岛东部的弗洛勒斯岛被发现（穿过华莱士线，时间可追溯到90万到80万年前），这似乎证明了直立人在智力和社会组织方面有足够的能力来建造竹排，甚至在海平面最低时穿过17公里的海峡，这个海峡把巽他和最东部的相邻地区区分开。（十多年前，荷兰古生物学家认为，大约在90万年前，人类已经导致弗洛勒斯岛的矮小的剑齿象灭绝。）

复杂的计划需要复杂的思想过程。社会复杂计划的实施需要高水准的社会合作。这就意味着语言的应用需要条件句式（有意义的短语和句子排列顺序）：“如果我们做它，那么这和这将会发生。”100万年前，直立人在他或她的语言中恰好能表达出像这样条件命题的形式，这似乎可以从弗洛勒斯岛证据中合理地推理出来。这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人类走向符号思维的“第一步”。

专家们直到最近才接受了直立人可能具有口头语言能力的观点。这种认可来源于直立人的社会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是由全球多种层次的考古成绩所证实的。可是，直立人的语言仍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语言那样。至少，脊柱上脊髓通过的孔在直立人中仍然太小而不能控制呼气。可以想象，直立人短而有意义的发声是可能的；或许条件句式确实在形成中。但是，复杂的发声从解剖学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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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表面上看，直立人居住于旧世界各地（见图1）。最近在加利利海附近以色列的欧拜底亚发现了包括很多手斧在内的1万种石制工具，这些工具可追溯到140万年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认为，在50万年前，人类还没有进入欧洲。然而，直立人在欧洲出现比这早得多的证据现在几乎每年都出现在考古学家的记录里。当然，专家们立即将这与欧洲的人类语言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图1　直立人年代分布区域（展示出现代海岸线）


到1996年早些时候，在距罗马东南部80公里的切普拉诺附近，很多直立人的头盖骨（有些是暂时认定的）被发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发现已有80万年的历史。这些头盖骨在脑壳的中央还缺少微小的凸起，但他们的大脑比典型的直立人大得多。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内，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塔普埃卡山区的格兰·多林阿遗址，差不多有100个被猜测为直立人的化石和200个石制工具被发现，时间可至少追溯到80万年之前。制造工具并不需要语言，但是，作为“民间移民”横穿直布罗陀海峡——像穿过印度尼西亚的华莱士线一样，却是需要语言的。20世纪5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直立人的化石碎片。这些后来发现的化石与前边发现的化石有很多相似性，显示出直立人大致从相同的时间开始从北非海岸飘洋过海，迁徙到西西里和意大利其他地方。1991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发现了距今约160万年（这一点受到好几位西方科学家的质疑）的直立人下颔。现在，证据的积累足以显示出直立人很可能在100万年前从很多方向——西南、南部和东部，进入欧洲。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古生物学家都同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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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早的欧洲人和其他早期人类比较起来，显示出令人惊奇的文明。英格兰东南部的博克斯格罗夫遗址证明，在至少50万年前的一段较短时期内，那里的早期人类已经用精心制作的木制长矛猎杀大型的危险动物，像欧洲野牛和马。这不是早期非洲直立人遗址的余韵，这是合作狩猎，规模远远超过黑猩猩在森林中猎杀猴子。用这样的方式狩猎，有计划、有合作以及伏击，语言是很关键的。

就在最近，德国科学家揭示了近50万年前欧洲中部直立人社会的复杂性。1995年，在马格德宝西部的舍宁根附近，在数以千计被屠杀的马骨头和很多篝火底部中间发现了五把有40万年历史的长投掷矛。在另一处遗址，耶拿附近的比尔青斯雷本，似乎也有至少41万年到42万年前的长期直立人居住地，并且还有宽度为3到5米的“房子”和一个很大的、一定是用于集体仪式的已铺平的区域，还包括集中的和分散开的人类遗迹。这个遗址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骨头制品的集合地，还表明制造骨头、木头和石头的人类加工厂是确实存在的。好几块来自比尔青斯雷本的骨头显示出有规则间隔的雕刻线，似乎是人工有意雕刻的结果。尽管他们的发现者把这些雕刻线看作早期的几何符号，但是其他人则认为这些雕刻线不可能有任何人类的意向性，因为符号思维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人类思想的规定性特征。

大约在35万年前，北欧被冰川淹没。人类变得稀少，并开始向南迁移到气候温暖的地方。1993年，在阿塔普埃卡山区，发现了至少32具距今30万年之久的人类遗体。一个人的脑壳内有同现代人一样大的大脑。这些早期人类的面部表情类似于早期的尼安德特人的表情（见下面），他们的身高和我们差不多。这些人是否构成了晚期的海德堡人或人类的全新种类还不为人所知。连续的迁移或许导致这时的欧洲居住着很多不同种类的人类。化石的不同也显示了在直立人中间存在着“种族”多样性，这表明他们比我们现在享有更大的基因自由。

欧洲恶劣的天气迫使原始人完全以食肉为主。由于在这样的气候中打猎会有巨大困难，因此促使了更加复杂的计划、合作、组织行为的出现：早期欧洲人的社会甚至派遣小的打猎团体，此后这些小团体长时间同主群体相分离。为了能在冰川期的欧洲生存下来，来自比较靠南的、更加暖和的纬度的移民不得不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以避免灭亡。最近的理论提出人类能发音清楚的说话最早是在气候恶劣的欧洲北部地区进化出来的，后来才被传播到其他地区的人种中去。然而，如果语言是由基因学决定的，那么只有通过杂交才能向其他种族传播。这使得最近的理论听起来似乎不成立。关于巽他岛使用清晰语言的推断使早在90万年前穿过华莱士线成为可能。如果这一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同样与最近的理论观点相矛盾。

直立人“停止”存在了吗？最近，在印度尼西亚昂栋遗址上采集到的直立人化石，重新鉴定为距今不到5万年。或许直立人和不断到来的智人共存。在这点上，大多数最近发现的化石看起来似乎至少仍然支持修正版的“离开非洲”理论，代替了直立人和智人在这一地区自然出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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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现代智人出现在非洲，时间在15万到10万年前，然后向中东和欧洲扩展，在3万年前，他们代替了那里的尼安德特人；进入亚洲，他们代替了比较老的直立人。昂栋头颅骨比来自爪哇和中国更早一点的直立人头颅骨更突出。一些专家认为这或者可以解释为集中进化——也就是说，直立人的颅骨自己进化成像现代人的头盖骨；或者解释为，他们在5万年前同不断到来的其他人种杂交的结果（尽管“人种”定义的特征是不能和其他的种类繁殖的）。

同直立人一起，或许早在90万年前就开始，人类发音清楚的讲话以某种形式第一次得到进化，这或许是为了使复杂的计划和组织成为可能。然后，人类可能已经用名字来识别个体。可是，正如一位神经科学家最近所做的报告那样，他声称在原始人头脑中，原始的结婚仪式在人类的大脑中形成了符号观念，这同时还是人类语言的唯一源泉，但该观点却忽视了人类语言发展的复杂性和古老性；实际上，语言的形成是受大量外在因素引发和培养的，从长期的解剖学可以看出这是大脑进化的过程。这个从直立人就已经开始语言进化过程的特定说法遭到后来的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共同拥有的形成语言的身体和神经能力及他们的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的相对复杂性的进一步质疑：这种社会复杂性需要的或者是集中进化或是共同的起源。

大约100万年前，直立人可能进化形成的语言基础是什么？遗憾的是，较早的原始人类的大脑变化过程还不可能重现。一般来讲，人们认为，人类的有声语言不能直接来源于前人类的途径。人类的有声语言也不像野外条件下的任何已知的动物交流形式：例如，类人猿和其他动物的原始的“火！”的喊声并不能构成初始的“词”。标志性的结合——也就是说，自然物体和像“香蕉”或“键盘”的口头或符号式的单词的连接，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简单地结合。因此，重现这些结合的发声法或符号，像那些用于人—动物交流实验的语言，不能表明语言在人类中的应用，他们仅仅表达了人—动物的语言应用。而人类的有声语言是不同的。它是动态的象征性——不是关联的，是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的有声语言是和人类说话器官及大脑一起进化的清晰、自主的功能。然而，只有人类大脑涉及到语言进化的设想是不可能的。

在人类口头语言产生的历史核心上存在两个基本问题：“词”是如何出现的？“句法”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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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问题或许最好通过对语言普遍性特征的考察来回答。普遍性特征很可能是存在于人类语言发展的最早阶段。“词汇”的基本分类（在这里从最广泛的意义理解，它意味着个人交流单元的集合）可能被所有的动物共享，通过不同的表达模式使其清晰：蚂蚁的信息素，蜜蜂的舞蹈和人类的有声语言。可是，人们应该注意到，人类小孩有声语言的发音语法没有组成较长的句子结构；他的词汇也不能用其他词来定义。人类小孩的语言缺乏句法，就像在多种交流模式中非人类语言缺乏句法一样。（相反的观点认为蜜蜂的舞蹈有确定的句法将会挑战这个论断；舞步不能代替发音。）

显然大约在100万年前，重大的变化正发生在原始人类的发音中，或许这正是饮食、迁移和不断变化的气候导致大脑内部不断进化的结果。至此，语法正在从模糊的发音中产生。基本的发音词汇现在很可能同简单的形态学相结合：例如，一个像“hunt”这样的核心词汇现在变成“hunted”来表达过去（这仅仅是作为分析的一个例证）。或许是由于更好的发音控制，一个更加高级的音位学或发音体系允许语音（说话的发音）区分变成音素（最小的发音单位）区分：像“dog”这样的单词现在能从“fog”这样的单词中区别开来。正是在这时，早期的特殊语言普遍性特征或许已经开始出现了。人们可以推断前智人语言的普遍性特征，在这些普遍性特征的不同类型中，人们发现了今天的智人。

似乎有四种基本的语言普遍性特征类型。例如，在众多的绝对普遍性特征中，每种语言体系至少包含三个元音，就像在颜色复合体中必须有白和黑。在很多有倾向性的普遍性特征观点中，［ptk］“通常”是基本的闭止音（包含了呼吸通道完全阻塞的辅音）发音点，其他的闭止音通常不能加到语言中，除非［ptk］已经存在。一旦某种条件满足了，蕴含性共性才能成为现实：例如，在语言中红色是种颜色，那么人们就可以“期望”白和黑已经存在了。非蕴含性共性没有先期条件，但是可能也是绝对的或有倾向性的：这一点在语言的普遍性特征中是可以观察到的，就是所有人类的语言都包含至少3个元音。

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提出，在自然语言中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语言中，孩子们具有某些“天生的倾向”来选择某种句子结构的形式。他深信，如果一种人工语言被构造出来，如果这种语言违反了这些形式原则中的好几种规则，那么这种人工语言自然不会像通常孩子们在学习自然语言时展现出来的以“简单和高效”方式那样被学会或掌握。可是，乔姆斯基的假说不能得到直接的实证主义证实。同样，对于“天赋”的概念也有几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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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似乎获得了某些不可理解的被动接受和无法定义的特征：“天赋”——不是从与感觉、认知、社会需求和信息处理有关的动态思想过程中获得的普遍性语言特征中识别出来的。

让我们从句法规则、句子结构中转向语言的词汇或单词构成，目的是暂时扩大语言普遍性特征的讨论范围（尽管人们应该注意到乔姆斯基的立场特别关注句法）。上面普遍提到的黑／白不是真正的“色彩普遍性”，而仅仅是人类大脑知觉过程的产物，大脑或许用“黑色”和“白色”来记录亮度，然而颜色被单独地编码成“黄／蓝”、“红／绿”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彩虹的六种主要颜色。所有种类的语言都好像在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彩虹颜色这一问题。

同样的道理，仅仅论述在所有现代人类（也就是智人）的语言中最低限度是有三个元音的说法严格上讲也是不充分的。实际上，人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语言，即仅有必需显示为［i］（发音为EE）、［a］（发音为AH）、［u］（发音为OO）三个元音信息的语言（最近研究已经显示，从解剖学上讲，甚至尼安德特人也不能产生这些智人的三种元音）。因此，人们必须提出“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三种元音显示出最大化的声学特点。根据这三个元音动态的分离作用，其他的元音将可能被平均地放在这些基本元音之间。

另外的例子是，同人类大脑认知过程相联系的单数形式的词通常比复数形式多、而复数形式比双重形式多，这一现象将可能在所有语言中得到认可。也就是说，人类大脑记录了在（共同）集合之前的一个特殊的统一，在一个集合类型之前的集合。从这点上，人们总结到动态的普遍性，即在所有的语言中，简单的标记出现在不简单的标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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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意味着通过对与众不同的特征进行区分而做出限定）。

是否有可能在很早的直立人时期就形成了句法的普遍性特征？似乎那时的确存在大量的句法的普遍性特征。例如，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有限定，把形容词（“big”）和它们修饰的名词（“cave”）离得很近。“归属性”的大脑感觉对人类语言产生了作用，限定了“归属”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在智力上属于一类的东西在语义上是聚集在一起的。诗歌矫揉造作的、陈旧的和经常牵强的句法（例如，荷马、维吉尔或松尾芭蕉的诗歌）用高度引人注目的方式、或用低频率的语言模式表达。这种句法的普遍性特征也在大多数的语言中被发现。

成百上千年来，直立人或许已经发展出与包含人类语言实质的语言进程相类似的形式。如果这只是有限度的、隐性的意义，那么它的明显意义就是明确体现出了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特征：所有的人不得不张开他们的嘴说话；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一个动词（行为或方式词）和补足语（主语或事件），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命令、陈述、否定和疑问。现在更加重要的研究是语言更为普遍的动态问题：例如在所有的语言中，似乎有意义的短语和句子的顺序通常与系统的文字形式形成对立、复合词（“beehive”“蜂房”）与短语（“to thebeehive”“去蜂房”）相对立，还有更多类似的对立。

关于直立人有声言语逐渐精细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语言交流功能可能影响语言本身形式的程度。天赋论者认为语言普遍性特征是我们现代人已经继承下来的自主语言模式的内在特征。功能主义者认为跨语言的限制——或所谓的普遍性——主要由语言的形成过程和由此产生的压力来解释。对天赋论者和功能主义者之间的辩论的考察说明，答案或许是一个折衷的立场：自主的语义约束和过程中的复杂性都在语言的产生中起到了基本的和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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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交流功能动态地影响语言形式（就像“蜂房”‘beehive’对“去蜂房”‘tothebeehive’一样），但是在特定的内在限制下，似乎看起来也是这样（从心理上和语义上，‘bigcave’“大洞”保持得很近）。

可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认为，人类对语言的控制和对手的控制都与大脑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手势是构成人类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实际上他们似乎为大脑加强语言处理的过程提供了方便。手势不仅仅是在告知观看者和听者，而且还使表演者思考。在非常早的时期，手势语言或许对人类有声语言的成长做了很多贡献，尽管具体方式尚不清楚。

二、尼安德特人

从30万到23万年前，在更新世中期，尼安德特人与众不同的特征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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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解剖学上讲，尼安德特人非常不同于后来的智人，尽管二者很可能都来自同一个祖先。19世纪60年代，他们的化石首次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采石场出现。自那时起，尼安德特人的遗迹就被发现分布于从直布罗陀到伊拉克的大片区域。显然，由于居住在大约30个独立的团体中，尼安德特人在特定时期数量上从来没有超过过几万人。最早的尼安德特人，即前尼安德特人，都是又高又瘦的，由于生活在一个偶尔会经历亚热带温暖的地区，他们保留了很多更早期直立人的特征。

大约在18万年前，另一个冰川在欧洲形成。很多，但不是所有，前尼安德特人很可能向南和东南方向的中东迁移。当冰川慢慢地退去，很多群体又重新移居欧洲。然而，这些人不再是高而瘦的前尼安德特人，而是矮而壮、桶状胸部且四肢短而有力的尼安德特人——这是为适应冰川期欧洲恶劣而又寒冷的气候而在解剖学上的保温式改变。尼安德特人对贝类动物、植物和爬行动物进行采集以及对大型动物进行猎杀。他们进行战略性和合作性的狩猎，但是没有高级的武器。这些人的牙齿化石上呈圆形的损坏证明了他们频繁地用牙齿撕扯兽皮，制作保暖的衣服，就像今天的爱斯基摩人一样。他们埋葬他们中过世的人；照顾腿脚不灵便的人；喜欢个人的装饰物。他们的工具，通常是隐藏起来的刮刀，是能工巧匠们的理想之物。他们是使用燧石的专家，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尽管尼安德特人拥有比现代人更大的大脑，但是这种过量的大脑容量可能承担起管理他们身体多余部分的任务。尼安德特人看起来似乎总是选择使用他们强壮的体力，而不是大脑。

大多数的专家认为尼安德特人使用了非常接近我们自己的初级语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解释他们复杂的工具制造水平和高水平的社会形态。根据研究最近发现的有6万年之久的尼安德特人完好无损的舌骨（在舌头后面支持喉的骨），有人提出，尼安德特人舌头和后来的智人舌头一样灵巧，暗示了他们可以频繁和流利地说话。然而，不是所有的专家都同意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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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最近，专家们发现尼安德特人舌下神经管道（传送通过脑壳基部控制舌头的神经）的宽度在现代人的宽度范围内。

人们或许被说服去考虑，在那时，即30多万年以前，更加复杂的人类思想过程可能通过更加复杂的句子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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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大脑容量快速的增大似乎同更加复杂的人类语言所提供的更加复杂的思考过程同时出现。早期人类的“孩童语言”被取代——最初是由直立人，随后由尼安德特人以更复杂的形式，然后是被与其功能器官共同快速进化的媒介所取代：正在增大的大脑使发音清晰的话语成为可能，而发音清晰的说话使大脑更加增大。这两种早期的人类似乎超越了日常生活所必需——食物、热量、性，而是从心理上为一天的成就定出目标，分析和评价这些目标，目的是为了明天获得更好的成绩。

为了达到目标的具体化，创造出丰富的思想，人类大脑需要更多有参考内容的单词，也就是说，自主的发音和真实生活中的物体联系起来，像欧洲野牛、火、生殖器。人类大脑需要用某些词表示其他事务。思想和语言体系必须变得自我参照。为了实现这点，或许在早期，人类语言就细化出了一整类像“向、到、往”（“to”）和“哪一个”（“which”）、“因为”（“because”）和“为什么”（“why”）这样的专门词语。这些新的更高层次序列的词——不一定都和外面客观世界有联系，可能和低层次序列的词汇以及固有的词汇联系起来，形成了复杂的句子。就是这复杂的句子构成了动态的多层次的思想。现代人类语言就是通过这些句法而诞生的。句法是使短语和句子中的单词和元素连接起来产生意思的规则。这些句法对人类来说是基本的，但是在野外环境下的非人类的语言中却是缺乏的。

或许是由于产生大脑重组的随机变化，早期的人类，把句法当成他们独特的有声语言的核心。这种人类句法是在当人类同时拥有在这个水平上处理语言的神经通路和建立在手势语基础上的控制送气的器官的时候才会产生，显然这是在将近100万年前的直立人中间“开始”的（或者很可能在100多万年前，因为这个过程明显地被早期亚洲和欧洲的直立人共有）。这个过程很可能仅仅在大约40万到30万年前才接近“完成”，大约在这一时期，最早的尼安德特人出现在欧洲。直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大约15万年后出现，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全部完成。在句法出现之前，人们不能使用发音清楚的人类语言。在句法完全定型后，人类才像我们现在一样说话和推理。这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它经历了几十万年的进化，从直立人开始，到智人时达到顶峰（其后仍然继续进化）。

在人类语言历史中，作为很多竞争性理论之一的句法重要性理论被诺姆·乔姆斯基维护了40多年。而目前，它似乎为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最好的语言学解释。大多数语言起源和发展的理论都来源于古人类学的、古解剖学的和神经分析的研究，通常这些研究忽视了语言科学自身当前的权利。这种关于句法作用的理论（或许是现代清晰表达的精髓），在人类语言历史上应该受到认真的对待，除非又出现了其他重要的因素。

在10万前到8万年前之间，另一个冰川侵入欧洲。尼安德特人再次向南和东南的中东迁移，在那里也有至少9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踪迹。那里的尼安德特人的活动、葬礼和打猎实践不同于他们的近邻智人种。的确，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的智人以某些直接的方式相互交流是很有可能的，甚至可能相互杂交繁殖。当然，这也可能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语言，产生了一些双语形式（说两种语言的能力），借用来的单个的词汇（单词）与可能发生的语音学（发音体系）的相互渗透，导致了语言发生一定的系统性改变。但是由于人口如此稀少，这种接触对语言的影响从来没有像在物种内部使用本地语言那样效果明显。

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文化间的难以分辨性一直持续到大约5万年前。当时，在投掷性武器和更好地使用切割刀片上突然出现了新技术。这似乎使某些智人群体实现了某种“跳跃式”进化，使他们进化成为现代人。而尼安德特人却没能办到。大约在这一时期，“克罗马农人”开始在欧洲定居，他们有着做工精细的炉床、效率更高的庇护所和特殊缝制的衣服。在大约2万年前，所有的尼安德特人显然是灭绝了，他们或许是智人侵略以及食物资源竞争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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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人

在较早的时期，人们认为古代的智人是由最早的从非洲迁移过来的原始人类组成的。最近20年的研究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在大约10万年期间，智人取代了欧洲和中东的尼安德特人和远东的直立人，后两者是分别长期在当地具有特征性的人种。古代的智人种在50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来了：这是由较大的脸、较小的下巴和突出的眉脊构成的人种。在18.6万年前新的冰川时期，非洲变成了干旱的环境，很可能迫使那儿的好几种人类物种，包括智人在内，以更小更独立的群体谋求生存。到大约15万年前，拥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为了说话所必需的身体特征的现代人类，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出现在非洲，或许也出现在中东。在这些地方，他们和尼安德特人群体很可能发生了早期联系。到12万年前，覆盖欧洲的冰川退去了，再度创造了宜人的环境，同我们一样的现代智人已经出现了。现代智人最古老的骨头残片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它们在南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都有发现，揭示了现代人类的清晰特征：高而平的前额、裸露可见的眉脊和突出的颔。其他地方还没有着这样早的、清晰的智人化石出现。

很多专家认为，智人起源于非洲。所谓的“离开非洲”的理论指向了线粒体DNA的证据，这种仅仅女性传递的基因物质显示了现代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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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该理论承认了有着现代智人特征的最古老的骨骼化石同样来自非洲。可是，有一个与此相对立的、被称作“多地区”的理论认为现代人类是在很多地区，从直立人的前辈人种进化来的：例如土著澳大利亚人明显地保留着直立人特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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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赞同后一理论的人认为，在早期的居民中间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基因交流。他们不相信基于女性的线粒体DNA证据的“离开非洲”理论，不明白该理论如何解释在几千年来的流徙、贸易和繁殖中男性的作用。可是，在人类中，最新的线粒体DNA和男性Y染色体的可分配性比较显示出，在历史上，女性迁移的比率是男性的8倍还多。

两种理论都影响了我们对早期人类语言的理解，如果“离开非洲”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语系可能都来源于相对较近的非洲语言。然而，如果“多地区”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语系可能更加古老，并且具有持续了一百多万年发展的复杂性。也有折中的理论：有些地区，如西欧，显示出当地的尼安德特人完全或近似完全的被智人取代；但是在其他地方，如远东，在早期的智人中，似乎显示出曾发生了某种基因流动。当人们研究了语言的大家庭时，或许应该考虑一下这种折中的理论。（例子见图2）





图2　人类语言可能的进化顺序


最近的基因分析已经让人们深信，至少大多数的欧洲人来自于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初期、从中东迁移到欧洲的最初的现代狩猎－采集人类。从那时起，基因遗传已经在欧洲相当稳定地持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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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南非克莱西斯河口遗址有一山洞，庇护着12万前到6万年前的智人。这些现代人可能用矛击倒过巨大的野牛。他们的家庭活动是复杂的。他们的红赭色“蜡笔”可能是过去象征性颜色的证明。他们工具的起源和使用范围表明特定的工具是为了与周边部落进行贸易而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些早期的智人练习艺术和音乐，并且举行仪式，用礼物为死去的人陪葬。这是一个生活在持久性村落中的小而完善的社会。他们拥有自然和狩猎知识，像我们现代社会和技术知识一样丰富而复杂。他们可能像我们今天使用语言一样，非常多地使用语言。

从4万年前到3.5万年前，智人群体已经到达了澳大利亚北部，他们在那里留下了装饰品以及岩石居所墙上的符号。整个旧世界的智人在取代和（或）同化了定居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同时，也经历了大约开始于此时、一直持续到1.1万年前的“知识爆炸”：用骨头、象牙、石头和木头制造人工制品，展示着他们自己、动物、符号，甚至是时间的流逝（阴历）；在很多令人激动的场面或场景（拉斯科岩洞、萧韦岩洞）中，展示了绘画、雕刻或雕塑的山洞墙、圆形骨头、扁平石头和大的巨石；发明了像手柄和把手这样的新工具；制作出长笛、鼓和弦乐器。到这一时期，发音清楚的语言，使符号推理成为可能（当然能以我们今天熟悉的方式应用），人类不再仅仅是“说话的类人猿”，而是“使用符号的类人猿”。现在起主导作用的是大脑，而不是强壮的肌肉。

人类已经能够自己掌控一些自然了。

从来没有存在过像“Ursprache”这样的原始语。尽管如此，某些语言能力在最早原始人里是存在的。人类从没有语言的生物中进化而来。由于这个原因，其他功能的大脑区域，像做手势，被指派控制语言的新任务。（据观察，用于黑猩猩发声的大脑中心不能用于人类的发声上。）语言添加并制定是在更加原始的大脑体系中形成的，另外，它似乎对大脑体系也是有依赖的。

人类的有声语言和人类大脑以及发展中的许多语言器官共同经历了几十万年的进化。随着人类大脑扩大了它的容量，依靠化学作用的语言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同时对身体信号的依赖性降低了。然后，为了适应由此导致的社会复杂性，就需要更大的脑容量以支持语言器官的进化。原因和结果都是互为作用的。每一种功能用自身的、动态的、协作的方法影响另一方。在进化的序列中，原始思想和发声以相同的速率不断地进化到更复杂的思想和发音清晰的语言。现代人类语言似乎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进化，同时还有着原始的化学和身体信号，实际上现在这些信号简化成潜在的感知能力。

的确，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原始人类的基本社会体系可能就是一个类人猿的社会体系，但是人类独特地设计出有声语言，还有专门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差不多50万年前，随着直立人的出现，为了完成任务艰巨的合作项目（像横渡海洋这样的项目，没有群体合作，类人猿就不能完成），原始人类的语言使社会计划和组织的某些形式的活动成为可能。后来，直立人或许进化出更复杂的发音，更长久地定居在村庄里，技术和礼仪形式迅速发展，并且设计出复杂的狩猎策略。或许在50万年前，直立人已经有了符号思维，通过这一符号思维，有着更复杂句法和最初语言普遍性特征的清晰发音语言开始出现，并已经由直立人使用。然后，这种能力被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继承（或进一步的进化），虽然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上进行的。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人类的思想和语言用法最终是由智人来完成的，即使时间不算特别早，也大约在35万年前。

在发音清晰的语言的长期进化过程中，总是有人口的衰减和流动，战争和疾病、意外事故和气候的受害者与受益者。成千上万的语言和语系出现和消亡，没有留下任何踪迹。通过贸易、异族通婚、迁移、战争和统治使人类同邻国和其他的人群频繁地联系，给越来越多的人口带来了语言变化，他们的技术进步和运输方式的新形式反过来又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能动性。在语言平衡持续发展数千年的时间里，最初的语言通过好几种不同语言的集合形成了。然后，这些时期突然结束了，继而产生了语系，有了语言的谱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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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年代以来，长期语言平衡的重复过程，断断续续地被不断出现的新语系中发生的突然变化所打断，最后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

当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完全形成时，智人的独立群体正统治着自治的领地，活动半径有30到40公里，他们最近的邻居大概有40到60公里远。群体成员和这些邻居进行贸易、通婚，交换商品和后代，还包括单词、表达方法、故事和不同发音的交流。由于长时间的分离，关系接近的方言经过数个世纪的进化变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不同语言的结合形成了混合语言，改变了词汇、句法和音系，与其他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的语言完全不同。仅管实际上并未被其母语系或所结合的语言所认识到，但新语系是经过地区性的传播和内部的调整而出现的。然后，这些语言经过迁移或一些其他的原因，产生了甚至更大的语系。这是由于气候变化、贪婪或强烈的漫游欲望，而使说这些语言的人扩展到或统治其他区域，导致其他人群用少数闯入者的语言来代替他们的本土语言。

大约到1.4万年前，从进化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原始人——智人，已经把上千种语言分成数百个语言体系，分布在从苏格兰的奥克尼岛到塔斯马尼亚岛，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区域中。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现代人类到这时已经开始种植野麦、燕麦，仅仅用骨头镰刀配以燧石刀。

距此不久，大约1.2万年前，气候再次变暖。这增加了降雨量，推移最后一次冰川向北后退到极地地区。地球上的海洋水平面迅速上升，把古代的人们永远地分开。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日益变暖的气候产生了变异的谷物类型，是野生小麦和自然的羊草杂交形成的多产的杂交植物，即有28个染色体的二粒小麦，它的种子在风中自然播撒。这里随后也发生了生物变革。来自在大约六个“起源中心”的旧世界及新世界的现代人，此时能在同一个地方播种和收获。他们第一次开始人工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化绵羊和山羊，建立了永久的农事群体。在几千年里，农事本身也在进化，从园艺业到农业，再变成很多人口（不是全部）的主要生存方式，使这些人生产出剩余物质，进而更加繁荣，人口也越来越多。因此，社会复杂性增加了。人类数代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用泥砖建成的第一个城镇出现了。地方语言变成了更具有影响力的语言，并且被外部地区认作特定地理区域的“语言”。

现在，人类语言与这片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章　最初的语系


仅仅在一代人以前，一位重要的美国语言学家郑重地提出了梵语的问题。这种属于印度教徒古老的经典语言，从起源上讲，是和土著墨西哥人最伟大帝国的语言——阿兹特克语（经典的那瓦特尔语）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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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所谓的关联的证据被认为存在于“相关”的词汇之间声音变化的一致性之中，这类词汇被认为来源于10000多年前在最后一次冰川期之前使用的古老母语中。可是人们认识到，这种观点以及与其类似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语言都是有密切联系的说法，否定了先进的科学和一般的常识。语言真正的历史远比迄今为止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人们似乎一直在像通过漏斗的最小端，而不是最大端那样，在寻找世界上最初的语系。尽管如此，“最初”也仅仅是个隐喻。

语系是在起源上有关联的语言组合。也就是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祖先，显示了在形式和意思上的一致，而不是随机的或借用的。语言相似性有三种原因：分享（同一）谱系、同一个地区内的传播和随机的类型学共同性。单是谱系上的共享就证明了“谱系树”的正确性。相关特征的数量和属性从共同祖先分开后开始的并随着已消逝的时间量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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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语言学学科已经为“重建”语言（而不是简单地推断语言的历史）提供了某些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已经可以区别出借用的元素和继承而来的元素、语言特征的时代证据以及从古老的共同来源中识别出分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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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最终使语言或基于单词和语法元素的相似性和无相似性的整个语系的“分类”成为可能。

有两种语言分类：类型学的和基因学的（或谱系学的）。类型学分类以有独特特征的语言为基础，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些独特的特征可以区分出确定类型的语言现象。例如：某种语言可能越来越孤立，像汉语普通话，它是核心基础语言。隔离开的语言就是那些单词，仅仅是一个词素——语言最小的意义单位，像“the”或“book”。或者，某种语言可能被合成性取代，很多词素可能在一个单词中发现，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正如拉丁语，用各种各样的词尾：“corpus”在拉丁语中是“body”的意思，根据它在单词中和在句子中的作用，也可以用作“corporis”、“corporī”和“corpo‐re”。这被称作“词形变化”。合成性语言也以“词形变化”的语言为人所知。语言的第三类是黏着性的语言，一个单词很可能包含很多不同的词素，或是自由的（自己独立出现，像英语中的“drive”）或是被束缚的（它们从来不单独出现，像“driver”中的“‐r”）。土耳其语言是黏着性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同所有的黏着性语言一样，词基和词缀互相区分得很清楚，以至于所有词素之间的界限都很容易被识别。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类型分类不能提供直接的历史信息。对于类型学分类，在有重大相似性的方面是关联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基因学分类试图通过语言起源和关系的性质把语言联系起来。相关的语言根据子群体间的关系和同在一个语系中的语言，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像法语和意大利语同属罗曼语系，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同属高一级层面的印欧语言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基因学分类法是基于语法形式和词汇变化来分类的，而不是根据词汇来分类的，因此能提供直接的历史信息。由于这个原因，它成为理解人类语言最近历史的最有效的方法。

由于独特的地理和技术上的背景，一些语言从来没有产生子语言，但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一个语系组成了单独的语言，产生了“家族语言”。地理学使埃及语成为这种语言的例子，它的子语言几乎是历时性的（现世的）。由于通过现代科技进行了全球性的交流，英语显示出相同的潜质。另外一些语言在有利的条件下扩展（也就是说，产生了子语言），然后在不利的条件下缩小（保留很少的子语言）。这经常发生在凯尔特语系中。

尽管在有利的条件下，一种语言在2000年内通常可能产生8到15种流传下来的子语言——就像在西日耳曼语、罗曼语系和东波利尼西亚语中所发生的那样。“有利的”条件是相对的，所以没有恰当的理由可以把这种观察到的现象当作评价语系时间宽度的一般规则。也就是说，有大约100种子语言的大语系（像印欧语）想当然地有约6000年的历史，或者有1000多种子语言的超大语言体系（假定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或者南岛语系）就应有约1万多年的历史。这是没有根据的。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有太少的可控制性因素和太多的矛盾现象。确实，如果人们寻找世界语言最初源头，那么这些最初源头可能刚好存在于小的、残余的独立语言中（像巴斯克语这样独特的、不曾归类的语言），这类语言存在于今天超级语系的边缘。直到最近时期受到侵扰时，或许才偶尔在它们所在区域中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中出现一下。

由于这种以及其他的原因，古语言学家不再试图去发现不真实的“最初语言”，而是去理解曾经存在过的古代语言的多重复杂性。语言的古老形式幸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大洲，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被深远的时间跨度所掩盖。最近有创新性的研究已经集中在语言分组的更普遍特征的分析上，而不是集中在个别语言的进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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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根据语言样本的分布和统计学频率上的特别特征，整个大陆范围内共区分出174种语言语系。研究结果显示，自10万年前我们从非洲移民以来，智人似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扩展。在所有最初的移民中根本没有语言特征的存在（如果人们认为有“独立的、最初的移民”）。第二次移民是从6万年到3万年前的智人进入美洲。然后是莎湖（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巴布亚）语言也进入了澳大利亚地区。最后，在后冰川期时代，大而复杂的社会出现了，不断创造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单元，然后基本上摧毁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

然而，像10万年这样长的时间过去了，那些曾经本可以在关系亲密的语言和语言体系中形成的相似性已经完全被不断的变化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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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语言，像原始汉藏语，很可能不老于10000年，当然也不年轻于6000年。即使非常近的语系，我们也知之甚少。由于有来自于相对较早时期的书写文献，古语言学家令人钦佩地掌握了印欧语、汉语和闪族语知识。其他语系早期的历史，像南岛语系和假想的“尼日尔－刚果”语系，必须通过语言重建来重新获得。当这种也许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历史“重造”时，经过了相对不精确的、人工的媒介。遗憾的是，大多数的原始语系（或大语系）的研究，不考虑语系的方向，不考虑语系的起源，只是简单地把语言历史的“谱系树”理论扩大到更高的“树”的水平，创造了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关系。

在最后一次冰川期的结尾，随着气候变暖和日益上升的海平面，人类人口——那时大约有1千万——曾再次处于移动之中，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和语言变化。（见图3）。不久，原始畜牧业独立的尝试，快速增加了人口数量。这是人们思考语言之间密切关系的最早时期。这是“最初语系”时代。

一、非洲诸语言

直到二战后，语言学家尝试对非洲当地语言的第一次彻底分类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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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时起，实质性的进展相随而至7。作为世界上“超级体系”的语言——假想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根据统计学意义上的共同特征，被认为包含了1000多种独立语言。这1000多种独立语言平均地分布在两大子语系之间，这或许更值得称为“超级体系”（如果这样的事情存在的话）：大西洋－刚果语和沃尔塔－刚果语。正如我们看到的现状那样，“尼日尔－刚果”语系因太遥远和模糊而不能作为被证实的语系如人们所接受。

与名义上的“尼日尔－刚果”语系不相关的是非洲的尼罗河－撒哈拉语系，它11种子语系的每一种中都包含2到96种独特的语言。第三个不相关的克瓦桑语系中的35种语言除了两种外，几乎都在南非。这些大的语言分组中的任何一种——“尼日尔－刚果”语系、尼罗河－撒哈拉语系和克瓦桑语系——很可能代表了10000多年前的独立的原始语言，也许从一开始这些语系的某一种语言确实作为真实的实体存在过，或者只是反映分散语言的集体特征。





图3　语系是如何出现的（以假定的“波特”人为例）


非洲的人类历史如此深远，展示了近50万年的智人的进化过程，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几乎所有的非洲古老语系没有丝微痕迹地出现和消失。只有一小部分非洲语言的历史被保留下来，这些保留下来的历史仅仅是最近研究成果的延续。还有很多未分类的非洲语言，像多哥的安鲁语（Alno）、尼日利亚的贝特语（Bete）、毛里塔尼亚的艾梅拉根语（Imeraguen）和其他的大约16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几千年前曾经是一个大的体系的语言痕迹。

二、亚非诸语言

1000多年前，繁茂肥沃的非洲北部地区——在沙漠化以前——曾经出现人口过剩的迹象，很多古老语言在此找到了它们的源头。迄今为止，371种独立的亚非语言已经在6种独立的语系中得到认可：柏柏尔语系（有29种语言）、乍得语系（192种）、库什特语系（47种）、埃及语系（1种）、埃塞俄比亚的奥摩梯语系（28种）和闪米特语系（73种）（见图4）。和其他非常小的语系比较起来，乍得语系的语言数量令人吃惊，这可能表明这个重要的也是最早的超级语系起源于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的大移民之前，当时这一语系的人口占据了北非中部的那些地区，拥有大片现在已经是荒漠的土地。

比较为人所知的亚非语言之一的埃及语，是一种书写记录可追溯到大约4500年前的“家族语言”，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从来没有产生多样的共时性（同时期的）语言，仅仅是单一的历时性（现世的）语言。同埃及语一样，闪米特语系很可能在很早时期就从原始的亚非语中分离出来，很可能早在8000年前。闪米特语是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文化语言的源泉。随着发展，它进一步分成东闪米特语系（仅以巴比伦人的阿卡德语言为代表，保留在近4500年前的楔形文字之中）和西闪米特语系。西闪米特语系最终发展成了亚拉米克－迦南语系（Aramaic‐Canaanite）（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埃塞俄比亚语系。最近出现的把非常早时期的闪米特语和印欧语联在一起的理论还没有被语言学家普遍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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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千年以来，柏柏尔语在南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一地区同古埃及、黎凡特（levant）及爱琴海相连接，所以这一语言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扩大，甚至影响到利比亚高原的人和距古克里特最近的普塔亚人（Putaya）。

亚非语系的东闪米特语系，在5000年前以动态向东扩展的方式取代了中东更加古老的、曾经属于苏美尔人的语言。而苏美尔语在6000多年前的下美索不达米亚（今天伊拉克的东南部）被口头使用。到5100年前被书写的苏美尔语，似乎和任何其他语言都没有关联。苏美尔语似乎渗透到了更加文明的人群中，这些人对城市和职业的命名被苏美尔人借用。然而最近对于“苏美尔、乌拉尔－阿尔泰和马扎尔超级语系”假说的观点并没有使大多数的语言学家信服。





图4　亚非语系


三、亚洲诸语言

早在二百万年前，亚洲的人类就开始进化，开始是直立人，然后是智人，后来被取代或同化，其语言在今天呈现出的特点就像非洲语言一样，是地球上最复杂的语言图景之一。因为多种主要的语系把亚洲作为它们直接或最终的来源，人们可以设想在最后的冰川期阶段，有几个亚洲语系都尽可能的扩大了其影响。这些语系中的一些早在3万年前（有人说是6万年前）穿过白令海峡大陆桥，变成了美洲最早的语言。几千年之后，随着地球气候变暖，这些语言的后裔传播到亚洲的各个角落并到达了亚洲以外。今天，它们被认为是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高加索语系和古亚洲语系。

原始的汉藏语系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语系之一。从非常早的时期开始，或许仅仅在最后的冰川期的两三千年之后，原始的汉藏语系就分成了三个主要的子语系：汉语、叶尼塞－奥斯恰克语（Yenisei‐Ostyak）、藏缅语系（Tibeto‐Burman）。汉语子语系现在由9种彼此互不理解的语言组成，还有很多的主要方言。它的首要语言是汉语普通话（包括四种主要的方言），以北京话为基础，是今天被当作第一语言来说的人数比世界任何其他语言都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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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普通话的卓越不能反映古时的情形，这是大约5000年前，说汉语的人移民到长江地带的结果。在那里，水稻耕作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剧增）。3000多年前，古汉语已经是书写的媒介。叶尼塞－奥斯恰克子语系包括今天北西伯利亚的语言，显然是整个汉藏语系的古老家乡。古藏缅语系子语系最终分化成藏语和缅甸语两种子语系。

大约在8500年前，由于在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前汉语使用者（未开始使用汉语者）是人工种植水稻，使那里的文化得以深入发展，最终产生了四种主要的（或许古代是有关联的）东南亚语系的壮侗语系（Tai‐Kadai）、苗瑶语系、南亚语系（主要是孟－高棉语）和南岛语系（见下文）。到大约5000年前（这一时间并不确定），这些语言已经遍布东南亚，服务于从泰国的北部到海南和台湾岛的很多不同种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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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尔泰“语系”由蒙古语和满族－通古斯语言（也就是突厥语）组成，这是主要基于类型学而不是基因学标准的分类。这个分类仍然是推测性的。所有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相似性现在一般被认为是来自语言的地区间传播的结果，而不是共同地分享继承性的因素。突厥语大约在4000年前出现于中亚，或者稍稍早一点。它们或许直接来源于古亚洲语言中的西伯利亚语，或者同古亚洲语系来源于共同祖先（好几种突厥语今天仍然在南西伯利亚被使用）。比阿尔泰语分类法更加不确定理论认为：芬兰－乌戈尔语同阿尔泰语有着某种基因上的关联，因而这个原始的语系有时被称作“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人们对说原始乌拉尔语的人有更加坚定的推论。大约6000多年前，这些人显然占据了欧洲东北部的一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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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以前，他们分成两个主要的语言体系：萨摩耶德语系和芬乌语系。远东的西伯利亚萨摩耶德语，可能属于拉普兰语系，是最早脱离乌拉尔语系的，或许早在5000年前就脱离了乌拉尔语系。大约4000年前，芬乌语系曾作为一个共同的语系，此后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语系：芬兰语系（波罗的－芬兰语系［Balto‐finnic］、拉普兰语系［Lap‐pish］、伏尔加－芬兰语系［Volga‐finnic］、帕米亚语系［Permian］和乌戈尔语系［Ugrian］的来源语系）和乌戈尔语系（马扎尔语系［Magyar］、沃格尔语系［Vogul］和奥斯恰克语系［Ost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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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乌戈尔语系的子语系，除芬兰语（400万人说）和马扎尔语（匈牙利语，1300万人说）之外，通常很少被人们所使用。

西亚高加索山区以及和它们大范围邻接的平原大约有40种高加索语言，它们显然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显示出任何被替换的迹象）。在非常早的时期，或许10000年前，很可能由于第一次后冰川时代的“民间大迁移”，高加索语系分成三个主要的子语系：南高加索语系，其中乔治亚语（Georgian）是所有高加索语言中唯一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有500万使用者）；西高加索语系；还有非常大的东高加索语系，它目前有8个子语系，或许还占据了说古高加索语人的最早家园。

东西伯利亚的原始亚洲语系（北地［hyperborean］语系）很少能被人理解。可是，很少有人怀疑它们作为独立的语言群已经存在了至少6000年。今天它们在被相对较少的人使用。尽管一些语言学家已经试图把原始亚洲语言和新世界语言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主张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

日本的本地语称作阿伊努语（Ainu），是独立的，它的起源显然很古老以至于不能把它和任何已知的、或重建的语系联系起来。日语，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在最近的几千年里已经侵占了阿伊努语区（把阿伊努语挤到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岛上）。日语和朝鲜语一起有时被隶属于非常具有假想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可是，这种隶属关系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日语和朝鲜语显然都是在极早时期来源于亚洲大陆。日语和相关的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的陆川（冲绳）语有着共同的祖先。

四、美洲诸语言

早在30000年前美洲就存在智人的理论，仅仅是最近十年才被科学家们谨慎地承认。接受这样一个人类智人在新大陆开端时间的观点，将可能使对这里语言状况的研究工作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可以和非洲、亚洲和欧洲相媲美。很多假设提出了关于新大陆语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的关系。可是，在这些假设的“关系”中，除了一种之外，都被认为是无根据的而被否定。这一种被接受的“关系”认为：只有关于美洲语言与爱斯基摩－阿留申语（Askimo‐Aleut）及亚洲最东端西伯利亚的洛拉维特兰（Luoravetlan）语之间“关系”的推测似乎值得谨慎考虑，这一推测或许也反应了其后“（距今）最近的”的移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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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寻找外在关系之前，人们应该意识到大约150种美洲语系甚至一种也不与其他语系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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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这样错综复杂的语言状况，意味着规范美洲语言分类不可能解释该地区最早的定居地的情况。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必须转向其他学科。的确，现在有很多种移民穿过西北大陆桥进入美洲的说法。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可能接受多种层次（语言分层）的存在，成千上万年来，这些分层相互促进并共同进化，创造了有复杂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使用相关和不相关语言的人群。由于缺少早期的书写文献，历史语言学家从这个地区能获取的信息必须来自于对幸存美洲语言的重建。这就只能令人遗憾地得出一个浅显的分类，最多追溯到不早于10000年前。

对于北美语言，在1964年达成的“共识性”分类认可了7种大的语系，它们可能来源于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那里的独立群体之间使用的共同语言包括：北极－古西伯利亚语系（Actic‐Palaeosiberian）（有两个语系）、纳－德内语系（Na‐Dene）（1个语系，2个独立的语言）、大阿尔冈昆语系（Mac‐ro‐Algonquian）（2个语系，7个独立的语言）、大苏族语系（Macro‐Siouan）（3个语系，2个独立的语言）、霍卡语系（Hokan）（10个语系，7个独立的语言）、佩纽蒂语（Penutian）（9个语系，6个独立的语言）和阿兹特克－塔诺语系（Aztec‐Tanoan）（2个语系，无独立的语言）。这里还有数量惊人的、和上述任何大语系都没有明显关系的语系（像萨利什语系［Salish］），以及个别独立的（凯瑞斯语［Keres］）语言。迄今为止，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子语系重建原始语言）不能找到北美语言是否来自于共同祖先的任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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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所有被区分出来的大语系似乎完全和其他的语系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深远的时间跨度（现在的语言技术不能穿越）或多层次的定居地（也就是说，不相关的语系一个接一个地到达新大陆）。

相同的情况在美索阿美利亚（Mesoamerica）（中美洲）也被发现。人们在此已经认识到很多独立的语系和独立语言。奥托曼格语系（Otomanguean）和玛雅（Mayan）语是这里面比较重要的语言体系。奥托曼格语系是中美洲最大的语言体系之一，有8个子语系。作为独立语言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存在的玛雅语包含了小华斯特卡语系（Huastecan）和非常大的尤加敦－科尔语系（Yucatan‐Core），尤加敦－科尔语系有很多子语系，子语系下面又有很多子语系。在历史文献中提到的中美洲还有100多种已灭绝和未分类的语言或方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语言。

同样，在最近几年，人类在南美定居的时间已经被缩短了。现在智利南部的蒙地沃德（Monte Verde）遗址大体上（不是普遍地）被认为有12500年之久。考古学家也鉴定出沿南美太平洋海岸的村庄至少有20000年之久。在巴西中部的一个地点人类居住了50000年的历史。可是，这两个断代仍然有争议。现在，线粒体DNA分析显示出美洲印第安语系（Amerind lineage）有30000年的历史（相比较而言，北美西北部的纳－德内［Na‐Dene］语系似乎仅有9500年之久。）当然，这些日期比任何用现代语言技术重建的语系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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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南美所有的语言呈现出非常古老而复杂的语言风貌，这或许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之前，同时还有在海平面上升之前，来自西北（巴拿马）和东北（加勒比）的多种语言的进驻。人们提出了七十五种不相关的南美语群或超级语系，其中的一些语系也发生在中美洲和加勒比的部分地区。这些语系包括奇布恰（Chibchan）语系（中美洲和南美的“语言之桥”）、麦普里恩（Maipurean）语系（新大陆的最大语系，有大约65种独立语言）、图卡诺安（Tucanoan）语系、克丘亚语系（Quechuan）、帕诺（Panoan）语系、塔克南（Tacanan）语系、瓜伊库鲁恩（Guaykuruan）语系、杰恩（Jean）语系、图皮（Tupían）语系和加勒比（Cariban）语系。现在，南美洲为我们提出了地球上最难的语言学挑战。

五、莎湖（Sahul）诸语言（塔斯马尼亚语、澳大利亚语和巴布亚语）

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海平面上升之前，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组成了古老的莎湖大陆。尽管最近的证据显示莎湖人类的出现可能在60000年前到50000年前之间，但是大多数的专家仍然认为，莎湖人类出现的可靠证据在35000年前和40000年前之间。最近的语言学分析显示所有的莎湖人组成了早期的社会阶层，后来在居住地又建立了第二个社会阶层，它遗留的特征在被假定的来自西北部的语言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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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依据人类涉足莎湖（地区）最终的时间跨度来确定他们最初定居时的特征是几乎不可能的。已经被认可的特征出现在智人入侵后的很长时间。这一地区的语言历史必须通过归纳现代幸存语言的方法拼凑起来。历史性的重构再一次把语言的开端限制在充其量在——现代时期之前的——几千年间。

在18世纪晚期欧洲人到来时，大约5000到8000人的塔斯马尼亚人占据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塔斯马尼亚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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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怎么地、他们感到和土著澳大利亚人有着“种族的不同”。显然，两种独立的塔斯马尼亚语言曾经存在过：北塔斯马尼亚语和南塔斯马尼亚语。两种语言似乎和澳大利亚大陆语言或重建的语系中任何一个都完全不相干。或许说塔斯马尼亚语的人构成了早期莎湖居民的后裔，后来他们被赶到大陆的外围，进而在12000年前巴斯海峡被填平、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分开时，陷入困境。然而，在最后一个说塔斯马尼亚语的人于1877年去逝之前，语言学家对塔斯马尼亚语言资料只进行了简单粗略的处理。严谨的语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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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受到阻碍。

1788年，英国入侵澳大利亚时期，在澳大利亚普罗波（proper）和澳大利亚北部的托雷斯海峡的岛屿上大约有260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自那时起，有100种语言灭绝，100种正在走向消亡，仅有大约20种语言仍然被土著澳大利亚孩子们学习。与美洲、亚洲和非洲当地的语言状况不同，澳大利亚语言展示了不同寻常的统一，尤其是他们的音位（phonemic）（重音）体系。这实际上妨碍了用比较方法进行分类，因为缺少必要的有区分意义的特征。澳大利亚语言无特征的同类性似乎是由于自最后一个冰川期末以来，（澳大利亚）大陆与其他大陆相的隔离造成的。这些语言可能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漫长的语言平衡期，仅仅由于外在（移民、入侵、社会变化等等）和内在（社会体系的压力和自我组织的关键性）因素而导致的突然变化而时常被打断。的确，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澳大利亚（语言）状况最早促成了语言历史“间断平衡”（punctuatedequilibrium）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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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间断平衡”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术语，这个最新的模型提出，在过去经历过特定地区语言特征扩散的长期的社会平衡，引起了该地区不同语言集中到共同的原型语言中（见图5）。可是，这种长期的平衡状态偶尔可能被上述的一个或多个内在或外在因素“打断”或打扰。这可能会增加他们人口的数量，使他们分化，也使他们的语言分化，产生语言的“谱系树”。

尽管很多语言学家假定早期的原始澳大利亚语言是存在的，但是像这样的原始语言还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使用规范的比较方法建立起来（很可能是由于方法本身的弱点，因为此方法对“谱系树”以及对间断改变的片面依赖）。一些人认为原始澳大利亚语言从来没有作为真正的语言存在过，而是再现了用现代语言技术人工拼凑的语言特征表面的一致性。另外，某种接近于通常意义的原始澳大利亚语言的表达方式，很可能渐渐出现在3500年前的苏丹或者莎湖西北部地区，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在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的智人中推广开来。然后，该地区最早的“人类”语言扩展到整个大陆，或许说了成千上万年，伴随着偶然的地区扩散和内在的调整而引起的变化和混合。

现在的澳大利亚语言不像其他语言一样可以充分地分成“谱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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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从音系学（音系学是关于语言声音及其体系的科学）上讲，一个大的澳大利亚语系有29个子语系，它们同一个大的但仅有两个子体系的美洲语系相比，区别性很小。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对从前的、有着极其丰富的时间跨度的古澳大利亚语言进行辨别。说任何一种特定澳大利亚语言的人中，有许多人都能理解他们邻近的“邻居”的方言，但是从这种语言的所有方言来看，同源词（在起源上相关联的词）的密度比完全不同语言间形成的同源词的密度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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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个原因，语言学家已经提出了“语系相似语言”。





图5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平衡，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相互）扩散后，逐渐集中到一种原型语言中。


澳大利亚的众多语言在他们所有方言中也展示了非常相似的、常常是近乎同一的结构（方言链两端之间仍然有至少45%的共享词汇）。像这样的方言链令人吃惊，跨地域达1500公里。可是实际上，这仍然不能证明这种特殊的特征来源于共同的澳大利亚母语或古澳大利亚语言。如果后者曾经作为真正的语言存在过，那么它或许是作为一种语言的迁移形式存在——把自己同早期的某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完全拼合在一起，以至于今天人们不能识别出那种（或那些）是早期的语言，或者它有可能是澳大利亚仅有的语言。也或许仅在澳大利亚的地区性词汇中保留着早期语言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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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或，这些语言可能是后来才终于集中地从古澳大利亚语言中分离出来，并可能在没有重大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已经经历了长达35000年的循环性进化与延续，直到1788年。

自从8000年前托雷斯海峡被海水填满，地球上的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岛从莎湖中脱离出来。这里是世界上第二丰富的语言宝库，在一个限定的地理区域就有多达700种语言（外加大约200种南太平洋群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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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人们期望它们和澳大利亚语言有遗传学的联系，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可靠的语音和形态体系上的联系。同早期的信条相反，很多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言（也就是说，非南太平洋群岛语言）似乎被人口相对多的群体使用，有时使用人数超过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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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南太平洋语言之后，巴布亚语言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构成了第二大语言分区。巴布亚语的使用地区包括几乎整个新几内亚岛（除了一些沿海地区）、摩鹿加群岛北部的哈马黑拉岛、印尼东部（阿勒群岛、潘塔尔岛和帝汶岛的部分地区）、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布干维尔岛的部分地区和所罗门群岛到圣克鲁斯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构想性的识别出的741种巴布亚语言中，507种被认为属于一个语言的“超大语系”，即所谓的跨新几内亚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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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更高层次（更古老的）分组，据说包含了80%说巴布亚语言的人。可是，也有人确认仅有大约60种小的语言体系。对巴布亚语言做的很多比较性的工作是建立在单词统计分析基础之上的，而人们很少做比较历史语言研究，因此通常是不可靠的。的确，“巴布亚语”对该地区所有遗传联系不清楚的非南太平洋群岛语言来说，通常只是标语。

六、南太平洋群岛诸语言

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逐渐上升的海平面也间接地产生了比较现代的南太平洋语言超大语系——该语系现在正从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向南太平洋的复活岛扩展，它们包含了数量最多的语言，大约1200种或占据了世界语言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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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约有2.7亿人在说南太平洋语言，它的语言体系几乎涵盖了东印度群岛、密克罗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所有语言。令人惊奇的是，仅仅今天南太平洋语言总数的2%（在马来群岛、印尼群岛和文莱的25种语言）就占据了所有南太平洋语言地区的87%。

说前古南太平洋语言的人，或许是长江三角洲的水稻耕种者，这一语言很可能属于大约8000多年前已扩大的汉藏语系的子群。它的证据存在于古南太平洋的单音节和音调的重建中，看起来似乎类似于中国和亚洲东南部的语言体系和很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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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躲避来自北部的汉藏语系的入侵者，说古南太平洋语言的人可能在6000年前到5000年前到达了中国东南部的台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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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台湾一直保留有说南太平洋语言的人居住的地方，直到17世纪中国大陆的人的入侵，把他们赶到大山深处。今天在那儿保留了大约20万说南太平洋语言的人，仅占台湾人口的1%。

七、印度诸语言

印度次大陆上的原始语言状况与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差不多。在非常早的时期，有很多重要的语系就已经在为取得支配地位而不断努力。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重要语系的起源变得日益模糊了。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证明了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的古印度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连续性。德拉威语在世界语言中没有可确认的同源语言，它是在印度分布最广的本地语系，直到大约3000多年前，说印欧语者从西北部进入印度，从此这一语言开始没落。这一说法已经被普遍接受。（印度最通行的印度－伊朗语族属于印欧语系）。例如，4000多年前高度发达的印度河谷文明很可能就是由说古德拉威语的人创造出来的。德拉威语语系是世界上第四大语系，包含了24种主要亚语系，今天大约有1.75亿人使用的语言属于这一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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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德拉威语系中的一些语言仍然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些地方——例如，在东部的俾路支（巴基斯坦中部）仍然在使用德拉威语系的布拉灰语——但是现在主要从属于德拉威语系的语言还是存在于印度的南部（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卡纳拉语和马来亚拉姆语）。

对印度其他地区的本土语言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这些语言很可能曾经是大语系，后来在成千上万年的演变中逐渐被边缘化。它们开始是被德拉威语系排斥，后来是被印欧语系排斥。与欧洲巴斯克语的遭遇相类似，印度西北部的布鲁沙斯基语也没有可识别的同源语。非常流行的蒙达语、孟—高棉语和印度东部的安南—芒族语都属于澳亚语系。这一语系在很久以前从东南亚侵入到印度地区。

八、欧洲诸语言

很显然，在欧洲也曾经有很多语系，千百万年来，有许多种类的人群在那里繁衍生息。然而，几乎所有这里的语系都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在印欧语系时代前较近时期的一些语言使用者的名字（据猜测）幸存在早期的文献中，像皮克特人或苏格兰的克鲁恩亚人（他们或许是早期的凯尔特人）、法国南部和阿尔卑斯山西部的利古里亚人、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及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人。后者被认为在欧洲史前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2000多年以前的古罗马报告中提名的巴斯克人，从遗传学上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类型。这一类型的人曾经在欧洲西部广泛分布，并且似乎和罗马时代的高卢西南部的阿奎坦尼亚人有关联。很明显，他们被说高卢语的入侵者凯尔特人排挤到地理学意义上的比利牛斯山外围地区。巴斯克人使用一种和任何已知的现存语言都没有联系的语言——巴斯克语，尽管它的语句是借用了很多凯尔特语、哥特语和意大利语的词汇铺陈而成的（早期的语言学家推测古老的利古里亚语和亚洲西部的高加索语有联系）。

今天，大多数的专家认为在第一次和不相关的印欧语系（如本文中的凯尔特语）接触之前，说巴斯克语的人占据了巴斯克区域或从语言学上参与这一区域的语言变迁。尽管一些学者推测巴斯克人和巴斯克语是5000多年前生活在欧洲的智人的直接后裔，但是这种推测看起来很牵强，至少在语言学上（遗传问题也有待解决，参见下文）是这样。巴斯克人和他们的语言很可能比最早的凯尔特入侵者还要早好几千年。因为基因传播图显示巴斯克人渐渐扩散到加仑河区域中（古阿奎坦尼亚），所以从基因上讲，同他们法国的邻居相比，巴斯克人和他的西班牙邻居有更大的不同。现在，巴斯克语的10种主要的方言被大约70万人使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西班牙北部。

近3000年前，说巴斯克语的人的领域被说高卢语（现在已经灭绝的印欧系语言）的凯尔特人侵占。印欧语系是世界上的超级语系。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语系，除了一小部分语言之外，包含今天欧洲以及广布于从美国到新西兰前殖民地的所有语言都属于这个语系（例如，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亚语系、西日耳曼亚亚语系）。人们通常认为，东欧马背勇士征服了欧洲所有的地方，并用他们自己的印欧语系为主体的语言取代了当地的语言。这种解释被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所质疑。后一理论认为，10000年前，在最后一次冰川时代末期，来自中东的印欧语系到达欧洲——不是由骑士带来，而是由耕耘、播种与收获庄稼的农民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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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个新理论，这些新的移民者以一年大约一公里的速度进入欧洲，同化了当地狩猎—采集的居民。伴随着农业逐渐取代狩猎和采集业，新移民者“高级”的语言先占据了语言的主导地位，后来取代了所有当地语言。

可是，遗传学家和语言学家先后质疑了这个理论。遗传学家指出，欧洲的人类基因图谱在50000年间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或许农业技术，甚至新的语言在10000年前被从中东引进来，但是当地的欧洲人本身并没有被另外的人种所取代。语言学家拒绝承认有像这样逐渐被代替的语言，也没有语言证据证明在那样早的时期，是印欧人把农业引入欧洲的——这很可能是被前印欧时代的人完成的，同时具有绳纹器文化的印欧人是在很多年后到达欧洲的，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不是从中东而是从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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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语言学家对最初的印欧人的家乡所在地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因为这一范围正是印欧语系向东欧传播的地理中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与乌拉尔语系中的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摩耶德语族存在着明显的、早期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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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些相似性是实质性的（形式上的比较结果仍然很明显），那么就说明印欧语系和乌拉尔语系有着共同的祖先，或者说在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远东地区除了邻近的语言之外，还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言混合在一起集中使用也是有可能的。

绳纹器文化时期的人，或许是大约5500年前最早进入中欧地区的印欧人，是那些早期松散的不同种类人种组合的代表。这些人包括先后数以千计涌入欧洲的凯尔特—意大利人、日耳曼人或许还有波罗的海—斯拉夫人。因此，每个独立的印欧语系中的语种继续在自己的土壤中发展进化：它们不是“侵入者”带来的语言而是本地人使用的语言。

尽管历史作用导致的结果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今天已知的欧洲当地语言却仅仅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语言角度来说，现代希腊语、法语和英语的出现方式与古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日耳曼语早期出现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通过无数种语言的精细化过程从比较老的部落团体中演化出来的。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图显示出，除了巴斯克区域、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北部地区外，少数说印欧语的入侵者的语言几乎成功地取代了世界各个地方的多数居住者的本地语言。然后印欧语开始分化，也就是说在多种多样的动态基础上或者是在基本的语言形式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子语言。这个过程最终产生了极其丰富和文化意义重大的超大语言体系。这就是印欧语在过去的5500年成为超大语系的过程。

在这一进程中，近4000年来的书写记录说明今天的印欧语组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语系之一（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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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就英语来说，只是印欧语系中的8个现代亚语系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罗曼语、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波罗的海—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印度－伊朗语）的100多个子语言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在有语言历史记录以来，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或者第二语的人加起来比说汉语普通话的人还要多。在20世纪后半期，英语变成了世界交流以及人类亲密相处的主导语言，它已经成为世界语言。印欧语系也构成了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语言体系。在18世纪和19世纪，主要是在梵语研究中，印欧语系被看作是现代语言科学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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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语言学上讲，越进一步探究过去，人们就越不能重建真正的语言。这是因为语言重建的比较方法不允许其他科学的相同类型的“时间旅行”。古语言学家被限制在一大摞有相同习惯用语的资料中，因此，这些习惯用语能使不同语言间进行词汇（单词）和语音体系的（有意义的发音体系）比较。当这种习惯用语变少时，比如相关部落间经过长期自然分离后，语言间发音系统的一致性开始消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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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缺乏可靠的比较数据，在某一时间点上进行的重建工作最后会演变成无用的想象：在众多的谱系树中寻找某一个特定的谱系树就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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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间点大约在10000多年前，那些主要的原始语系群都被构想出来，但是直到大约6000年前或更晚一些，明确的原始语系如原始印欧语系才被区分出来。同人类遥远的古代相比，这个时间点已经很近了。





图6　印－欧诸语谱系树


然而，大约10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人类来说，这是语言最多样化的时代。在此之前，孤立的小型原始社会群体仅仅偶然相互交流。这种自然的分离产生了很多小的、独立的语族，它们的正常状态或许是平衡及适中的，通常是随着区域扩散而逐渐变化。最后一次冰川期之后，人类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对语言发展产生了看似矛盾的影响，即人口多了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却减少了。这是因为人口数量的增加，最终不仅仅是建立了更多的语系，而且还使单一的语言（像中国的普通话）有了空前数量的使用者。

因此，人类社会中日益增加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通常会产生规模较大的同质语言单元，然后，这些单元超过了所有小的语言单元。这种相互作用的体系迅速增长，到最后，仅有非常少的语言和语系留存下来。这是今天语言学面临的形势，尽管人口过剩，但语言的数量正快速地下降。也许这个原因对我们理解10000年前丰富的语言图景是很关键的，或许这是语言重建的绝对界线：这是一个日益扩大的裂隙，所有现存语言使用者的祖先都曾经从这里经过。

最近的基因分析已经显示，经过许多世纪乃至几千年的发展，总的说来，是语言不断地被替换而人类相对稳定。也就是说，新的语言很容易被相对稳定的人口吸收。例如，当说印欧语者入侵后，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的前凯尔特语使用者就采用了少数人使用的凯尔特语。很多世纪以后，尽管岛民的基因图相对没有变化，但是他们的子孙同样采用了入侵的少数人使用的西德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这种现象无数次地在世界各地的语言发展史上发生。从这个历史上看，人类社会对待新语言就像不断地换新衣一样。但直到书写开始之前，语言的变化总是不被人们注意。



第四章　书面语言


“写字的手要同说话人的嘴巴一样快，才是一个真正的记录员。”大约4000多年前，一个不知名的苏美尔人在黏土上写的这段话抓住了书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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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并不是在无声的图画中发展出来的。它是在人类真正的语言产生时就随即形成的图形表达方式，并且至今依然如故。即使是在大约公元前3400年以前的埃及象形文字创造的一个“豺狼”形象，也能立即使读者在心中想起埃及语的“豺狼”一词。

不是某一个个体的人发明了书写形式。很显然，由于古代标记与记录形式的发展，书写形式首先在从埃及到印度河谷这一宽阔狭长的地带出现。为了减少歧义，商人或者政府官员首先用图片描述那些已经被计算了数量、尺寸和重量的商品，这样就改善了原有的标记与记录形式。大多数的早期书写形式代表了直接来源于语言的基本的语音和语意值，所有的早期象形文字都由简单的图画组成。

书面语言最基本的模式包含了三种主要书写层面，以及许多过渡性的不同阶段的变异与混合形式

2


 。

语标文字使象形字代表一个单独的词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元，像英语单词“meaningful”中包含3个词素mean、ing、ful），或者一个完整的词（如在埃及的早期象形文字中的“豺狼”）。

音节文字令象形文字有语音意义（例如青铜器时代的爱琴海的文字）：“Knossos”就由ko、no、so三个音节构成）。

字母文字使象形文字有了“字母”，代表单独的元音和辅音（如拉丁字母中的a、b、c）。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字都反映了对不同层面的书写方式侧重点的变化，因此也导致了早期语义或感性的内容逐渐被语音或发音内容代替。通过这种方式，语标体系已经趋向于变成音节体系。相比之下，字母体系还保持着独特性：尽管它也曾经发展过（开始于黎凡特，结束于希腊），字母形式随后被数百种语言采用。今天，字母书写体系是书写语言唯一形式。

在人类历史上，想要书写的想法很可能仅仅出现过一次，但正是这一次却被此后的很多次社会交流所效仿。直到最近，很多学者相信这唯一的一次书写的灵感仅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今伊拉克共和国东南部）

3


 。然而，新的考古证据表明原始的书写方式是在从埃及到印度河谷的广大区域发展起来的。通过“激发式传播”（思想或文化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一种传播方式），书写方式无论在哪开始，它的有用性和作用机制都激发了邻居们创造出自己相似的书写系统，尽管从形式上和语音上都具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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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文化里，书面的语言受到崇拜，迦南的希伯来人，古德国和复活岛上的人就有这样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书写的象形艺术已经不需要和它所传递的信息相联系了，它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成为仅仅能够被专业的书写人员或牧师使用的交流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书写行为常常被看作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一个进化论者认为促使社会从“野蛮”到“文明”进化的首要因素是文化，即阅读书面语言的能力

5


 。现在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书写看成是世界文明进程的主要润滑剂：书写不能使社会发展，但确实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人们也可以选择避免将书面语言的使用划分“时期”的方法。书面语言的三个层面：语标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以及过渡的混合的用法）中的每一个都曾经被特定的语言、社会和时代最大化地利用过。书面语言的体系也像语言自身变化那样，随时间变化经历了微调，或者邻近的书面语言体系的特点被借用，并从根本上改变去适应不同的语言。三个层面不是各具本质属性的等级，也不是书写方式进化的不同时期；它们仅仅是被用来适应新的和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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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可能“进化”，也就是说，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任意的人为干涉，但是书写系统却可以为了达到任意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被人类有目的地加以改变。最普通的目的就是作家口语中最具图象感的语言再创造。经过许多世纪和千万年的历史，接连不断的书写体系小的改变将导致书面语言在书写形式和应用方法上的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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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公元2000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的、来源于最早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拉丁文字母，仍然会同时存在于很多不同的语言中，共同经历着新成分的添加。这些新增加的因素可能是新的外在的符号；或者是由于新技术的应用使旧符号的语义扩展，如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读者都必须学会的%，￥，

TM


 ，

©


 ，还有最近通行的因特网常用符号＠和∥。

在那些文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人群中的社会，书面语言似乎对口语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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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那些文化普及面较广泛的社会，书面语言就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深受社会影响，书面语言保护了口语，让它不断提高水准、丰富内容、标准化、规范化并产生了很多其他以语言为导向的变化。没有书面语言，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可能存在。在我们现代世界里，书写能力的获得已经变得第二重要，仅次于语言本身的重要性。在仅仅不到5000多年的时间里，书面语言的蓬勃发展，像它所传播的语言一样，使自己成为人类几乎必不可少的技能。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书面语言体系不断地产生与消亡。它们和当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很多书面语言一样，不能影响我们对语言历史的探究。（好奇的读者可去了解很多著名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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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进一步考察的是那些产生于地球上最早文化中的书面语言、那些产生了整个文字体系的书面语言以及今天仍在运用的书面语言。令人惊奇的是，仅仅三种主要的文字传统有效地引领了书面语言的发展进程：埃及和苏美尔文字，这里我们称其为亚非文字；汉语或亚洲文字；中美洲文字。

一、亚非文字

在历史上，亚非人民是唯一在没有外界因素触动的情况下，发展出书面语言的。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文字是从属于神父和宣传者的特权，它意味着获得名誉和权力的文化资本。只有在从埃及到印度河谷地区的范围内，文字产生于基本的需求：记账。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带，公元前8000年黏土记事版上的标记符，可能是音节文字最早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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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初的耕作地区，大量的谷物和动物的数目都被用盘状和圆锥体形的粘土加以标记。苏美尔人入侵该地区后，接管了城市、继承了原有的行业和当地人的记事方式，他们也发明出用芦苇针做标记的新的造型和标记方式，来记录更多信息如装油、酒的罐子数量和土地单位的数目。苏美尔人曾经设计出中空的黏土球作为容纳各种各样黏土记事版的“套子”，重复“套子”内容的另外的标记被压印在“套子”外面作为识读的“标签”。然而，当外面的印记被用于商品和标记进行交流后，闪族人套子里面的标记方式就变成多余了。

很显然，埃及人和印度河谷的哈拉帕人，在很早就积极地和闪族人做生意，它们接受了这种用可识别的图像符号代表口语的发音来做标记的方法：人们看到可识别的东西就能大声地喊出它的名字。像这样的符号被称作象形图案，用象形图案表示的文字就是象形文字。然后，埃及人重新定义了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把图片简化成词素和纯粹的音节符号来更好地再造出埃及语言。进而，可使用的语标文字体系产生了，现在人们能充分地把带有复杂口语语法的句子加以转化了。这就是我们已知的文字。

最近在上埃及地区的大多数时期的“权力中心”阿比多斯的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3400年，那里的埃及人就已经在使用更完美的语标文字或象形文字。在早期格尔赛或第二纳嘉达文化期，在本地省际联盟形成之前，上埃及地区的统治者逐渐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创造了更加高效的权力机构，为的是实现他们把上埃及和下埃及地区统一到一个王国的野心。任何统治术的核心都是一如既往的——对信息的控制。利用新的语标文字，他们能够获取和掌握皇家法令，控制记账方式，从而也掌握了明显的经济优势。上埃及地区的权谋家们利用这些手段来推进政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埃及象形文字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导致上下埃及地区统一的社会动力的直接结果。新文字也完全符合埃及特殊的亚非语言结构——的确，比我们现代所有的字母表都好多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埃及语标文字系统的基本特点在长达36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字体系存在的时间都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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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埃及文字有三种形式。最重要的形式是圣书体（后来希腊用词不当称其为“神圣的雕刻”体），主要是用于庄严意义的场合或仪式上。此外，还有两种草书体文字（草书文字是指文字之间自然流畅地连写）：僧侣体和后来出现很晚的大众体。这两种字体通常都是用墨水在纸莎草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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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三种字体仅仅是外在形式上不同。实际上，这三种字体都是一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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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圣书体由大约2500个字形组成，但是仅仅大约200个是常用的。这些字形是对被命名物体的图像再现：“手”的字形发音是“drt”，“莲花”的发音是“ssn”。（通常埃及人不标出元音发音，仅仅标出辅音。）其他的圣书体文字仅仅是联想出来的，例如：“吃”是“wnm”，是一个坐着的人把手放在嘴边。这样的圣书体文字可能是代表物体、行为甚至是抽象物。它们也可能用同音词，即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另外一个发音相似的词：如“手指”一词“db”也被用作表示“10000”。大约26个字母用来代表一个辅音，另外的84个字母代表两个辅音。更有24个圣书体字代表特殊的音节（代表一个音节的书写符号）

14


 。大约100个限定词——不发音的圣书字，把它们自己放入发音的圣书字之后，“限定”或识别圣书字各自所属的类。圣书字下单独的一横杠说明这一字是简写形式；圣书字下面两个横杠代表两个被描述的物体；下面三个横杠就是三个或更多的（见图7）。

早在第一王朝出现以前很久，大约5400年前，埃及圣书体似乎就已经表现出它们标准的形状和发音方式，最后产生了由好几百个语标、音符和限定词构成的混合书写方式。仅通过这个方式，人们就能写出那些非专门化的、简单易识别的东西。例如：人们说“par”代表“房子”和“退出”，但是仅仅写成“pr”就只代表了这两个意思，后来也用来代表与“房子”或“退出”毫无关系的意义，通常要联系限定词来理解这种特殊单词的意思。尽管最后26个单辅音圣书字出现了，但是它们没有发展成为字母表。在公元前2000年，或许正是它们激发了黎凡特原始字母音节表（代表音节的一套符号）的产生，最后，也导致现代字母表的产生

15


 。





图7　看埃及圣书文字是如何：这是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石棺上的图案，女种伊希斯的形象表明向地神盖博请求祝福。


埃及的圣书文字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墨水在纸莎草、皮革和陶片（记事用的陶器碎片）上书写的。这使草体文字——后来人们称之为僧侣体，在第二王朝末期，大约公元前2600年得以发展，其目的是方便中央政府记账。文字最初的图形特征已经被风格化，不再清晰可辨，正像同时代的中东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所发生的变化一样。尽管圣书文字通过法令和传统被保留下来，草书与连笔书写的方式也以另外一种书写习惯下得以保存下来，这种书写习惯允许书写方式的持续变化。由于草书被用于官方、个人、世俗或宗教目的，所以为适合大众使用，不同的文字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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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公元前7世纪的第25王朝，一种日常形式的草书被广泛应用，它被称为大众体；它大量地使用缩写，被用于所有的行政和商业交往中。公元3世纪基督教被引入埃及，埃及的三种圣书字体被后来的传承者——希腊字母文字所代替，它和埃及古语字母一起被用于书写埃及语言。

到了大约公元前3100年，或许是受到埃及贸易合作伙伴的影响，苏美尔人已经用简单压印的书板来代替他们原来的外部标签，这些书板以象形标记的方式，表示单位、尺寸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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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尔语是有着很多同音字的单音节语言，也就是说，发音相同的许多词有着不同的意思，像英语中的同音异义的词“to”、“too”和“two”一样。这在语标文字书写中，当面临一个象形字代表着一个单独的词素或一个完整的词的时候，就产生了模糊。苏美尔族人设计了一种方法来避免混淆，或许是再次借用了埃及语的方法：他们设计出纯粹的语音象形字来帮助识别语标。这些语标被再次特别处理，就像埃及人的画谜原理一样（通过图画来代表文字的一部分）：例如，英语单词“be‐tray”可能用“bee”（蜜蜂）的图画和“tray”（盘子）来“描述”（此时，画谜原理已经在世界上被多次应用）。可是，因为在苏美尔语中有很多的同音异义词，这种语音文字就不够用了。因此，苏美尔人也像埃及人一样使用了限定词。例如，所有苏美尔人文化中神和女神的名字都伴随着星号＊来写。当苏美尔人在早期埃及语之后，从语标文字中发展音节标准后，他们的文字系统就形象地再造出一种语法因素。只有在这之后，它才成为真正有用的、能被说其他语言的人应用的字体。

到公元前2500年，一种非常高级的书写技术，因其简捷性赢得与埃及圣书字的竞争在苏美尔地区发展起来：苏美尔人用带有三角形钝尖端的尖笔，很容易就在软粘土上一个接一个地写出楔形文字或楔形印记

18


 。在苏美尔语言中象形文字不再仅仅代表一个可识别的物体了，而且还是一系列用尖笔刻下的具有标准化和抽象化含义的印记。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形成单独语言的系统能力。在其后的500年里，一个大约有600个象形文字的基础语料库产生了，它能表达苏美尔语言中的所有事情。正是有了这些成就，世界上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文学作品被刻印在了黏土上。

不仅仅是苏美尔人的语言能用楔形文字来读。从大约公元前2600年开始，东闪米特阿卡德人入侵苏美尔地区，他们开始吸收非闪族人的苏美尔文化，到公元前2400年，他们也采用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19


 ，这成就了阿卡德人自己的光辉灿烂的巴比伦文化（阿卡德人给这一地区命名为“苏美尔”）。尽管到大约公元前1800年，苏美尔人自己被阿卡德人所同化，但是他们的语言却在用苏美尔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人读物中得以保存下来。阿卡德人也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对象形文字进行了解读，常常给予每个象形文字两个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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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阿卡德人拥有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因此很多邻国在接下来的许多世纪里都采用了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以代替各自完全不同的语言，并各自加以改变和补充，来更好地再造出不同的音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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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公元前1600年，印欧语系中的希泰语吸收了楔形文字，但他们的书写方式为当时的每一个苏美尔－阿卡德象形字都加上了一个全新的希泰语标准。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希泰语的楔形象形文字都能够从三个方面来读。然而，希泰语简单的限定词极大地减少了任何潜在的歧义。

到公元前1400年，楔形文字成为外交和贸易中的国际通用文字。即使是强大的埃及也使用楔形文字和东北部的邻国进行外交交流。闪米特族和希泰族统治者都拥有大型的楔形文字图书馆。如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9－公元前633年）在首都尼尼微拥有一个楔形文字图书馆，里边保存着近25000多块刻写着楔形文字的泥版。此后，楔形文字的传播速度降低了，然后逐渐停止。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楔形文字的应用仅仅和巴比伦王国有些关联，在那里楔形文字只在天文学校中使用。直到公元50年，楔形文字最终归入更加有影响力的闪米特辅音文字中。

早期苏美尔语标文字的旁系可能是在今天的东巴基斯坦印度河谷文明中出现的、至今仍然没有解读出来的文字。大约4600年前，伴随着北部的哈拉帕和和南部的摩亨佐达罗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城市的出现，印度河谷早期的城市社会形成了。两个城市中有人工修建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它们所影响的区域面积大于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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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河谷的人民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刻在铜片和皂石印章上的文字。很显然，这种文字的原型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出现在哈拉帕文化的陶器碎片上的标记。典型的哈拉帕印章在考古文献中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考古发现，几千个这样的印章出现在印度河谷，通常是方形或长方形的物体，上边刻绘着错综复杂的动物、神兽和身着盛装的人等各类图案。可是，这些刻绘并不是文字。这里的文字是通常出现在图案旁边的大约5个左右的象形文字。在数千个登记在册的带有图示的印度河谷印章中，独立的象形文字总数大约有400个。然而这些字当中，有很多含义仍不清楚，也不标准。对于有音节或字母文字的社会来说，这里却出现有太多的象形文字，因此人们猜想它们表达某种语标文字，或许是在表示印章所有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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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人也提出，这种文字是早期德拉威语言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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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不知道什么的原因，印度河谷文化衰退了。

或许包含了24个音节的埃及圣书文字体系，在截头表音或开头辅音原则下产生了有22个音节的最早西闪米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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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西闪米特音节文字表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阿拉伯、蒙古、满族、叙利亚、亚拉姆和巴拉维等语言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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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变化也激励了印度婆罗门文字的发展，后来产生了梵文字母（梵语和印度的很多现代语言中使用的字母）和其他几种亚洲南部文字。所有这些后来的文字都像他们的源头文字一样，保留了音节文字的特点。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具有世界普及性的迦南文化的西闪米特音节文字，伴随着其完整的国际经济和外交体系，激励了印欧希腊语中的好几个音节文字的产生，这很显然是通过塞浦路斯完成的。在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希腊人占据了现代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几个世纪以后，他们主导了这个地区，开始和黎凡特富裕的迦南人进行积极的贸易往来。希腊人只是从黎凡特人那里借用了音节文字的思想。他们设计的精巧的象形文字和音节标准在形状和发音上都完全是爱琴海式的，是建立在组画的原则上并使用非常早期的希腊语形式（传统理论认为前希腊语言是独立地设计出早期的爱琴海文字，这理论现在看起来似乎是站不住脚的）。

被米诺安人及克里特岛、爱琴海岛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人用了几个世纪的好几种音节文字都是克里特著名的象形文字（和变体），是富有个性特征的简化的线性A、线性B文字。这些存留下来的4000多个碎片构成了欧洲最早的文化。很显然，希腊音节文字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里被放弃使用了，这是由于更加合适的黎凡特原始字母被引进希腊语言。在希腊外缘的塞浦路斯岛，直到公元前2世纪还保留了一种具有特殊用处的古代音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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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上最古老的字母文字的证据是在现在的以色列地区基色罐上的装饰上发现的，年代是公元前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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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原始字母表，在迦南作为图形文字使用，200年后在乌加里特（现在叙利亚的拉什·萨姆拉）和另外一个重要城市黎凡特与楔形文字的字母表一起，被共同使用。除了发明了自己的字母文字和音值之外，乌加里特书写者还保留了早期楔形文字的书写资料和技术。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比布鲁斯地区的腓尼基书写者使用起源于“首字母”或“开头辅音”原理的象形文字，设计出一种非常简单的音节文字表。在闪米特的腓尼基人的音节文字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必需的元音表达方式。在众多的不使用埃及文字的非语言学的原因里，音节文字比埃及的语标文字更适用于腓尼基语言（闪米特语在构词上辅音优先于元音使用）。这种新的黎凡特音节文字，在青铜时代后期，被商业中心以多种方式使用，直到大约公元前1200年，由迦南青铜时代图画字母表发展而来的辅音字母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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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黎凡特音节文字和楔形字母。

作为常规的贸易伙伴，希腊人也采用了这种新的辅音字母。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尽管它能有效地表达闪米特语言，但是缺少元音对于表达像希腊语那样的印欧语言就会引起太多的歧义，因为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元音是重要的语法和表达感情的元素。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是要创造一种对于希腊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都易读易懂的文字。这个“不得不做的事情”促成了自文字出现以来的文字本身最伟大的发展：希腊人把元音引入黎凡特的辅音字母表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字。自这时起，希腊字母文字除外形之外，实际上持续存在了近3000年。

希腊人的成就是如此简单和高效（见图8）。对于来自希伯来语字母a‐leph中的‘ox’音的闪米特语辅音象形文字来说，开头的辅音代表了闪米特语的声门塞音（像英语中的uh‐uh），希腊语中没有这样的音位，它仅仅用了象形字的a时长取代了声门塞音，因此创造了纯粹的元音符号。然后，他们借用了另一个开头的辅音（闪族语的yōdh代表し）创造了两个新的“字母”（字母表中的象形文字），最后他们为希腊语中他们需要表示的所有纯短元音都做出了标记：ɑ（AH）、ε（EH）、し（EE）ο（OH）。此外，希腊人还创造出alphabet“字母表”这一词汇，由希腊语中最开始的两个字母aλφa和βητa组成，甚至将希腊语言完全按照其读音再现到书写中。例如，η是从闪米特语象形字hēth中借用的，目的是区分短的ε音和长的ε音。同样将ο的底部打开，设计出Ω，目的是区分出短的ο音和长的ο音。四种希腊语的专门发音ν（upsilon），φ（phi），χ（chi）和ψ（psi）也各自形成了单独的字母，这或许是从塞浦路斯音值中吸收来的。

在这一创造过程末期，天才的希腊书写者就拥有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由单独的元音和辅音组成的字母表。为了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们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按照口语的顺序把辅音和元音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单词，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的方法一样。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另外哪一个地方能创造出完整的由可以重复使用的独立元音和辅音字母组成的字母表。或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字系统像它一样，为全世界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语言做出这样精确的实用性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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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欧和东欧所有的文字都起源于希腊字母表，包括本书所使用的英语。接触到希腊字母表后，尚无文字的欧洲人或者是从希腊语中借鉴文字的观念，或者是稍加改变，甚至毫无改动地采用希腊字母表。例如，早期的日耳曼部落就只是借鉴了希腊文字的观念，创造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古代北欧卢恩文字体系。这一文字由24个字符组成（分成3个系列，每个系列8个字符），通常用于简短的书写，大多数是用于葬礼中。从公元1世纪起，最早的日耳曼文章就是用古代北欧的卢恩文字来书写的。直到公元10世纪，最北端的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后采用了拉丁字母，古代北欧文字的使用才全面停止。同样，早期的爱尔兰、威尔士接触到字母文字后，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字——欧甘文字，由刻在角柱上的线条和划痕组成。一到五个点或一到五个线条，通过向左指、向右指、或者同时指向左与右，组成了5个元音符号和15个辅音符号。基督教的引入也使欧甘文字被拉丁字母所取代。





图8　希腊与拉丁字母表的发展


生活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伊特鲁里亚人用希腊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今天，这种文字仍然没有被解读（这个文字已经被发现，但是它所代表的语言却是未知的），人们可以读这种文字但却不能理解它。在公元4世纪，日耳曼哥特人在希腊语的基础上设计了他们自己的哥特式文字，但这一文字不久就不再使用了。公元9世纪，斯拉夫人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字母表创建了两种斯拉夫文字：一种是基于希腊大写字母西里尔文被俄罗斯采用（即今天的俄罗斯文字，仍在被亿万人使用），随后这种文字也被许多其他的斯拉夫语，甚至是非斯拉夫语采用；另一种是最初的格拉哥里文，或许来源于斯拉夫传教者圣希里尔所使用的希腊小写字母，今天仅仅存在于克罗地亚的罗马天主教的祈祷仪式中。

迄今为止，对希腊字母最大的修改是由罗马人完成的。大概在公元前600年，罗马人通过邻国伊特鲁里亚人认识了希腊文字。罗马人几乎很难改变希腊文的原文。最明显的是他们关于C的发音，在拉丁文中发［k］音，写成G。随后罗马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扩张见证了拉丁语的书写方式逐渐在世界范围使用的过程，也包括时非拉丁语的语言地区的影响，例如对好几种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的影响。

字母表的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800年。那时的查理曼帝国博学的顾问认为国家需要一种清晰的、以经典为基础的文字。于是字母V被双写，创造了W，表示［w］的发音；U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从辅音V中区别出元音［u］；另外为了区分出字母I的辅音功能，J被发明出来。今天的字母表与2000年前罗马人用的字母表实际上很少有不同。（大体上来讲，古罗马人发本书所涉及的语音是很少有困难的。）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拉丁字母表已经变成了地球上最重要的文字体系。

这一神圣的改进文字的传统至今还在有些地区保存着颇具魅力的分支。大约1820年在北美，彻罗基族（Cherokee）首领塞阔亚（Sequoyah）改变了拉丁字母的形状，创造85个特殊的音节（而不是字母的）符号，从而重建了彻罗基语音体系。直到今天，塞阔亚式彻罗基文字还可以在有关彻罗基的宗教出版物和报纸中被读到。从1905年到1909年，南太平洋加罗林群岛说沃利艾语（Woleai‐speaking）的人变革了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拉丁字母，同样创造了一个能表达他们自己语言的专门的音节文字。拉丁字母内部更深远的两种演变是1843年开始形成的西非杜亚拉·布卡尔·威尔（Duala Bukere’s Vai）音节文字和1900年开始的由国王思乔亚（Nshoya）颁布的中喀麦隆巴姆（Bamum）文字。

除了从印度引进的文字后裔：西里伯斯岛的马加撒－不吉（Macassar‐Buginese）文和菲律宾群岛的比塞亚（Bisaya）文，太平洋地区直到18世纪末都没有文字。的确，文字在古太平洋的社会中是不需要的，因为必要的记账和口头文学还没有发展出详细的陈述方式，惊人的记忆力满足了社会上这类记述的需要，包括长长的家谱也靠背诵来传承。此后，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文字中的一种，在远东南太平洋上一个孤立的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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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显然，在1770年，复活节岛上的当地波利尼西亚人借鉴了造访的西班牙人所使用的线性并从左至右书写的文字观点，用了大约120个基本语标写下了他们著名的朗格朗格（rongorongo）文字——鸟、鱼、神、植物、几何图形等等——这些语标接受了各种意符文字（semasiogram）（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直接暗示思想的象形文字）作为补充，形成了一种由各种象形文字融合、合并和组合的混合型松散的文字。在早期的复活岛，文字并没有立刻变为“必备的”记事手段。那些外来者用他们的大船、火枪和大炮展示出的文字威望，或者说是精神世界的力量，被用来重建岛上的统治阶级、酋长和牧师们日益衰退的权威。25个保留下来的朗格朗格文字，都是刻在木头上的。虽然不是全部，但是这些文字中的大部分，似乎组合成了简单的“电报格式”：通过AI＋B〉C方式，衍生出千百个新字。比如：所有的“鸟”与“鱼”相加，就产生了“太阳”。（见图9）

二、亚洲文字

或许是受西方文字的鼓舞，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国人开始在兽骨、竹棍、木版和非常稀有的丝绸上书写出对物体简单的标准化描述的文字，这种文字还可以大声读出来。通常的规则是，人们从上到下竖行书写，从右往左逐行书写。最后，这种文字对事物的描述变得更加程式化。这也使快速和更加有效地写作成为可能。另外，与图片相关的文字（象形文字）也被很多说同一种语言和不同语言的人在更广大的地区使用。





图9　阅读复活书岛的朗格朗格文字


汉语文字的独创性在于它的可组合性。这一特点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得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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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基本的“文”或者是象形字（最初的文字画）组合，如“木”和“日”组合到一起，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派生、象形“字”——“木日”（“东”的古体字），表示太阳在树后面升起。“好”是“女”和“子”的组合。“明”是“日”和“月”写在一起。其他的象形字更具有象征性：“上”和“下”是地平线和或上或下的垂直线组合而成。（见表10）

最初的“文”和“字”由大约2500个象形字符组成。这些字符也可以用来表示不再与特定的物体相联系的语音。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个时期，大约有625个通常是和‘语音’联系在一起的义符（可识别的符号）被用来表示特定的发音所代表的物体。

已知最古老的汉语文字形式是“古汉语体”，比它更早的是“大篆”。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后建立了最早的帝国。秦帝国官方文字——“小篆”流行起来。自那以后，中国的文字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一些小的形式调整。这其中最大的变动发生在公元前200年，由于木头尖笔使用的减少和毛笔使用的增加，需要新的书写技术，这就导致“隶书”的形成。在公元4世纪，书写形式向着更加美观和悦目的方向演变，于是在官方的通信和印刷品中出现了“楷书”。对于日常的应用而言，用笔不求精确、书写更加简单的草书出现了。





图10　汉语文字


由于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汉语发生了无数次的语音变化，因此，汉语象形字的原始意义不再清晰了。然而，由于表义象形文字通常和表音象形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象形文字的总的意义，包括语义和语音上的，都是很容易分辨的。这样，当人们看到汉语象形文字“马”，就会立即想到“蚂蟥”的“蚂”、“玛瑙”的“玛”、“尺码”的“码”、“责骂”的“骂”或者是“砝码”的“码”都有可能发“马”音。今天大多数的汉语象形文字都是由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组成。尽管从前还有50000多个独特的象形文字，但是仅仅大约4000个是现在经常使用的，还有214个表义符号（木、火、水等等）在使用。同所有的语标文字一样，汉字由一个清晰的音符（和声音有关的）和一个明确的义符（意思）组成，这样就方便了人们的记忆。汉字体系天生的简便性，表现在声调有很好的适应性、单音节和音节的不变性（也就是说，单字的字尾没有变化）。实际上，正是这些特点造就了汉字，保证了在过去3000多年里以没有变化的形式幸存下来。今天超过10亿人使用汉字。

在采用汉字体系的好几个亚洲国家里，或许日本进行了最引人注目的改动。现在的日本人在取代了日本原住民阿依努人（Ainu）后，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日本学者到中国学习汉字，后来又把汉字引入日本宫廷使用，目的是书写日本政治和宗教的文本。不久日本文化和中国的单音节文字相互融合，产生了大量的同音同形异义字（文字发音类似但意义不同，如英语中的“pool”可以是“池塘”，也可以是“一种游戏”）。一个汉语象形字或一个日本汉字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发音，在中国式日本语和地道日本语中都是这样。中国汉字不适合日语的多音节（不像汉字那样单音节）、词尾变化（通过词尾变化显示语法）。日语非常不同于汉语，书写意味着转变。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用中国汉字阅读日语是一个缓慢、费力和模糊的过程。

由于这个原因，1000多年前，日本的书写者选择了一些汉语象形字，仅仅使用这些字的发音，去掉这些字符的本质含义，为日语形成了5个元音音节（a，i，u，e，o）和41个辅音－元音音节（ka，ki，ku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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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些元素，他们设计出两种有48个象形字的日语音节假名文字。作为两种假名文字中比较重要的平假名，在8世纪或9世纪已经形成，它通常提供了与汉语日本汉字词根（词根总是用汉语象形字来写）联系在一起的语法词尾，还提供了句法或句子顺序标记；通常还用小写的、含糊的日本汉字注释来帮助读者阅读。第二类是片假名，大约在12世纪作为简化了的平假名形式发展起来的，并且主要用于书写外国拟声词（用模仿声音表义）和其他的语音单词。

今天，人们同时使用这三种日语文字——语标的日本汉字与音节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当写一篇日语文本时，在限定的范围内，人们可以注意结合标准化用法相对宽松的规则使用这三种文字。通常，日本汉字有一个原始的汉语意义和发音，同时有一个、两个甚至三个日语意义和发音。由于这些原因，日语或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体系，它的复杂性类似于中美洲的文字。

朝鲜语的发展起初走了类似的路线，后来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汉字在朝鲜单独地被使用到公元692年。公元692年后，朝鲜的伊多语（Ido）象形字出现在汉语书写文章中，为朝鲜的本地语言添加词尾，这非常类似于平假名音节在日本的使用。然而，当朝鲜在15世纪遇见了西方字母表，他们就创造了被称为韩语的朝鲜字母表，开始是28个字母，后来仅有25个。相比于日语，韩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文字。

三、中美洲文字

仅有一小部分美洲土著居民曾使用过文字，且仅仅是在中美洲

34


 。没有人知道这些文字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当地文字是内在起源，或许是因为该地区文明达到了较高水平的“自然反应”。可是，作为“自然反应”的文明似乎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不存在。图形艺术观念为我们再现的人类语言在人类历史上似乎仅仅出现过一次——在大约5000年前的亚非人中间。此后，这一成果被从那儿传送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这就是所谓文字的“一元发生论”，通过目前掌握得越来越多的证据来看，或许它可以最好地解释世界文字的起源。）通过几种中美洲文字，人们可以解决一个单一的、历史悠久的书写传统的问题。这一传统或许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来自于南墨西哥的强大的奥尔梅克人的激发下发生的，然后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被有着惊人文明的玛雅人发扬光大，最后在1000年前结束。来自同一个地区的米克斯泰克人和阿兹特克人的低级文字似乎构成了后来丰富的玛雅文字传统的简单发展史。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期，在南部的墨西哥，独特的奥尔梅克（Olmec）（公元前1200－公元前500年）象形文字体系出现了

35


 。这种文字残迹留存下来的较少，但是从公元前600年直到2000多年后欧洲人的到来，奥尔梅克文字的使用者在瓦哈卡州及恰帕斯州和韦拉克鲁斯的部分地区把错综复杂的文字刻在石头上，主题是统治中美洲——记录了统治者的名字或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征服。偶尔，这些文字也和数字同时出现。总体上来看，所有的中美洲文字暗示着一个单一的传统，数字象形文字和日历并存，所有的地区都曾经设计出复杂的、具有深刻社会认同性的日历。奥尔梅克文字可能促进了同一地区保存比较好的后奥尔梅克（Epi‐Olmec）文字（公元前150年－公元450年）的发展。后奥尔梅克文字或许和玛雅文字有某种联系，二者分享共同的资源。可是，中美洲文字的谱系仍然不是很清晰。

所有的中美洲文字都是语标文字，这种象形文字可以表示物体、观念和（物体名字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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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其他的象形文字一起形成的混合体系中，也有纯粹表示音值的音节文字表。这或者是公元前第一千年之前的当地文字长期发展的结果，或是借用了外部已经经历了很长发展时间的文字系统。中美洲最复杂、最好的文字体系是玛雅文字，总共有大约800个象形文字。可是，这些象形文字很多都是只使用一次的皇家名字，因此仅200至300个文字是日常使用的。150多个玛雅文字代表着音节，几乎包括了全部的辅音－元音类型。这种文字有着多样性特点，即一个象形文字有好几种用处，可以表示发音和限定性、同音异义（相同的发音用于好几种不同的象形文字上）、多音（一个象形文字有好几种发音）。这就意味着一个象形文字有双重的功能：拥有语标（代表词素或一个物体的整个名字）和音节（代表着被描述物体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单独发音）。

在玛雅人的法律著作或手稿里，他们用墨水和毛刷（像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在用涂料处理好的规则的树皮（像公元2世纪的中国纸）上，按照竖列从上到下（像中国的文字）书写，并从左至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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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象形文字组合体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文字构成（像中国文字）。例如，为了写下玛雅统治者帕卡尔的名字，在众多的可选择的表达方法中，人们或许可以用上面所介绍的象形文字中表示“统治者”——在上部来描绘一个帕卡尔的“盾牌”，再加上右边的表示读音的、可以把它拼读出来象形文字“pa‐ca‐la”（像中国的“拼音”）。

在古典玛雅时期（公元250－900年），一个有平均文化水平的玛雅男人和女人都能读出色彩鲜艳的石碑（刻在石头柱上的）上的日期、名字和事件。文字已经在当地居民和语言中产生了现时而又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石碑，还有那些用鲜艳的颜色粉刷和书写的类似的大公共纪念碑，向人们宣示着强大的玛雅统治者那伟大的人生和显赫的家世。从现代意义上来说，这种记录几乎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作为维护统治的宣传工具，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文字的作用一样，向世人宣示了领导者的卓越才能并歌颂其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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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器制品也用象形文字装饰，区别出它是巧克力罐、随葬器皿还是其他物品。

此后，数以千计的厚树皮卷法律书籍，装点了当时的玛雅皇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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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西班牙入侵后，玛雅文学作品被全面的毁灭，仅有四部法律书籍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后古典时代的作品包括了宗教作品和天文表。美国玛雅学专家迈克尔·科悲痛地说：“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火对当地文化的破坏，也没有像西班牙人对玛雅文化遗产破坏得这样彻底。”

亚非文字的埃及－闪米特语分支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经历了最大的改变，从图形文字到语标文字再到音节文字和字母表中的字母文字，这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而做的变化，也是根据各个时期的语言需要而做的变化。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汉语的语标文字以相同方式演化，但是由于他们各自语言的需要，他们在音节表达方式上经历了最大的复合化以及语言学上的复杂化，这些变化仅发生在他们各自的子语言上：古波斯语和日语中。在这些语言里，对字母文字的需求感从来没有产生过。纵观整个历史，每种语言都寻求和／或采用最适合自己语音的书写方式。文字从来没有“进化”过：他们被人们有意识的改变来提高语言再现（发音）和语义转换（感觉）的质量。

起初，文字中象形文字被发明时，被描述物体的名字促使了发音的产生。在这一现象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一种由象形文字代表物体、声音观念（来自物体的名字）的语标体系，最终号召人们更加有信心和有效地重现人类语言。可是，后来当音节规律不断出现的时候，语标文字似乎产生了新的需求。当语标文字不能产生进化的语言时，这些现象就会导致内化性语言，如埃及语后来加入了音节文字那样；当语标文字被不相干的语言借用时，就产生外化性的语言，如日语的假名。

文字体系变化最大的似乎发生在说其他语言的人那里，这些人借用并采用了不适合的文字体系。在黎凡特的西闪米特语的使用者，他们有自己音节象形文字，并将它们转换成了辅音符号，这样就很好地再生出这一区域以辅音为导向的闪米特语言。这是希腊语对世界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有元音和辅音符号的完全的字母表。希腊字母表已经被即使不是数千种、也有数百种语言采用和模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19世纪和20世纪，最有效的文字交流的形式不断被设计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的，但包括大多数语言）。今天，任何需要创造文字的前文化语言，都自然而然地诉诸字母文字。

在前文字时代，即所谓的图形文字，对物体的描述引发了对元音语言的记忆。随着第一层次的实际文字，即语标文字的产生，图片再次引起元音语言的记忆，但是这次只是单独的言语，传递了信息——没有物体描述。随着第二层次文字的出现，即音节文字，这种语言就只被再现成为当初的音节，以及被定义及限定的音节文字表的位置。随着最后一个层次文字的产生，即字母文字，此时图片就是一个字母，不再和物体相关，并仅仅再现了两类不同发音类型之一：元音或辅音；然后同其他类似重现的发音一起，被按顺序读出。在所有的层次中，象形文字艺术和人类语言保持着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没有文字能全方位地表达人类那无声的思想。

正是通过文字，人们才能更好地跟踪语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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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的语言重建（在一种语言的内部进行调整使旧的语言重获新生）和比较语言重建（比较两个或更多相关的语言来求得共性的结果）产生了对于早期语言发展阶段精确的但未能证实的假说。古代的文献——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发展阶段。这就要求语言学家不仅要考虑语言的早期形式而且还要评估在过去千万年以来，语言发生变化的确切类型。这样，语言学科学诞生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古代文献中借用的词汇以及记录下来的地名，一些未被证实的语言常常因此被保存下来，比如存在于2000多年前早期欧洲的希腊和拉丁语账本中的雷蒂亚语（rhētian）和高卢语，就展示了史前语言景象，要没有这些记录，这些景象就永远消失了40。甚至现代拼音文字也是如此，比如英语中的“light”，可能就是一个岁月变迁的缩影，向上追溯它的发展历程显示出了语言蜕化的特征、历史起源和最近的变化动态：在这一个例子中，英语失落的古印欧语的发音，仍然被保留在欧洲大陆的德语同源词Licht中。

正像没有“原始语言”一样，也没有“原始文字”。最终，每一种文字都充分地完成了在特定时期内分派给它的职责。如果一个人看到了文字中的“原始的”特征，那么是它从特定时间角度观察的结果。同样道理，也没有“被动的文字”：文字影响语言就像语言影响文字一样；当人们阅读古代文字时，就会体会到这些道理41。读写能力总是对口语有着深远的影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说话者通常是他们社会的领导者。他们正式书面语言之后的口头语言表达方式，通常也被社会上的其他人模仿。从此之后，个性语言也变成了语言的模型。

这种情况使文字在社会中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大得多的影响。尤其是在推崇写作的现代文明社会里，书面语言通过语言的趋同化、标准化、以及保存那些通过自然消耗可能消失的形式和用法，而放慢了语言变化的进程。人们对过去文学作品的阅读丰富了当前使用的词汇表。几个世纪以来，书面语言也通过规范口语的用法（如1611年的詹姆士国王钦定圣经，犹太法典和伊斯兰的古兰经）、界定艺术形式［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日本的有能乐（Notheater）］、充当整个科技的媒介（编程语言），代替了口头语言。

然而，所有的文字体系，无论多么神圣和富有创新精神，都是不完美的和因循守旧的。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人类语言的近似而不是再现。在英国，单一个字母“a”就能代表多达六种的不同发音（依方言而定）：正如在单词an，was，pa，date，all和hat中的“a”的六种发音；或许在古体英语拼写中“a”根本就没代表发音，就像单词bean，beau和beauty中的“a”一样。意义的模糊、怀疑或不确定性，是在不知不觉和蒙昧中产生的，通常和音节文字、字母文字一起出现。

因为采用了不充分的字母文字，英语尤其不善于重现它的超音段能力——也就是说，不善于表示语调（Yes？／Yes！）、音的长度（如英式英语的cot／cart）重音（désert／desért），以及接合点（Van Dyck／vanned Ike）和语气（eee！／duh…）。英语的书写者试图用非系统的标点符号、单词之间的空格、首字母和其他的东西来改正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像口语一样的精确语言是难以用标准的英语字母来书写的。比如，以重音为例，英语并没有专门的标记。当我们读单词“desert”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荒野”’还是“放弃”？“attribute”是“固有的属性”还是“指明”？在这里，英语字母表显然失效了。只能从上下文显示语感，然后再确定出其重音。而汉语语标文字同它的限定词（区别出语言的层次）和拼音（表示文字的发音）的组合，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在理想状态下，一种字母文字或许应该代表所有的语音意义——语言最小的有意义的发音。可是，只有语言学家的特殊符号才能相当精确地重现发音，但是这些对于日常的应用来说太麻烦。全世界使用中的通俗字母文字形成了方便理解的近似性。这种近似性是在使用同一种字母文字的、有着不同发音的不同方言和不同语言之间诸多模糊性和大量的差异性中间形成的。尽管简单的字母文字可证实的有效性已经确保了它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接受，但是像汉语和日语这样的语标文字仍然继续被人类大家庭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所使用。这些使用者发现他们各自的可尊敬的语言有着非凡的卓越性。

尽管文字并不完美，但它仍是现存语言的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语言也动态地回应了文字的发展。语言和文字共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同原始思想和早期原始人类的发声方法的密切联系非常相像，每一方都和另一方密不可分地联系着，并同多维因素一起继续改变人类和促进人类的发展。在21世纪初期，手不再仅仅是“和嘴匹配”，而是通过电脑编程语言，创造了全新的世界，并宣告了人类电子时代的未来。



第五章　语言家族


像非洲的班图语和大洋洲的波里尼西亚语一样，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都没有谱系。这就必须通过“比较重建”来显现其历史。现代语言学技术是在对诸如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意大利语和汉语等具有长久文字历史的语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这就使比较重建法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尽管大多数语言缺少文字记录，但现代人能够很好地了解语言的渊源以及它们何时、如何从相关语言中分化出来的。

然而，重建的原始语言太规则、太整齐，所以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始语言。只有现代创造的语言，如世界语，才能和重建的原始语言的高度规则性相提并论，从而显示出“重建”的基础是多么的薄弱。重建的语言只能是相对接近，而不可能完全复原。

所有语言的兴衰变化乃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时间，一是社会的盛衰。当所有语言都在变化时，社会强大，语言也就兴盛；社会衰弱，其语言往往灭亡——这其实是被外来语言所代替了。消逝的语言和使用它的那些人一样成为了牺牲品。可能语言受害会更加严重一些，因为人们更愿意放弃他们的语言，而非生命。五千年来，欧洲人种的遗传形象很少变化，但却被一波又一波的新语言浪潮不断地冲刷着。重要的或居于主导地位的方言、语言被采用，而用途不广或濒危的方言、语言被抛弃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现在仍在继续，并将推动所有语言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直到地球上只剩下一种主要语言。几百个小语种目前已经被印度尼西亚语、汉语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其他语言所代替。未来几个世纪，人们将不再能够看到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庞大的语言多样性。

人类语言史就是一部语言变迁史。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得出关于语言联系和变化方式的可靠总结

1


 ：

语族的故土，即母语言（源语言）使用的地区，通常是子语言诞生或者目前正在使用的的地区，但也不是完全如此。

母语言最早的变异通常发生在其故土附近，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因此，通常在故土会发现语言最具多样性，而边缘地区的多样性程度最低。

当人们发现语言的系统相似性太大，而不能归因于偶然时，语言间的历史联系就建立起来了。

产生于同一母语言的兄弟语言显示出相似的变革，母语言或原初语言事实上可能处在混合两种或更多独立语言的语言区域。

兄弟语言之间差异不大，并不意味着它们脱离母语言的时间较短。

兄弟语言之间差异较大，并不意味着它们与母语言的分离经历了较长时间。语言变化有四种基本形式：

语音变化，或称系统声音变化。由于受到世界各种语言使用者的影响，语音变化要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语言变化都更为迅速。因此，伦敦人乔叟的英语hus和mus，在六百年后的伦敦被读作house和mouse（中部高地德语hus和mus，在今天也就是被现代德语读成Haus和Maus）。

构词变化，是指词语形式的有条理的更改。这种变化远不如语音变化那么频繁。例如，四百年前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使用的“goeth”和“didst”，我们今天则改用“goes”和“did”。

句法变化，是指重新系统地排列短语和句子中的词汇。例如，今天的“courtmartial”（军事法庭）和“Attorney‐General”（总检察长）就是中世纪诺曼法语借入语的痕迹。否则，英语句法系统在来自几百年前的日耳曼语基质的影响下，原本已经转换为“martialcourt”和“General Attorney”了。

语义变化，是指词语通常含义的改变。例如，古英语cniht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单词，意思是“男孩”或“青年”，但到中世纪英语时代，kniht一词（k仍然发音）是指“国王的武装随从”，后来则指“对国王具有军事义务的封建领主”。今天“knight”（k不再发音）是指“被国王或者王后或某个有资格的人提升到荣誉行列的人”。现在这个词的用途极为有限，可能很快就会过时。

这些过程都是众所周知的语言演变——同化、异化、辅音弱化、赘生（增加读音和字母）、尾音省略（去掉最后读音或音节）、中音省略（去掉中间的字母或音节）、类推、换位（读音或字母的调换）、借用、平整、扩展、缩减等等——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如果想获得这些演变的详细内容，请查询一下相关的历史语言学教科书（见本书附录：“Select Bibliography”）。

所有这些过程和演变在下面这些有代表性的语言家族中都发生过。

一、凯尔特诸语

大约在5500年前，原始印欧语民族首次从他们的东方故土向西迁徙，穿越欧洲，凯尔特人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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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的时候，凯尔特人就在中欧和西欧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并和意大利人有了联系。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可以通过一些地名，如波西米亚，河流名称，如多瑙河、莱茵河、罗讷河；城市名称，如维也纳、巴黎，得到印证。约2600年前，凯尔特人再次迁徙，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公元前四世纪，他们侵入意大利北部曾经的伊特鲁里亚地区，几乎占领了罗马。一个世纪后，他们居住之处，远到今天土耳其的安卡拉。圣保罗称呼他们为“加拉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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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里，三种凯尔特语统治着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东高卢地区说高卢语的人逐渐被说日耳曼语的人所征服。至此时，罗马人的拉丁语也已代替了法国和意大利北部的高卢语（高卢语在布列塔尼保持了至少两个世纪，后来就被从西南英格兰反迁徙的凯尔特语所替代）。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语民族和小亚细亚的加拉太语民族都屈服于罗马的强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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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语幸存下来了（见图11）。今天，根据判读原始印欧语音素／k

ω


 ／可以将其使用者归为两类：一类是q－凯尔特人或者戈伊德尔语民族凯尔特诸语（说盖尔语的爱尔兰人、马恩岛人、苏格兰人），他们保留了／k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诸如原始印欧语的“四”（kwetuores），经过后来的变化，就成了爱尔兰语的ceatbair、马恩岛语的kiare和苏格兰盖尔语的ceitbir；另一类是p－凯尔特人或者布立吞民族（说布立吞语的威尔士人、康沃尔人、布列塔尼人），他们将读音／k

ω


 ／变成／p／，因此“四”，在威尔士是pedwar，在康沃尔是peswar，在布列塔尼是pevar。

最初说盖尔语（戈伊德尔语）的是爱尔兰人，他们可能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登上不列颠群岛的第一批凯尔特人。在古爱尔兰语时期（公元700－950年），爱尔兰语产生了几种主要的方言。其中没有一种在中爱尔兰语时期（公元950－1400年）发展成为子系语言，这可能是由于诺曼英语的征服造成的。到了现代爱尔兰语时期（公元1400至今），爱尔兰语随之遭受英语的压制，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语几乎取代了所有的爱尔兰语方言。二十世纪，爱尔兰共和国建立，西南部芒斯特地区的爱尔兰语方言被选为新的官方语言，取代了被看成是“外语”的英语。然而，经济、社会和历史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在爱尔兰全面取代英语。今天，把爱尔兰语作为第一语言主要是爱尔兰岛西部、西北和一些小岛上的几千居民，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目前正鼓励他们的孩子把英语当成第一语言，这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在公元五世纪左右，说盖尔语的爱尔兰殖民者向东航行，并定居在马恩岛和苏格兰，同化了当地的克鲁特人（Cruite，即皮克特人）。在马恩岛，他们的语言最终自动成为马恩岛的语言，据说“最后一个说本地语的人”于1974年去世。在苏格兰，爱尔兰殖民者促使克鲁特人底层的语言发生演变，后来成为苏格兰盖尔语。





图11　今天凯尔特特诸语使用范围


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说布立吞语的凯尔特人（不列颠人），跟随爱尔兰人进入不列颠群岛。然而，他们的语言和大陆的高卢语非常相似，以至于一直到罗马入侵、说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的人闯进来之前，“高卢－布立吞语”都被看作是法国和英国凯尔特人的混合语。后来，特别在公元五世纪，入侵的日耳曼语部落逼迫不列颠人迁移到了不列颠岛的边缘地区：苏格兰南部、威尔士、德文、康沃尔。

两个多世纪里，不列颠人也避开了撒克逊人的入侵，向南迁回到了法国的布列塔尼。现在他们的后裔布列塔尼人的数量大约有五十万，但是很少有人说布立吞语了。最近年轻的布列塔尼人对学习他们祖传的语言重新燃起了兴趣——虽然它没有被法国政府认定为官方语言。

在凯尔特诸语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是威尔士语，它被托尔金（J·R·R·Tolkien）称为“不列颠人的最古老语言”。1991年，在超过三岁的人中，有510920人（占威尔士人的18.9%）说威尔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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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士语是在巨大的困境中保存下来的。罗马的占领引入了很多的拉丁词语，后来爱尔兰定居者侵入了威尔士人的领地从而引入了盖尔语词汇。这种状况持续到七世纪，接近早期威尔士语时期（到约公元850年）的末期。在古威尔士语时期（公元850－1100年）英语的影响力增强。在中威尔士语时期（公元1100－1500年），英格兰的诺曼法国贵族征服了威尔士，导致很多法语词汇的引入，但威尔士语还是盛行起来。只是在现代威尔士语时期（公元1500年至今），主要是由于亨利八氏的合并行动，将威尔士纳入到英格兰，导致威尔士语的使用减少了，因为英语成了威尔士法院和官方用语。然而，威尔士语幸存下来了。

由于英语的发展将说布立吞语的人分开：在苏格兰南部和英格兰西北地区，说的是坎布里亚语（凯尔特语的一种）；在威尔士，使用的是威尔士语；在不列颠西南部使用康沃尔语（凯尔特语的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将这些的语言的使用者称为维拉斯（Wealas）或者“非日耳曼人”，即英格兰的“威尔士血统”的人。威尔士和坎布里奇的不列颠人称他们自己是“同乡”（Com‐brogi），标志了一种新的族群认同。今天，威尔士人称自己为“卡姆里”（Cymry，发音为CUM‐REE），并将他们的语言称为“卡姆里格”（Cym‐raeg，发音为CUM‐RAH‐EGG）。坎布里奇语在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幸存下来，直到约公元1018年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崩溃。在康沃尔，凯尔特王国在公元878年左右被英格兰人打败，从那之后，康沃尔语的使用稳步下降，直到十九世纪才灭绝。而像马恩岛语，现在正被人为地复活。

凯尔特语在2300年前是印欧语系中最重要且分布最广的语族，现在却是其中最小的语族，局限于法国西部和不列颠群岛的边缘地带。这首先是由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后来则是由于国家（英国、法国）的统一活动造成的。除了爱尔兰的芒斯特方言成为官方语言外，凯尔特诸语现在都是“非官方”语言。在占主导地位的都市语言的摆布之下，它们面临着诸如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加利西亚语（西班牙）、奥克西坦语（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吉普赛语（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很多其他欧洲语言群落同样的命运。这些语言都是非官方语言，使用者超过两千万。直到最近，人们才担心凯尔特语可能会完全消失。凯尔特人的社会政治动力和重新发现的荣耀感，已经引起了人们对爱尔兰语、复活的马恩岛语、苏格兰盖尔语、威尔士语、复活的康沃尔语和布立吞语兴趣的复苏，并使说这些语言的人数增长，因为在一体化的欧洲允许他们拥有更大的政治自治权。

二、意大利诸语

到公元前的最后一千年，意大利半岛除了北部、西北部说非印欧语的伊特鲁里亚人和雷蒂亚人、穿过亚得里亚海而来的伊利里亚血统的梅萨比部落和南方独立的希腊殖民地，其他大部分地区都说意大利语。包括三个意大利语亚语系：皮森语（Picene），奥斯坎－翁布里亚语和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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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前，意大利中东部沿海的南皮森语似乎就已经和奥斯坎－翁布里亚语族发生紧密关系了。然而南皮森语与威尼西亚语、巴尔干半岛上的语言也有相同的特征。公元前268年，说南皮森语的人臣服于罗马的统治之下。

奥斯坎－翁布里亚语（萨贝利语）包括奥斯坎语、翁布里亚语和沃尔西语（以及他们的小语种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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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p－凯尔特语一样，所有说奥斯坎－翁布里亚语的人已经将印欧语中的／k

w


 ／替换为／p／。因此随着后来的变化，原始印欧语kwi（s）（谁？）变成了奥斯坎语的pis，而原始印欧语penkwe（五）变成翁布里亚语pompe。由于奥斯坎语保存了很多原始印欧语元音而没发生变化，从而成为最强大且分布最广的亚语系。从公元前最后两百年保存至今的200块碑文使这一语言得以保存。翁布里亚语主要通过古意大利最为重要的非拉丁文字——著名的伊古维翁铜表（Iguvine Tablets）（七块青铜碑文，可能是从公元前1世纪传下来的，内容是关于占卜、苦修、献祭、祈祷等规定）——而为人所知。意大利中部的奥斯坎－翁布里亚语方言［萨宾语、埃桂语、赫尼肯语（Hernican）］、马西语和其他一些方言很早就屈服于在罗马占统治地位的拉丁语之下了。拉丁姆地区东南部（在意大利中部，与第勒尼安海毗邻）的沃尔西人说一种同翁布里亚语很接近的自主语言。

威尼西亚人居住在波河和阿奎莱亚之间的亚得里亚海沿岸，他们说的威尼西亚语，其早期历史还不太清楚8。他们的语言幸存于今天威尼西亚的埃斯特（Esta）和拉贡迪卡拉齐（Lagoledi Calazia）发现的300个石碑的碑文中。很多特征表明威尼西亚语和一些意大利语有亲缘关系，特别是拉丁语。那么，威尼西亚语可能反映了公元前3000－2000年间古意大利人首次侵入意大利半岛的轨迹。

拉丁语支中的法利希语、拉丁语处于意大利最古老语言的行列中而在半岛上使用，展示着古老的印欧语音体系和非常多的改造词汇。这或许是被与前印欧语有联系的人们所推动形成的。由于受伊特鲁利亚语的影响，在公元前8世纪时，法利希语成为一个定都在法莱里（现在罗马北部的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境内）的古老意大利部落的语言。然后在公元前241年，法莱里被罗马人摧毁，导致法利希语在欧斯干－翁布里亚语之前就消失了。

在公元前最后一千年，随着罗马势力的膨胀，拉丁语在拉丁姆地区脱颖而出，并随后盖过了半岛上所有其他的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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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语起初只是罗马村庄的本地方言，最后变成了历史上重要语言之一。就在公元前240年左右，拉丁文学正式开始了，随后对扩张中的罗马帝国起到了巩固和充实的作用。拉丁语的历史随后进入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前文学拉丁语，公元前240年以前；古代拉丁语，公元前240年到公元前100年；古典拉丁语（被保存的拉丁文学），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4年；白银时期拉丁语，公元14年到大约公元120年；古体拉丁语，公元120年到200年；古代晚期通俗拉丁语，公元200年到600年；中世纪拉丁语，公元600年到14世纪；现代拉丁语，公元14世纪至今。

古典拉丁语是指朱利叶斯·凯撒、奥古斯都和维吉尔时代的日常语言。作为扩张中的罗马帝国政府和文化的书写媒介，它很快就“僵化”了，最终成为了基督教会和所有文化人的语言文字媒介。古典拉丁语作为基本教育语言，一直使用到8世纪；作为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语言，一直使用到20世纪。古典拉丁语被忽略了许多年后，在欧洲和北美作为第二语言或附加语言，现在正在有活力地复苏之中。

通俗拉丁口语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外国土壤上继续演变。这就创造了罗曼诸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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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每个子语言以原来的方式说了很多年后才最终写在羊皮纸上：9世纪的法语；10世纪的意大利语；在此后一个世纪的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12世纪的三种伊比利亚－罗曼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和16世纪的罗马尼亚语。罗曼语小语种包括比利时南部的华隆语、瑞士谷地的拉托－罗曼语（罗曼什语、拉汀语）、撒丁语、最近灭绝的达尔马提亚语、海地克里奥尔语和拉地诺语（在西班牙被驱逐的犹太人的语言，现在正面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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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罗马尼亚语外，所有的罗曼语言不断地借用古典拉丁语。由于各种原因，说意大利诸语的人比说日耳曼诸语的人相互间容易沟通得多。到公元700年左右，尽管在非洲西北部说通俗拉丁语的人数被说阿拉伯语的人数超过，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殖民者们后来把意大利诸语带到非洲的其他地方，甚至远到美洲、亚洲、西太平洋。在这些地方，意大利诸语兴盛起来。因此，现在意大利诸语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排在第二，仅次于日耳曼诸语（英语）。

法语产生于高卢语基质上的通俗拉丁语，保存了好几种凯尔特语的发音：ct即为cht（如苏格兰语的Loch），后来变成it（这样，拉丁语中的factum变成了法语中的fait）；拉丁语u即为高音ü，如法语中的tu。就在高卢在罗马—德意志人的监护下拉丁化日益完善时，新的日耳曼部落入侵，其中的法兰克人最后控制了北部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在那儿，这种联合的德语势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通俗拉丁口语的语音体系。（南部高卢并不享有这一过程，它的通俗拉丁语发展成为独立的普罗旺斯语。）法语的发展阶段：古代法语（公元842—1350年），中古法语（公元1350—1605年）；现代法语（公元1605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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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2世纪以来，法语就成了世界上最有文化魅力的语言之一。它丰富的文学影响着其他很多语言——甚至是非印欧语的语言文学进程

13


 。

西班牙语产生于伊比利亚半岛上凯尔特语基质上的通俗拉丁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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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西班牙语（1100年—1450年）现在仍然部分地保存在拉地诺语中（就像意第绪语保存了部分中古高地德语一样）。现代西班牙语（公元1450年至今）已被卡斯蒂利亚方言主宰，这种方言为书面语言（或称castellano）确立了标准。西班牙语保留了其他罗曼语言中已失去的很多通俗拉丁语特征。可是，由于西班牙长期被穆斯林占领（公元713年—1492年），西班牙语已经吸收了很多阿拉伯词语。在后来的发展中，美洲西班牙语方言已经借入了很多美洲本土词语。现在，西班牙语是英语之后世界分布最广的第二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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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大利语是在意大利民族原来的土壤上由通俗拉丁口语演变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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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语由于其本土特点，保留了最多的原始拉丁语特征。就是说，它还没受到改变后的罗曼语的多种其他语言基质以及外来侵入因素的影响。复数形式（‐i／‐e／a词尾）等特别的语法变革将意大利语和西部罗曼语族（‐s／‐es）区分开来，以至于从形式上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一起被列入东部罗曼语中。意大利语在罗曼语中很独特，很多世纪以来，意大利语音体系几乎没有变化，这在世界上确实少有：今天任何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即使没有经过特别培训，也能很容易地读出中世纪的诗。因此，意大利语的历史没有像绝大多数欧洲语言那样分成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时期。意大利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各地方言长足发展。与德语情形相似，这种发展导致了方言文学的强大：南部和中部的意大利语（以及西西里方言）；托斯卡纳方言（以及科西嘉方言）和罗马－翁布里亚语；上意大利语或法国－意大利语方言群。今天，托斯卡纳的主要城市（佛罗伦萨、锡耶纳、阿雷佐）和罗马的意大利语方言成为国家标准语言（lingua toscana in bocca romana）。

三、日耳曼诸语

截至公元前2000年前，一个印欧语民族随着凯尔特人离开东欧，不断占领今天的瑞士南部、丹麦以及德国北部、东北部地区。这就是日耳曼民族，他们的语言主要以对印欧语辅音彻底而系统的重新判读（第一次语音演变）和其他一些特别的变革为特征。一千年以后，彼此分离的日耳曼各部落四处迁徙，向东到达维克瑟尔河，向南到达多瑙河，向西到达莱茵河。在这一迁徙过程中，他们驱赶或同化了当地的凯尔特人。这时，有两个主要的日耳曼部落，通过他们对一些特别的原印欧语发音的重新判读来识别：北日耳曼人（哥特－挪威人）已经改变了这些读音；西日耳曼人保留了它们。在公元前的最后一千年里，说西日耳曼语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把临近的凯尔特人往南部和西部驱赶得更远了。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斯堪的纳维亚人、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北海日耳曼人、厄尔巴岛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都各自生活在彼此分开的小型群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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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早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描述把日耳曼部落和凯尔特部落混为一谈之外，到现在为止，关于日耳曼语是否存在的最古老的语言证据是来自施泰尔马克州（奥地利东南部）的尼戈头盔（Negau Helmet）上的简短文字。这可以追溯到基督纪元开始的时候。这时，东部说北日耳曼语的人，即更为人们熟知的“哥特人”，正在重复着凯尔特人几个世纪以前做过的事情：迁移到西班牙（甚至到非洲）、高卢、意大利、巴尔干半岛、黑海和小亚细亚。哥特语最有深远意义的文献保留了西哥特主教乌尔菲拉（公元311－383年）的圣经译文。主教死后的一个多世纪，这一译文被保存在一个用希腊字母誊写的东哥特文手稿里。由于哥特语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日耳曼语言形式，它相当广泛地应用在历史语言比较中。在纪元开始的最初几个世纪，说其他北日耳曼语的人正在西欧创造历史。然而，这些语言包括勃艮第语、汪达尔语、格帕迪克（Gepidic）语、卢基恩（Rugian）语、希兰（Sciran）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它们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就皈一于本地通俗拉丁语之下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哥特语被黑海沿岸的居民使用，一直保存到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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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日耳曼语中最早的挪威语以大量古代北欧文字的碑文被保存下来。这些碑文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所有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其中一些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这些碑文显示了这一古老语言保留着无重音音节（如hor‐na“角，号角”）的元音。这一特征后来消失了。到公元一千年时，这一挪威语可能已经分化为东挪威语（后来包括了瑞典语、丹麦语和哥特兰语）和西挪威语（挪威语、法罗语和冰岛语）。但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两者之间积极的交流避免了彼此的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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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挪威语对古英语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久，古冰岛语以其埃达歌集、传奇和北欧吟唱诗人的诗歌和历史丰富了世界文学。斯堪的纳维亚保持语言的统一性要比其他日耳曼社会长久得多。因此，它的各个语言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方言，而非独立的语言。

高地德国的“第二次”语音转变把西日耳曼语部落分成两个不同群体：内地说高地德语的人和北部、西北部沿海地区说低地德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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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七八世纪，中世纪的书写者用拉丁字母书写古高地德语，以记录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时，查理曼大帝宫廷的莱茵河法兰克尼亚语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来在中世纪，政治势力转移到上德意志。在那里有两个主要的方言：西部的阿勒曼尼语和东部的巴伐利亚语。到16世纪，由马丁·路德领导的教会改革者正是利用中德意志的政治影响力去传播他们的出版物。并从他们的中德意志方言产生了现代高地德语，即今天的标准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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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地德语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魅力的语言之一。德国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现在仍然在世界文学上占有显著的地位。19世纪，德语成了科学和学术的主要语言。从北部的低地德语，到意大利最北部阿尔卑斯山谷的南提洛尔语，德语的方言非常丰富。在今天的阿尔卑斯山的部分地区仍然能听到中世纪的德语语音。一种残留的中世纪德语方言——意第绪语（或犹太语），很多世纪以来被一个特殊的社群保存下来。今天这种方言主要在纽约和以色列使用。

一个低地德语（中世纪的低地法兰克尼亚语）作为荷兰语在尼德兰被保存下来的。它的南部方言是佛兰德语，是比利时的三种官方语言（佛兰德语、瓦龙语和德语）之一。在17世纪被带到南非的荷兰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南非荷兰语，但在南非新的本土政权统治之下，现在已经被前殖民地语言——英语所取代。

在公元5世纪，很多沿北海居住的低地德语社群——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来自丹麦的朱特人，迁移到不列颠的东部和南部，和罗马—日耳曼人军队的上德意志后裔们结合起来。他们的语言融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有一天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新语言：英语。在7世纪，古撒克逊语首次书写在英格兰土地上。盎格鲁史诗《贝奥武夫》（日耳曼民族最古老最伟大的英雄故事）可能在稍早于公元750年在英国北部被创作出来的。古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有很多变体，并受过很多外来影响，它由三个主要方言组成：南部（肯特和萨利）的肯特方言、中南部地区（从苏赛克斯到米德尔塞克斯）的萨克森方言和他们北部的盎格鲁方言（从艾塞克斯到诺森伯兰）。1066年诺曼人入侵后，古英语几乎被法语取代。中古英语（1100年—1500年）包含了四个主要的方言，这些方言很大程度上受法语和拉丁语影响：南部、中西部、中东部和北部方言。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用伦敦方言写的，伦敦方言同南部和中东部的英语方言接壤。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位，伦敦方言最终成为英国标准语言。

从17世纪开始，英语步荷兰语的后尘，被带到北美、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印度的部分地区。随着荷兰语势力的衰落，英语的势力反而膨胀起来。在18和19世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的很多地区都被英国殖民化。这一全球扩张行为导致了国际标准英语的产生，它是世界上双语使用者的主要语言。从说母语的人数上来说，英语仅次于汉语普通话而排在第二。英语在国际上的扩张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随着国际标准英语的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言几乎已经第一次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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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期日耳曼语言中曾经拥有的大多数共性，正在被出现在现存语言中的大量的极端个性所取代，包括：英语的意大利语词汇和变调的丧失（词尾表示语法，如“whom”一词）；德语的回旋句法结构（通常动词放在末尾）；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定冠词后缀（冰岛语用bók表示“书”，但用bókin表示“这本书”）；以及其他很多的创新。日耳曼诸语的多样性与意大利诸语的同质性形成了一个对照。

四、班图诸语

非洲班图语系现在包括约550种语言，和印欧语系只有略多于100种语言比起来，这个数量很大。在我们构拟出的“尼日尔—刚果语”总科中，班图语是贝努埃—刚果语支的一个子语系，使用于一个广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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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部的克罗斯河下游到东部的索马里南部，几乎中非的所有民族都说着同一类语言，他们被松散地划归“班图人”的名义之下。在公元1000年以前，班图语起初只在贝宁湾（the Bight of Benin）地区使用，仅仅在最近一千年里就达到了现在享有的广泛分布区域——尽管在17世纪荷兰人比班图人提前到达了好望角。班图诸语之间相似性很大，表明了它们长期以来都很邻近。

四种主要的“尼日尔—刚果”语言都是班图语，包括：卢旺达语、马库阿语、科萨语和祖鲁语。斯瓦西里语是非洲东海岸和桑给巴尔岛的班图语。很多世纪以前，它借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以便和班图语法结合，作为混合语来用。在19世纪，阿拉伯奴隶贩子用斯瓦西里语作为贸易语言，使用范围向内陆扩展，远达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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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才认清班图诸语属于一个语系。自那时起，班图语音体系（意义声音的体系）和词语形态学（系统的单词结构）随即进行了重建。可是，同一类班图语之间频繁地相互借用（即在同一地区的扩散和集中）已经使描述班图语谱系变得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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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的研究已经依靠词汇统计学方法——在相关语言间选择100（或200）个基础的或文化中性的词语进行比较，展现出了全面的和高度推测性的班图语“谱系树”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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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统计学认为，核心词汇和非核心词汇总是表现得不同；词语替换以稳定的速度发生着；仅词汇或词汇表就能提供遗传关系的信息。根据这项研究，人们认为班图语系起源于今天尼日利亚的贝努埃山谷。大约5000年前，班图语在这里分化为西班图语和东班图语。据称，西班图语在喀麦隆西部的克罗斯河东岸得以发展。从公元前1560年左右开始，西班图语或许是随着拥有新农业技术的人逐渐扩展到所有中非地区。西班图语分成一系列的子语言，每一个子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在不同的时期从西班图语使用者这一“主体”（一个相对的术语）分化出去的，这一过程非常不同于日耳曼诸语的整体分裂。

根据这一观点，首先“离开”的是说尼恩—扬巴萨语（Nen‐Yambassa）的人。之后是密恩—索阁语（Myene‐Tsogo），接着是比奥科语（Bioko）。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扎伊尔北部的阿卡—姆巴提语（Aka‐Mbati），从西南部诸语中分化出去并且扩散开。大约两个世纪以后，说西班图语人的“主体”一分为二，并分别建立起各自的语言体系：西南班图语和草原班图语（Sa‐vanna），包括刚果语和加蓬－刚果语。大约在公元前580年，布安—苏恩语（Buan‐Soan）分化出去，一个半世纪以后，布安语（Buan）又从中分离出去。公元170年左右，毕兰语（Biran）从这个子群中最东边的布安语中分离出来。到大约公元330年，在热带大草原，当南方的马尼埃马语群从西部邻近的班图语中分化出去后，西班图语初期的扩张停止了。只是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班图语才接着迅速地往东部和南部扩张，直到非洲的边缘，取代了沿途碰到的很多本土语言。

在缺少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西班图语的谱系最近在词汇统计学比较重建（承认随着所有语言的改变，某些革新必定会早于其他一些革新）的基础上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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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的统计判断已被加入这个谱系中，它通过研究词汇来确定特定语言（及其随着时间的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这被称作语言年代学（也称词源统计分析法），在语言推测方法上和词汇统计学一样。它的公式是基于有长期书写历史的语言这个事实：所有的基本词汇以稳定的速度变化或被替代。根据语言年代学支持者的观点，这个公式应该根据特定年限允许给定的任何词汇统计比例（通过对照类似语言中选定的基础单词来计算）来表示。

可是，词汇替代的速度不是固定的。这可能正如一个新理论指出的那样，语言也经历长久的均衡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化可能通过扩散、语言内部调整或语言融合而发生。然后，这个时期随后被突然地“打断”或扰乱，这就导致了所谓“谱系树”的产生。因此，对于班图语来说，所有语言年代仍然是主观推测。

当相关语言的发展具有无懈可击的有效性时，只有语音体系比较法（基于某一语言的声音系统）在这一研究领域能为它提供相对的年表，但却不能提供绝对的年代。人们依然可以合理肯定地说，到基督纪元开始时，说西班图语的人正在占领中非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一千年后，班图诸语开始了它们的大迁徙，到17世纪末时，它们最终到达了非洲大陆最南端。

六、汉语诸语

在比较庞大的汉藏语系中，汉语在地理上处于最东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亚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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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系包括很多彼此隔绝的语言——在这些语言中，“字”是一般的词素（某一语言最小的意义单位），以词序和／或特别的小品词表示语法关系。汉语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独立地位，而不像只在近期变得独立的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和意大利语。可能至少在5000年前，首批说汉藏诸语的人进入了黄河流域，并在那里长期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遇见了什么人，什么人的语言随后帮助他们创造了后来的汉语，这仍然不得而知。这显示在汉语词汇并非其语法中的一大部分，可能是从这些更早的定居者那里借鉴来的。

在周代（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220年），汉语的使用范围远比现在要小。汉语的中心是在黄河平原地带。但公元前最后一千年里，汉语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周边地区。经过几百年对周围外族人的征服，从而把汉语强加到了那些地区。直到今天，这些地区仍在使用汉语。这与西方的拉丁语如出一辙。六世纪前，人们使用的是古汉语。六世纪至十世纪的汉语被称作中古汉语。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明朝之初）使用的是早期普通话；十四世纪之十九世纪，是中期普通话；十九世纪初到现在，使用的是现代普通话。

在世界上，把汉语普通话当作第一语言的人比说其他任何语言的人都多。撇开这一事实不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缺乏现代气息的语言（语族）之一，其历史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至今，这一传统从未中断。在商代（约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100年），龟甲和牛骨上的卜辞以语言的形式写下来。这显然和随后周代更丰富的文献记录有着联系。毫无疑问，就是周代的语言演化成了后来各个时期的汉语，也包括现代汉语。

汉语自身的语标书写系统（非字母的）甚至使中古汉语语标的发音重现非常困难，因为人们对语音（声音）的元素不清楚。欲再现发音过程，可以借助于早期汉语的韵书。韵书有助于再现韵母；而通过对照朝鲜语和日语所借入的汉字，又可以识别声母。历史语音再现表明在公元前二世纪之前的古汉语在字前面使用辅音簇，但它们准确的类型仍不得而知。很快，这些辅音簇被减少为单辅音，导致汉语的形态成为单音节字。在一些汉语方言里，字的末尾仍保存着语音簇，另外据研究表明，古汉语的元音系统至少包含两个元音，但这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说多达十四个。另外，更早的汉语很显然是一种转调语——即通过改变声调显示语法，转调能产生差别，一旦这种转调丢失了，将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即引入或扩展其他字音来保存、标记特别的功能或字的意义。现在的专家仍在致力于再现古汉语（读音）。

在周代，汉语的书面语就像古代的拉丁语，可能与口语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后来到了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书面语与口语就有差别了，并且这两者间的差别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在扩大。如同拉丁语之于西方，书面语不再反应方言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即使在很早的时候，在中国就一直有着地方方言。但是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结束时，它们都没有发展成各自独立的语言。这比罗马语从低级的拉丁语中脱离出来早了将近一千年。

中古汉语与古汉语有着显著的差别。但这个时候，最初的辅音簇已经完全消失了。在中国南方语言中仍在使用的中古汉语声调系统，现在每一个高级的或低级的音区已变为四个音调（相比较而言，今天北方所说的北京话认为总共只有四个音调）。在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音素的数量上有过很大的减少——在语言中，一个音素就是用来区别一个字（或一个字的部分）与另一个字的最小的重要意义单位。比如，英语中的bin和pin只有两个音素区别。其结果是剩下许多同音意异词或很多字有着相同的发音，并且现在的北京话保留着最少的音素。这种音素数量的减少是整个汉语新词成分的需要，主要是同义词的合成（这些词具有相同或近乎相同的意思）。因此，今日的汉语中的词语往往不再是单音节（一个音节）而是双音节甚至是多音节（两个或更多的音节）。

今天，八种主要的汉语组成了一个语系，它们是互相之间不能听懂的语言，每一种都有着几种主要的方言。尽管古汉语可能与现代北京普通话不同，如同古拉丁语与巴黎说的法语不同一样，在整个说汉语的人中，或多或少的保留着一种很强的语言统一性的领悟力。这是三方面因素的结果：一个语标文字（规则）不能反映出不同的语言及其历时性的改变；书面语基于一种标准的方言避免同其他方言的竞争；有史以来中国总是处于不平行的政治统一中。今天的书面汉语是中古汉语文学白话标准语言的一个直接延续。

然而，在口语而非书面语中，很多语法小品词原本具有动词或代词（与代词有关的）的意义，过去是在句子中用来说明句法关系的，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弱化，而变成语法附标或者词的附属的角色了。现代汉语倾向于多音节主义，使用很多音节的词语；甚至走向凝集——通过将单一意义的字（成分、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派生词或混合词。

北方的普通话有三种主要的方言：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东南的和西南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标准语言，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统治下，一个共同的口语媒介或通用语对于商业贸易、官僚体系和政治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普通话产生于由外族统治的辽（公元916－1125年）、金（公元1115－1234年）、元（公元1271－1368年）时代所使用的通用语，三个王朝都定都于北京。所有北方人，以及超过三分之二说汉语的人都会说普通话，总共大约十亿人。自从二十世纪初，北京方言是中国大众的白话的基础，也是为绝大多数西方词典所遵循的汉语的基础。

现代中国南方的七种主要方言，在语音和声调体系上比北方方言更加保守：闽南话，在中国东南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海南岛和台湾；闽北话，在福建西北部；赣语，在山西地区和河北的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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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以及安徽、江苏和浙江的一些地区；粤语或广东话，主要在广东省、广西南部、澳门和香港；客家话，是分布很广的语言，主要在福建和广西地区；湘语，也以湖南话著称，在中国湖南南部的中心地区。

几个世纪以来，朝鲜、日本和越南用文言文作为他们日常书面表达的媒介。甚至到今天，这三个国家继续用汉语词根在他们词汇表中创造新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汉语可以被称作是“东亚的拉丁语”。最近，由于中国移民数量很大——虽然同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人比起来规模较小，但也足以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都能听到汉语。毫无疑问，在21世纪的未来大部分时间里，汉语语系的影响力仍将会相当大。

七、波利尼西亚诸语

波利尼西亚语也有一个古老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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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6000年前，其源头南岛语族总语系产生了原始大洋洲语系。该语系一方面包括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新卡列多尼亚岛和其他岛屿的南岛语族；另一方面包括原始东部大洋洲语族。后者包括了新赫不里底群岛北部和中部、密克罗尼西亚和罗图马岛的西部语族和东部的原始中部太平洋语族。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时，这些语言在斐济—汤加—萨摩亚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中心地带，最终演变成原始斐济群岛语（在西部）和原始波利尼西亚语。

波利尼西亚语是世界上最保守的语言之一。在过去3500多年里，波利尼西亚语的元音、词汇和语法一直非常稳定。这种情况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很少见到。人们可能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它的极端简化。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于原始波利尼西亚语中——为了表现语法，辅音用得很少、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汇比较简单、频繁的重叠（词语重叠，比如hulahula）以及极为有限的小品词。除此之外，波利尼西亚语中经常发生变化的是一阶辅音转换，例如k变为“‘”，一个声门闭塞；ng变为n或“‘”；t变为k，这些几乎都是方言中出现的，在整个波利尼西亚地区都很容易理解。波利尼西亚语的保守性和同质性可能是由于群岛之间持续而活跃的贸易造成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几百年前。

和其他语系不同，波利尼西亚语系中没有倍受争议的从属语言。另外，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不太明确，主要是由于除了极少数语言之外，大量相似的语言具有几乎同样的词汇和容易确认的语音替换。例如，‘house’在萨摩亚语中是fale，塔希提语中是fare，拉巴怒伊语（复活节岛）中是hare，毛利语中是whare和夏威夷语中是hale。今天，从西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到遥远的东南部太平洋的复活节岛，大约有36种波利尼西亚语正在使用。它们都是大约在3500年前由同一个原始部落中流传下来，并在新的各自隔绝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偶尔才和故土发生联系。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这就是千年后西方人所谓的“Polynesian”（波利尼西亚）——源于希腊语poly“很多”和nesos“岛屿”。

在和其兄弟语言——原始斐济语分化后，原始波利尼西亚语可能是在汤加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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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利尼西亚历史上，人们在岛屿或群岛间的迁徙是语言分化的一般原因。由于岛上的后来者数量很少，不可能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数量庞大的原有居民，那么居民的语言连续性是确定的。约公元前2000—1000年，汤加的原始语言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语言：原始汤加语（最终产生了汤加语和尼乌埃岛语）和原始核心波利尼西亚语（ptoto‐nuclear polynesian，萨摩亚群岛定居地可能是它的发源地）。大约2000年前，原始核心波利尼西亚语使用者迁移到了马克萨斯群岛西北部，在那里他们成功地建起了一个永久性定居点。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仅仅和故土偶尔进行贸易往来，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言——原始东部波利尼西亚语。

同时在萨摩亚，始祖语言也在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原始外围萨摩亚语（Proto‐Samonic‐Outlier）。在纪元后一千年里，最终发展成为萨摩亚语。而那群离开故土并定居他岛的人则产生了一些独特语言。这些语言同正在形成的萨摩亚语逐渐分离。在孤立的岛上，这些语言变成了后来的托克劳语、图瓦卢语、东瓦利斯语（East Uvean）、东富图纳语（East Futunan）、纽阿福欧语（Niuafoou）、普卡普堪语以及其他大约15种以上的语言。其中一些属于所谓的“外围语言”的特殊子群体，或者新西兰—夏威夷—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三角地区”西部说波利尼西亚语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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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纪元后一千年里，在马克萨斯群岛西北部说原始东部波利尼西亚语的人，迁移到了复活节岛，可能经过土阿莫土群岛、芒阿雷瓦岛和皮特凯恩岛。他们的语言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拉帕努伊语。与此同时，马克萨斯群岛东南部后来的定居者在那里发展了原始中东部波利尼西亚语。大约在公元四世纪，马克萨斯群岛的一些人离开故土，到达夏威夷。经过几个世纪，他们的语言最终成为夏威夷语。大约一个世纪后，马克萨斯群岛另外一群人到达了塔西提岛，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子系语言“塔希提语”。随后这种语言扩展到土阿莫土群岛、南方群岛、克马德克群岛和库克群岛。大约公元700年，库克群岛的一部分说毛利语的人将他们的塔希提语带到了新西兰。

到公元1000年，波利尼西亚的大规模迁移已经结束。太平洋上几乎每一个可以定居的岛上都有人居住了。马克萨斯群岛西北部和东南部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到十八世纪，在这些地区都已经形成各种独立的语言。在塔西提岛之南的南方群岛，尤其是土阿莫土群岛、库克群岛和新西兰，这些分化的语言称为“方言”，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比丹麦语和瑞典语的差异要大。而东波利尼西亚语在其他地方的使用者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分化过程。

十九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闯入太平洋诸岛，带来了灾难性的疫病，并开始劫掠奴隶，导致了96%的人口丧失；同时也导致文化毁灭、语言趋同、方言消失。因此，这里的语言遭到污染，并被英语（夏威夷、新西兰、萨摩亚、库克群岛）、法语（塔希提、土阿莫土、马克萨斯、南方群岛、芒阿雷瓦）和西班牙语（复活节岛）所代替。只有君主制的汤加和一些更为遥远的群岛得以幸免。

现在，绝大多数波利尼西亚岛民已经完全丧失或正在丧失他们祖先留下的语言，而被西方都市语言或者塔希提的混合语所代替，尤其是在法属波利尼西亚。而有活力的波利尼西亚语或者由于使用人口众多（汤加语、萨摩亚语、塔希提语），或者由于小片隔离（卡皮加马拉吉语、蒂科皮亚等等）而继续存在下来。还有一些曾经使用人口众多的语言（夏威夷语、毛利语），由于政府支持，在民间得以再度复活。波利尼西亚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学——舞蹈歌曲、宗教吟颂、神话故事、宗谱流传等等，这些在十九世纪几乎失传。这些口头文学，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西方学者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岛民记载下来。复活节岛有一种单一的、土生土长的书面语言——“朗格朗格语”，却是在十八世纪末受欧洲人启发而创造出来的。

这些代表性的语言家族——凯尔特诸语、意大利诸语、日耳曼诸语、班图诸语、汉语诸语和波利尼西亚诸语，展现了语言变化丰富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凯尔特语，作为一个重要而分布广的语系，仅仅几个世纪，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意大利语的一个较小的子系语言拉丁语，生出了一个庞大且同质性很强的语族——罗曼语，其语音和词汇在几千年后仍然从其母系语言中不断获益。日耳曼语由于其多样性和分散性，经历了和意大利语相反的成长过程；它的一个子系语言——英语——曾被意大利语改造很大，最终获得了世界语言的地位。班图语在非洲中西部产生了很多分歧不大的子系语言，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经历了空前的扩张，使其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汉语的最大特点是统一性和连续性，可能是几千年来社会严格的因循保守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造成的。波利尼西亚语经过扩张成为史前时期分布最为广泛的语系，同时或许有资格成为世界最保守的语言，而今却屈从于更为强大的都市语言，处境十分危险。

几千年来，大势愈发明显。例如：这些语言中很多都是从一种融合的类型（综合）转变为孤立的类型（分析）；也就是说，原语言用词尾来表现语法，但子语言丢掉这些词尾，而用小品词或介词的固定词序作为替代。几乎所有的语言变化都是周期循环的，这些周期是在融合的、黏着的、孤立的语句之间转变，还在——前端标记（动词附属）、从属标记（主语／宾语附属）、词句的严格先后顺序之间转变。在大约3000年的时间里，埃及语言从融合性变成黏着性，然后再变到融合性。由此可见，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化，它们经常勾画出一个相似的类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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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语言元素的变化比其他的变化更加稳定，可以凭此查明变化的层次。语音变化是语言变化中最频繁的一种类型。语义变化也以相对较快的的速度发生着。词语形态的变化，还有词语构成的系统变化和语法形式的变化，尤其是词形变化（像拉丁语puer、puerī、puerō、puerum等等）都相对较少。句法变化即短语或句子中词的顺序的系统变化，也很少发生。这些变化中最少发生的是单词重音的变化。词的音调和重音往往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特征，可以帮助语言学家把子语言和母语言联系起来、把借入词和它们的外来词源联系起来。例如：法语Marcel（重音在后一个音节上）来源于古拉丁语Marcellus（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当这个词脱离拉丁语进入法语后，失去了词尾－us，但保留了原来的重音位置。因此，现如今这个法语词的最后的重音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倒数第二个重音。辨认出这样一些痕迹，语言学家就能搜寻到许多语言的起源和联系。

随着时间的流逝，另外一个趋势也日益明显。人类数量越多，语言种类就越少。这看似荒谬，但却是事实。据推测，史前孤立隔绝的社会拥有更广泛的语言多样性。自城市化开始以来，日益增长的人口已经造成语言多样性的减少。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早期，工业革命导致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大流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现在仍然继续），产生了很多政治集权国家，从而需要标准的全国性语言。今天的国家语言，也就是所谓的都市语言，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淘汰几百种小语言。地球上现在大约有60亿人，估计在未来50年内要翻倍，因此可以预料在这段时期内，世界上很多更小的语言将会消失。

用一个很好的观点来结束对语言谱系的评述吧。人们经常听到像“有5000年之久的泰米尔语言”或“有1500年历史的英语”这样的通俗说法。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地球上没有一种语言会比其他语言“更古老”：现在正在使用的每一种自然的——既非复活的也非人造的语言都有几乎同样的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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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按：根据本段开头讲“南方七种言”，所以讲赣语似当为江西、湖北，而非山西、河北，或许是原作者有误。




第六章　走向语言科学


20世纪初，美国杰出语言学家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写道：“语言科学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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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梯一走就是数千年。在书面语出现之前，古人就把说话视为天赋之能力。各地文化或有不同，然多持此一观念。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印度和希腊就同时开始了严肃而有条理的语言研究。此一研究过程，相互促进，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到今天。希腊语法术语转化为拉丁语，如名词、代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冠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变音、词形变化、时态、格、性、主语、宾语等等。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仍在使用这些术语来描述语言。

古印度的梵语学者在语音学、音系学理论以及语法分析方面十分擅长。其研究方式之科学，表现出了知识系统化的方法和原则，远胜于当时的欧洲。然而，对于古印度语言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现在已知之甚少。相比之下，古希腊语言学的发展，自始至今，一脉相承。希腊语言学后来传至罗马。罗马后期的拉丁语法学家研究了拉丁语词汇的分类、变音、功能，以及句子关系等，鼓舞了中世纪的学者沿此方向继续前进，并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家进行重新阐释。这就为现代语言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并促使现代语言科学最终于20世纪产生。自从最早希腊人对这个方面进行思考以来，欧洲语言学一直就有这个传统：每一代人都从渊博睿智的前人那里获益匪浅（见图12）。因此，仅欧洲语言学的历史就能够总体体现语言学的历史。然而，也不应低估非欧洲语言学的影响。因为，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间，每一位严肃的语言学家对“何为语言？它来自何处？又将走向何处？”等相关知识都做出过贡献。





图12　语言学发展简况


一、印度

公元前800－公元前150年间在印度进行着世界已知最早的语言研究，它致力于保存印度更早的吠陀时期的口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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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西方一样，印度的学者也将语言研究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印度的语音学和各种语法主题，包括深奥的音韵学和语义学专著，超过了欧洲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一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即使不从历史角度考虑，对语言变革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印度的语言学家也超前预测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与古希腊语言学不同，印度的传统语言学似乎完全成熟了，其历史非常悠久，却没有记录下来，但达到了理论发展的极高点。印度第一部伟大的语言学著作是帕尼尼的《八章书》（Astadbyayi）。它是最早的关于梵文语法的科学著作，对印欧语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有论述，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传播于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间的某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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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印度的语言研究早于并取代了欧洲的研究，探讨了深奥的语言学理论以及语义学、语音学、音位学和描写语法，但印度有关语言的著作可以归到西方学术的同一大标题下。与文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相比，印度早期语言学家形成了令人信服的见解：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关联更多地是由于随意的习惯（传递社会的风俗），而不是对自然的模仿（模仿自然界的声音）。在他们的语义学研究中，已经把词语的意义看成是和继承物一样可观察的创造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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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最早的语言学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现代观点：所有句子都可以由独立的语言单元组成。（西方的语言学家直到20世纪才达到这一水平。他们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把精力集中在“词”上，并把它作为语言最基本的质点。）

一个古老的语言问题是“形式－实质”的关系问题——即，“实际的言语”与“特征、种类和规则的内在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被印度最早的梵语学者提出，他们发展了dhvani‐sphota关系理论。dbvani是言语形式；sphota是永恒而无声的语言实质。dbvani从sphota中取得，就像“人们从井中取出水来”。到公元前150年，在语音学中，印度语言学家已经把语音类型、精确的发音过程（发音的动作和方法）、辅音和元音部分以及分段合成有秩序地放到了语音结构中。很显然从这一点来看，古印度学者已经完全直观地认知到了语音学的原理——sphota的部分理论接近了这一原理——西方学者直到20世纪才充分地予以描述（见下）。

印度语言学家可能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们对梵语的语法分析，尤其是帕尼尼的《八章书》——尽管这本书没有完全理解今天的人们凭借“语法”所理解的东西。古印度学者看来是被语法迷住了，而寻求以最经济、最优先的安排来阐述所有的规则：一个评论员注意到当假定了语法法则，那么把短元音长度减少一半就和“生儿子同等重要”了。在格言“串”（“sūtras”）中以严格安排加以应用的单词的构成规则具有优先权利；相比之下，梵语的语音和语法描述几乎完全是设想出来的。帕尼尼的“语法”不仅仅建立了印度语言学，并且在大约2300年后，促成了欧洲比较历史语言研究的创建——它们共同开创了现代语言科学的篇章。

二、希腊

然而，这一科学是站在希腊的基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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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对语言研究最早的记载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时代之初。希腊人对异族人（barbaroi）或“说外语的人”不感兴趣，但希腊方言却令他们着迷。这是由于古希腊语（方言）像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方言）一样，内在差异非常大，而人们却都能敏锐地感觉到其深层的一致性。（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到“整个希腊社会，有着同样的血统，说着同一种语言”。）

绝大多数（而非全部）希腊方言被简化为文字。实际上，希腊人在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最伟大的文化成就可能是他们精心制作的字母表（见第四章）。对希腊文字（grammata）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是语法能力（technegrammatike），掌握这项技能的人称为“语法学者”（grammati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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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学的研究是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智慧追求”的一种方式。尤其是修辞学家，例如公元前五世纪西西里岛的高尔吉亚，研究并写出关于语言文字作为工具来促进演说技能的著作。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被看作是“第一个研究语法潜能的人”。他的对话录《克拉底鲁篇》中有一个关于语言起源和词语与其意义间的关系的辩论。它透露出，自然主义者相信词语是拟声的（声音表示意义），并以其声音来象征事物；而保守主义者认为词语是随机、可变的，因此任何的语言变化不过是一种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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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古代最伟大的学者，折中地写了关于语言的作品，发展了他自己的观点：“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因为没有自然形成的名称。”他对语言的理解毫不含糊：“言语是思维经验的表现。”

公元前2世纪，斯多葛学派的个别作品论述了语言的一些独特面貌，这在西方文化中还是第一次。斯多葛学派第一次将语言研究划分为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源学（词语历史）。希腊人擅长语法学，他们的研究影响了西方语言学进程长达两千多年。

对于语言起源中的模仿（模仿自然）和约定（社会约定）之争，斯多葛学派偏爱前者，亚里士多德则青睐后者。对于“规则”和“不规则”何为语言最重要的主题，也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8


 。（在公元前一世纪，朱利叶斯·凯撒穿过阿尔卑斯山进行军事征服时，他花时间思考了古典语言学中的“规则—不规则”之争，这足以说明此一问题受关注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认为规则性在希腊语言形态或词语系统构成中占据主流。现代语言学家懂得对希腊语言形态进行简便的描述，这是立足于对形式规则的辨认和调整之上的。

在斯多葛学派之后，希腊语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正确发音和文学体裁，并创造重音符号以便在书写中准确再现口语，荷马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文本。一些语音研究形成了文字，但是这些研究按字母顺序被确定，在文本字母和口语中不连续的发音之间设想了一种无效的关系。（字母和发音之间的真正关系直到现在才被认识。）希腊对语音学的理解一直是主观的，并且带有诗意的解释，绝对不像印度语言学家的描述那样充分。

可是，古希腊语法分析是有高标准的，它们的体系和命名法很值得效仿。主要基于雅典地区书面的阿提卡希腊语，希腊的语法描述采用了“词语—范例”模式，这对于同时代的拉丁学生们是很熟悉的，如amō（我爱）、amās（你爱）、amat（他／她／它爱）等等。但是，经典形态学没有被词素（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理论代替，因此，希腊语言学就在较高的“词语层面”上被“卡住”了，不能发展到几个世纪以前印度所取得的那一深刻的认识阶段。音位学也陷入了字母表上发音字母的泥潭中，使希腊语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书面语——而不是口语——的描述上。然而希腊人，尤其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第一次以一种欧洲语言，创造了一套语言学术语来描述可观察的语言特征和过程；这样一来，像“名词”和“动词”等术语成为非常有用的工具，并开始流行起来。

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狄奥尼修斯·斯拉克斯（Dionysius Thrax）的作品《语法技艺》最早对希腊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随后十三个世纪里被认为是希腊语言的最佳课本，只是忽略了句法（短语和句子顺序）。斯拉克斯的特点是简明、准确和整洁。另外，他的讲解夸大了语言的规律性及语法的主要领域。公元2世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阿波洛尼厄斯·狄斯克鲁斯（Apollonius Dyscolus）编写了第一部关于希腊句法的综合理论著作，后来对拉丁语法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他对句法的描述建立在两个支柱上面——名词和动词，并且发现语法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词语种类之间的关系里。这样，阿波洛尼厄斯预想了很晚才出现的主语和宾语的句法区别，以及支配与从属的概念。

除了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1260－1310）对希腊语“格”的语义研究（后来传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对“格”理论产生影响）这样引人注目的例子以外，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语言研究，大体上是由对古代文本的文学评论所构成，缺少希腊作家那深刻的思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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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学术从传到罗马开始，到这个时候，它的动力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在罗马，拉丁语已经成为使希腊语法理论继续存在的载体了。

三、罗马

公元前3－2世纪，希腊逐渐屈服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罗马到公元1世纪完全控制希腊世界，希腊语并没有臣服于拉丁语，而是拉丁语向希腊语投降。尽管罗马帝国西部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被迫屈服于说拉丁语的政府管理之下；而帝国东部，处于说希腊语的政府管理之下，有希腊官员、希腊文化、希腊思想。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数世纪之内，导致了帝国的分裂。希腊文学吸收了罗马的文学原型，而希腊语本身就是文化语言，就像一千年后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的地位一样。

至于在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罗马语言研究是希腊语言研究的延伸。在希腊和拉丁的语言理论之间没有一个明晰的观点鸿沟。但在完全相同的哲学领域中，两种语言有着相同的动态连续。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印欧语言的相对的类似性，孕育了一个同样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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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产的博学家瓦罗（公元前116—公元前27）是第一个探讨语言学的关键性的拉丁语作家，其作品流传至今。然而罗马人肯定编撰过更早的著作。他的《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最初有25卷，但只有第五至第十篇以及其他一些残卷保存下来。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了语言学中有关“规则—不规则”（anomaly‐analogy）的辩论，也有关于拉丁语的性质和较早阶段情况的独特见解，而不仅仅是模仿希腊前贤。瓦罗的著作分为词源学、词法学和句法学，有丰富的拉丁语示例，论述明辨深刻，可与最好的希腊作品争锋。尽管古代明显忽视了历史语言学，由此对共时或历时的考虑也交替进行，很不适当。但瓦罗在讨论同一词根的单词形式的变异时，他在赞成或反对“规则—不规则”的论证中，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在一个语言的词语构成及其相关的意义中，对两者都予以承认。

如果他的观点不是取自一个更早失传的作者，那么瓦罗在他的时代是相当创新的。他区分了词的派生（例如“derive”变成“derivation”）和屈折变化的（例如在“derives”所体现）构成，并发现后者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而前者是非自然的且更为受限制的变化。他对拉丁词语形态的分类也具有很高的独创性。与希腊人不同，瓦罗不是简单区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主要种类并根据名词（格的变化）、动词（时态变化）、分词（格与时态）和副词（非格也非时态）的屈折变化建立四大类别，而是进一步描述了每一种词的独特功能。名词命名事物，动词做出陈诉，分词连接成分（它们具有和前两者一样的句法规则），而副词则支持前三者。瓦罗显然被具有共同词根的词语的广泛语法种类所吸引：例如lego“我选择，阅读”；lector“读者”，legens“阅读，某人正在阅读”；以及lecte“精选地”。

瓦罗毫无疑问是罗马最早的语言学家。与其他那些只是肤浅地讨论语言话题、专注于文学题材或盲目地遵循斯拉克斯（Thrax）的作品《语法技艺》（Techne）的罗马作家相比，瓦罗非常卓越。瓦罗之后，罗马人对规则－不规则的论战缺乏了进一步的兴趣。一个重要的继承者是公元1世纪的昆体良，他在他的十二卷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一书中，重复了斯拉克斯所声称的语法在通识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并肤浅地回顾了拉丁语的“格”体系。到6世纪，罗马语言学实际上等于是把对希腊语的术语和分类方法的采纳、分析、应用施之于拉丁语。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迪代默斯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后半期就撰文指出，希腊语法的所有特点在拉丁语法中也能找到。

只是在后拉丁语时期，描述性的拉丁语法才定型，在随后的所有世纪一直作为整个西方教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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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拉丁语法学家的主要著作是普里西安的《语法基础》（Institutiones Grammatiae），写于约公元500年的君士坦丁堡。在他两千页的大部头著作中，对经典文学中已经陈旧的语言，普里西安描述了他的思考和以希腊语言为基础的分类。普里西安的目的很清楚：将拉丁语言学追溯到希腊语言学的源头上，特别是斯拉克斯的《语法技艺》和被普里西安称为“最伟大的语法权威”的阿波洛尼厄斯·狄斯克鲁斯（Apollonius Dyscolus）的著作。普里西安的著作模式是希腊的“词语—范例”模式，对派生词的层面之下的任何要素都没有给予重视。例如，普里西安把“domus”（房子）看作为语言的最初一级，就像所有西方古代人们一样，他一直没有意识到dom‐和‐us都是词素（最小的意义单位）；并且d就是一个音素（这与拉丁语tomus“砍、切”中的t形成对比）。普里西安对古典拉丁语进行了最全面的描述，其成果直到今日仍是拉丁语的教学基础。《语法基础》是中世纪（修道院的）缮写房抄写最多的语法书，也为中世纪的语言学家布置了舞台。

四、阿拉伯世界

在中世纪的近东、北非和西班牙，伊斯兰文化的融合引发了很多重要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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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著作的作者中有一些实际上是西班牙的犹太人，例如，伊本·巴鲁恩（Ibn Barun），他编撰了一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比较学专著。然而，绝大多数的作者是穆斯林，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古兰经》上。自7世纪以来，古兰经就被视为真主的话，通过先知穆罕默德用阿拉伯语来传达，不允许翻译，即使对不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也是如此。要实现对伊斯兰的广阔地域进行阿拉伯语教学这一要求，有必要在数百年间建立几百所阿拉伯语学校，然后详细制定出阿拉伯语的阅读、写作和发音的规则。

一些古兰经学校强调阿拉伯语作为自然的表现，有着自然而多样的来源；并把它普遍化，去涵盖所有语言。他们更像希腊古典语言学的自然主义者。那时，如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也有其他一些学校。在那里，亚里士多德直接影响了阿拉伯人对语言约定的任意性和系统的规则性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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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阿拉伯世界发展了它自己独特的语言研究方法，避免了像拉丁语法学家对“希腊原型”的那种全盘采用。

巴士拉的非阿拉伯裔波斯人赛巴维（Sibawaih）在公元8世纪写了一本语法专著《读本》（Alktib，即The Book），将其对阿拉伯语的所有讲授合并在其中。赛巴维在先前坚实的语言研究基础上自成一家，精确地界定了直到今天都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阿拉伯语。他对发声进行了语音学和解剖学的描述，每个方面都提供了准确的专门用语，以致人们怀疑是印度人的作品，尽管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读本》叙述的精确性，肯定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取得的成就更为出色。

阿拉伯语言学后来再也没有取得过这种优势地位。

五、中国

早在公元前1100－公元前900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部词典。中国人对语言分析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音节－语音”的象形文字来最忠实地复制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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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89年，作为音节发声之组成部分的汉语声调，首次得以系统地确认——可能是通过熟悉字母书写的佛教僧侣作为中介。11世纪，在汉语音韵表中出现了进一步的音系学分析法，它是按声母纵向排列，韵母横向排列。所有可能的中间字母、尾字母和声调，即使受本来音位结构的限制而口语中没有出现，也都标记出来了。根据发音对音韵表中的声母进行周密排序，显然是受了梵语学家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这种拟韵（即，与作诗或诗律系统研究相关的）的音系学分析法，适合于汉字字形，从整个中世纪到现代，一直是汉语研究的基础。假如中国学者一开始就强调中古文学经典的重要性，那么后来它们的要点可能已经附入北京话以及其他地区的汉语方言中了。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方言学家潘磊（Pan‐lei），遍游中国各地，描述了他所遇到的很多语言和方言。

西方和印度——尤其是后者，在公元前最后一千年所达到的那种学术研究水平，汉语语言学从未达到过。19世纪晚期以来，汉语语言学的首要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最有效地用西方字母标注汉字。

六、拉丁中世纪

“拉丁中世纪”是欧洲约公元600至1500年这段时期内，一个方便的但可能从历史角度来说，是误导性的名称。“拉丁中世纪”的语言研究的特征是以教会为基础定位的，并保持在教学层面。罗马崩溃后，所有西方国家未考虑本地语言，而将拉丁口语和书面语作为教育语言保存下来；学习语言就是学习古典拉丁语法，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早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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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文科”包含的教育，至少有三种——语法、辩证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与学习拉丁语直接相关。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拉丁语法被看做是七大文科中最重要的一科，是正规教育的真正基础。当然，七大文科都从属于神学。

在拉丁语法研究中，只是依旧重复两大权威普里西安和多纳图斯的观点，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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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抄写圣经和教拉丁语统治着修道院的时候，具有语言学思想的僧侣评论、注解、写作词源学著作并编纂词典。其中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他在7世纪早期写的《词源学》，堪称是中世纪的“大英百科全书”。很早就有人尝试写作独立的拉丁语法和会话书籍，如8世纪诺森伯兰的彼得和阿尔昆。爱尔兰人首先将拉丁语法的原理应用到本地语言中，开始了一个在爱尔兰兴盛多个世纪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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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1100年左右开始的经院哲学时期，随着欧洲首批大学、哥特式建筑和宫廷文学的出现，语言研究仍然由教义教学构成。而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亚历山大·德·维勒德尔的《教义》（Doctrinale），大约1200年左右的一本拉丁语手册；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法；12世纪一个卓越而不知名的冰岛人，被称为“第一文法学家”，写了《第一语法专著》。这个冰岛人提倡拼写改革以便能更好地书写冰岛语，并将很少有的语音学和音系学分析写入书中。实际上，这个“第一文法学家”找到了音位学——一种语言的声音意义的内在系统——的根本原则。他的著作包含了中世纪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但却一直被忽略到20世纪。

语言传统（而非革新）在中世纪达到成熟的是“思辨语法”，著作有《论表意的方式》（De Modis Significandi）。这本书写于1200－1350年间，作者很多，他们大体具有相同的理论观点和语言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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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世纪语法学家”将普里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法的描写综合到经院哲学中（经院哲学是一个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入天主教神学的思想流派）。中世纪语法学家声称，对拉丁语的简单描述已经不够了，需要对拉丁语的要素和分类给与更深的理论和更好地辨明。哲学现在被注入语法，“是哲学家而非语法学家在仔细思考事物的特性……认识语法”。

出于这种理论风气，一个新观念产生了：由一个“普遍语法”来支撑所有语言。最早的思辨语法的作者之一，英国的罗杰·培根（1214？－1294）写道：“语法，从其本质上讲，在所有语言中都是一样的，只会偶尔有些变化。”（从那以后，理论语言学家一直在寻找“普遍语法”。）语义学被特别用于尝试界定词语的“意义”（significatio）与其“相关替代”（suppositio）之间的差异。

然而中世纪语法学家的主要兴趣是语法本身。在此，他们创造了复杂精密的术语用来解释哲学语法完整而连贯的系统。在一些重要方面，他们对普里西安不太满意。普里西安仅仅对拉丁语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他们则把这种分析提高到了解释性的程度。例如，在他们的句法体系中，对特定类别词语的功能理解更为透彻，并采用了更为恰当的释义。中世纪语法学家对句子结构和句法分析也形成了全面一贯的理论。与普里西安的屈折变化词汇层面相比，这就进入了更深的结构层面。在他们的语言理论中，中世纪语法学家相信，人类头脑执行的抽象、思考、交流的过程，在所有语言中都是一样的——这个理论一旦遇到非印欧语就会崩溃。中世纪语法学家的“思辨语法”，虽然与今天的正规语法差距很大，但却是连接古代和现代的一座桥梁。

七、十九世纪之前

经典作家们收集材料来描述希腊语和拉丁语。中世纪语法学家思考了拉丁语的使用。但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学者研究了非欧洲语言，阅读了非欧洲语言学家的著作，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语言研究中不再占有首要地位。语言本身成为考察的对象。当然，在中世纪，欧洲学者对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有所研究，特别是希伯来语对于基督教具有重要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希伯来语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德国人约翰尼斯·罗伊希林的《希伯来语法纲要》（1506年）为欧洲语言学家阐明了希伯来语与众不同的词类系统，包括有格变化的名词、动词以及无格变化的小品词。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其他语言的语法书，包括15世纪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16世纪的法语、波兰语、古教会斯拉夫语。这一时期还印刷了首批词典。《圣经》被翻译成方言土语，只有起源时期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的关系才可以与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发展状况相提并论。随着民族文学的兴起，发音和拼写变得更为标准。

本地语言的新语法书集中于正字法（拼写）上，这使得还没有统一为国家的各民族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理解。尤其在有亲缘关系的罗曼诸语中，包括意大利语、普罗旺斯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现在人们意识到这些语言不是古拉丁语的简单讹用，而是在系统描述方式上有所不同的独立语言。各地语言完全摆脱了拉丁语而不再受约束，作为独立语言，因为其本身具有的优点而被研究，其语法同样值得学者们去思考。

现代结构主义的先驱，法国的皮埃尔·拉梅（约1515—1572），他的《辨证法》（Dialectique）是法语中第一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说的全都错了”）。他也写了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语法书，并在《学校语法学》（Scholae Grammaticae）一书中对语法加以理论化。离开先前的方向，拉梅声称，古典语言应遵循经典用法，但现代语言应该遵循观察到的用法。这样，拉梅的语言描述和分类法强调的是实际词语形式而非古典理念之间的关系。

秘鲁的盖丘亚语（1560）、巴斯克语（1587）、巴西的瓜拉尼语（1639）以及很多其他语言，包括汉语，也都开始出现印刷的语法书籍。人们很快意识到世界其他语言实际上与希腊语、拉丁语非常不同。现在，古希腊语及拉丁语被尊为古代典范，而非活的理念。各地语言开始代替中世纪拉丁语作为教育语言，这个被拖延了的进程，直到19世纪，才在一些欧洲国家得以终结。古拉丁语现在也被恰当地尊崇起来并被客观地加以描述。拉梅本人采用新拉丁字母j和v来表示准确的半元音发音，这就与拉丁语i和u的元音发音完全分开了。印刷术推进了读写能力，而更好的读写能力意味着常识和认知水平的突飞猛进，只有20世纪的技术革命与之相似。进而，学术团体形成了，例如1635年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和1662年英国的皇家学会，它们是语言研究和争论的经常性论坛甚至是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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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16世纪到18世纪，语言科学超出了纯语言导向的问题的范围，而变成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之间哲学辩论的工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语言。经验论者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强调实测的事实；而唯理论者不相信感官感觉，但相信的人的理性论证，这可能更接近传统。然而，两派的说法都相信哲学推理的基础在于数学和牛顿的学说。这段时期，所有的语言研究都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的影响。至此，人们才第一次热衷地呼吁新发明一种“世界语”作为国际间学术和贸易的交流媒介。

英国经验论语言学的结果是第一次系统描述了英语语音学并开始正式分析英语语法，以摆脱普里西安的拉丁语法的支配。由此英语语音学派产生了，他们基本上建立了对英语的语音学和语音体系的研究。尽管绝大多数英语语法学家仍然强迫英语穿上普里西安的拉丁词语分类的紧身衣，但也有些例外的人，他们鉴于对英语实际用法的直接观察而敢于抛开传统：威廉·霍尔德的《语言原理》（Elements of Speech，1669）接近了辅音的浊音－清音差异的分节诊断法——即b／p、d／t、g／k等等——这优于早于他的任何西方学者。

对于唯理论者来说，他们的运动产生了哲学语法。其中很多人特别将自己的灵感归功于法国波尔罗亚尔学派（1637－1661），这个学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8世纪。由于波尔罗亚尔学派对非基督教徒的古典主义不信任由来已久，这些唯理论者的语法学延长了中世纪的经院语法，意欲一种“普遍语法”，不是作为拉丁语模式或理念而是作为一种用本地语言来表示的普遍语法理论。波尔罗亚尔学派语法学家的目标就是揭示表达人类思想的所有语法的潜在一致性。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试图通过对九种经典词汇分类进行语义学上的彻底而重新的演绎。例如，将副词从结构上仅仅视为缩略的介词短语。波尔罗亚尔学派语言学家相信这一理论在事实上是存在的，他们甚至着手写一部以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以及同时代欧洲各国语言为基础的语法通论。

18世纪的语言研究以更为全面的哲学方式讨论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和卢梭认为语言产生于通过手势和喊叫对自然进行模仿，之后，从十分简单的“声调”开始，进而发展到了抽象和语法的综合体。德国人约翰·戈特弗里特·赫德认为，人类语言的成长和人类的思想一样，经历了连续的发展和成熟阶段，且彼此相互依赖。赫德相信听觉官能首先推动了语言，之后，随着语言的成熟，又和其他感官共同形成了“简单的词汇”。英国人詹姆士·哈里斯，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徒，他认同赫德的关于个人语言习性的观点，并基于名词和动词的两个“主角”——他认为从人类会说话开始便成为所有语法的基础——发展了一套语言学理论。

爱丁堡的蒙博杜勋爵（詹姆士·伯内特）的六卷本专著《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也讨论了语言的历史发展，断定人类社会的形成是语言创造的先决条件，并声称，当代的一些“古老”语言显示人类具有“一个原初语言”的特征。例如，人们发现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里缺少抽象词汇和语法组织。（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活着的语言比其他的更为“原始”，每一个语言都能够满足于当下的需要。）这并不是很多人声称的“语言学的自大”。在走向真正的语言科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这是最伟大的语言学突破前的探索。

接近18世纪末，新资料的大量汇集，使语言学家采用了更为历史的而更少理论性和哲学性的语言研究方法，对目前还未知的语言进行类型比较。由于遇到了古代梵语文献以及梵语语言学的丰富传统，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研究。1786年是一个标志年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42岁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爵士，在加尔各答向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宣读了一份当时十分著名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发现了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以及古波斯语之间的起源关系。

想法本身并不新颖，但琼斯首次引入了两个新观点：语言可能具有历史的联系——“具有某一共同的源流”，正如他所叙述的那样——而非彼此间产生的关系（即，梵语到希腊语再到拉丁语）；存在“始祖语言”，即今天的语言学家所谓的“元语言”。琼斯的学术成就不仅开创了历史语言学的领域，而且向西方学者打开了超过2500年的梵语语言学传统。结果，梵语和西方传统的混合导致了19世纪前半期现代语言科学的建立。

八、十九世纪

19世纪初，真正的语言科学开始出现。19世纪是历史语言学的世纪——即，寻找语言的相似性与不同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并通过发展科学的词汇表和工具来实现。对印欧语言的历史研究主导了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并为所有其他语族的研究建立了标准。这主要是说德语的学者们在建立新语言科学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反映了同时期德意志公侯国、奥匈帝国和瑞士的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贡献。

在12世纪，冰岛的“首位语法学家”已经注意到冰岛语和英语的词汇具有相似性。14世纪早期，意大利的但丁在其《论俗语》（De Vulgari Elopquentia）一书中描述了方言以及语言差异，这是独一的源语言（元语言）随着时间的消逝以及语言使用者在地理上扩散的结果。然而，对但丁来说，希伯来语是世界上第一个语言，是上帝在伊甸园中给亚当的礼物。所有的语言差异始于《圣经·创世纪》第II章描述的巴别塔（通天塔）的毁坏。同一模式的关于语言历史的记载一直持续到（也包括）19世纪，没有人敢质疑圣经的记载。

很多学者，例如德国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已经要求筹备包括世界各种语言的语法和词典，以便储备更多的信息，为语言学的归纳提供基础。特别是18世纪，编制了通常包括耶稣基督祷文的词表，并对语言进行了调查。这类收集活动的疯狂顶点，是德国人彼得·西门·帕拉斯四卷本的《全球语言比较词汇》（Linguarum Totius Orbis Vocabularia Comparativa，St Petersburg，1786—1789），包括了200种语言。德国人C.J.克劳斯在1787年对这套书第一卷做的评论中认为，该书首次为科学地——以一种非古典的、不遵循《圣经》的现代框架——讨论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提供了可能。

1808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出版了关于梵语的专著，在书中，他积极主张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词语形态学或系统词汇构成），以便能够揭开语言的遗传关系。在这本具有奠基意义的书中，施莱格尔创造了专门术语“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包含了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

丹麦人拉斯马斯·拉斯科（1787—1832）和德国人雅各布·格林（1785—1863，格林兄弟之一）开创了对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拉斯科第一个系统地比较了几种印欧语言的词语结构，建立了词源关系的模型。在1818年，他指出：“两种语言中有必不可少的词语，如果发现它们的结构一致性达到某种程度，即，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字母变化的规则，那么在这些语言之间就有基本的联系。”

格林的工作和拉斯科相似。他在1822年的《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一书中，描述了后来所谓的“格林法则”，通过日耳曼语识别了三个音位和三种发音的辅音级别间的替换，而其他语言的语音体系没有揭示这些相同的变化。这一点拉斯科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构想并加以说明了，并提供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所谓“发音法则”，最终找到了印欧语和其他语系间的识别方法。（格林本人没有看到这里的语言法则，仅仅看到了一个具有一般趋向的“声音转换”。）

其他学者也在做相似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一门新科学出现了。弗朗兹·博普（1791－1867），他从1812年就开始学习梵语，经过了四年多的研究，出版了一部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词语结构的专著，目的是探索音调的变化发展（词尾的规则显示语法特征）。他对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出版于1833－1852年的《比较语法》的书中（Vergleichende Gram‐matik），博普实现了对所有的变化形式进行比较的这一目标。继拉斯科之后，他也研究了个别语言之间的发音相似性，最终将立陶宛语（Litauan）、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以及斯拉夫语和凯尔特语都纳入到印欧语系中来。博普在今天被看成是印欧语历史比较研究之父，现代语言科学的真正创始人。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是19世纪最具独创性的语言学思想家之一。他是作家、历史学家，也是普鲁士重要的政治家。他一生中出版了很多关于语言的著作。在他的语言理论中，强调了所有人都具有内在的语言能力。希腊和拉丁哲学家宣称语言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而洪堡特则认为，是人的思维创造了词语和语法。地球上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其使用者的独特创造。运用语言的内在言说形式（innere Sprach form）——语言的内在结构，赋予语言以形式和规则：有的是某一语言独有的，也有的属于全体人类共有（语言的普遍性）。每一种语言都是过去语言的映射，语言里的每一个词语在语义和语法框架中都预设着语言的整体。语言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发音，还在于全面的世界观（Weltansichten）——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

洪堡特是19世纪最伟大的理论语言学家，尤其对20世纪早期出生于德国的美国语言学家和20世纪中期的欧洲语言学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21世纪初期，冯·洪堡特的内在言说形式为普遍语言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一框架是为了解释：族群社会是如何能够通过语言居住在不同的心理现实中，并接受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冯·洪堡特对语言理论最直接的贡献是：把“字／单词”作为最主要语法单位，在此基础上，把语言分成孤立的（汉语）、黏着的（土耳其语）和屈折的（梵语）三个种类。

其他的学者也在迅速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奥古斯特·施莱歇尔（1821—1868年）在对原始印欧语进行重构和语法描述时，引入了生物学方法来研究语言。施莱歇尔最著名的是谱系树模式（Stammbaumtheorie），或称“家谱树模型”，它把所有现存的子语言聚集在一起；按照共同特征，把它们分成像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凯尔特－意大利语等亚科；然后，再沿着它们追溯到印欧母语，施莱歇尔接着尝试把它们再拼凑起来，或叫“重构”。尽管这样做有缺点——真实的语言不能从彼此间“分割”或“分叉”，实际上极少的语系适合这个模型（像印欧语、波利尼西亚语和闪族语）——但在历史语言学中，谱系树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它也非常好地适应了达尔文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一直到19世纪末，都在支配着自然科学。

19世纪最后25年里，语言科学是以最初有争议的新语法学派为特征。新理论是在赫尔曼·奥斯特霍夫（1847－1909）和弗里德里希·卡尔·布鲁格曼（1849－1919）的指导下产生于德国莱比锡。这一理论提出：就像机械过程一样，所有的语音变化都依据法则发生，这些法则不允许同一方言中有例外，以至于同一读音在同一环境下总是以相同方式发展。印欧语之间经过一系列正式联系往来之后的顺序识别促成了这一观点。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全部的科学基础似乎是：承认人类语言随着时间推移，其发音变化具有规律性。正如新语法学派曾经说的，如果发音变化没有规律性，那么就会被随意的变化所控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语言科学。

新语法学派的工作把语言学研究转变成一门科学学科，其方法像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一样严谨。但它只把目标集中在数据和支配数据的法则上，却抛弃了对语言的思考。在这一新的语言“机械化”中，像洪堡特的语言结构观念那样更有价值的工作是不受欢迎的。新语法学派战胜了所有有竞争性的理论家，一大群著名语言学家们——德尔布鲁克、保罗、迈耶吕布克、赖特、梅耶、博厄斯、萨皮尔和布卢姆菲尔德——对新语法学派的原则和方法，或是促进了其进一步发展，或是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而进一步提高。

对新语法学派也有非常合理的批评，尤其方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发现，在局部而非普遍的使用层次上，语言有很大的不规律性。法国主要的方言学家朱尔斯·吉耶龙（1854－1926年）甚至指出“每一个词语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从思考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每个词都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新语法学派针对的就是这个更大的系统本身。20世纪的语言科学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对新语法学派学说的修正，而不是取代。

十、二十世纪

通过将非印欧语纳入到新语法学派的视野，以及作为对新语法学派所主张的结构的和共时的、而不是比较的和历史的语言学的不同观点的回应，20世纪语言学预示了新语法学派的原理和方法的扩张。如果说中世纪的重点是教学式的语言学，18世纪是哲学语言学，19世纪是历史语言学，那么到了20世纪，盛行的是描述语言学——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的语言结构，通常将历史的和比较的资料排除在外。

19世纪在传统语法、梵语学术成就和采用其他学科原理三方面皆有突破，20世纪之初，人们沿此路线继续前进。20世纪之初，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是瑞士的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他在日内瓦的演讲改变了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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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对历时的（有时间顺序的，历史的）和共时的（在某一时期独立自足的，描写的）的语言研究进行了精确划分，且每一个都有一套原则和方法。他进一步区分了“语言”（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言语”（说话者的实际言辞），而语言包含了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索绪尔还论证了语言在词汇、语法和语音的彼此相关的系统内具有历时性，他声称，语言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于语言来说，标志着“结构语言学”的诞生。

索绪尔对音系学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他的结构主义方法与语音学的最新思考——对说话的声音进行研究和系统分类——相一致。英国的亨利·斯威特（1845－1912）在1877年几乎已经界定了音素的概念，并比较了英语对词bin／pin的明显差异。1894年，由波兰人博杜安·德·科特奈出版的一本著作对音素（Fonema）现象给了准确的命名，并区分了简单发音（随意发音）和音素（意义发音）。当索绪尔的演讲记录在一战后期获得了国际认可后，音素的概念以及词语本身才成为语言学规范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语言学界”进一步发展了音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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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音素看成语言（langue）和语言内在相关部分的附属，并把它当作一个复杂的音系单元。他们相信，每一个音素包含许多独立而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总和使其成为独立的语言元素；但在所研究的语言中，每一个特征和其不存在时相比，或和至少另外一个音素的某一特征相比，能显示出明显差异。根据音素特征的详细对比清单，整个语音体系就可以分类了。以这种方式，威尔士语的p／b，ff／f，th／dd，t／d，ll／l和c／g（按字母而非发音书写）显示出音素的清音／浊音的差异。由于受到很多其他音素的影响，或由于各种现象的原因，这些差异被视为是在不同单词位置的紧缩、扩张甚至消失。甚至重音、长度、音调和结合点——所谓的“超音段特征”——被用来显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正常的辅音－元音部分之外来承担意义。由于“布拉格语言学界”的努力，音素在语言理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今天，在对世界上任何语言的描述和分析中音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20年代，当欧洲继续产生很多有重大影响的共时性研究成果的时候，美国在描述语言学领域也开始飞跃发展，最终在20世纪中期主导了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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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由三个以美国为大本营的语言学家实现的：德国人费郎兹·博厄斯（1858－1942）、德国人爱德华·萨皮尔（1884－1939）和芝加哥出生的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1887－1949）。博厄斯和萨皮尔都是德国时期背景的产物，而洪堡特的语言理论在他们的作品中产生共鸣。但是美国也影响了他们，在美国，人类学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特别基础。这时，美国和加拿大的本土语言受到了科学研究。博厄斯主编参与合著了《美国－印地安语言手册》（1911－1938），在这本书中，博厄斯用了描述语言学的技术来处理那些从来没有用正式科学术语描述过的语言。几代实地语言学家，当第一次着手于一个从没有被描述过的语言时，可能是依靠博厄斯深思熟虑的理论和技术的组合进行研究的。博厄斯依据德国的模型，在美国科学专业化时期，改变了美洲人类学的前进方向。

萨皮尔曾在博厄斯门下学习，他从一个广泛的视角研究语言，看到人类的活动方式遍布语言的各个方面。他尤其对语言类型学——基于类型（如独立型、黏着型、屈折型等等）的语言分析——感兴趣；并且认为，通过确定各种语言的一般语法和形态学特征，可以实现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类型学。这是为了反对与他同时代的人对语义学和心理学的依赖。萨皮尔《语言》（1921）一书一直是对类型分类最好的一般性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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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卢姆菲尔德的基于规范分析的语言学方法，受到美国实证主义行为心理学家的高度制约。这也反应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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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语言》一书1933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版，不仅是二十年来语言学最好的引导性说明，而且也是这门学科主要的大学教材，影响了语言学科本身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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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卢姆菲尔德时代”见证了大多数美国语言学家通过可描述的客观操作和概念而集中研究、规范分析。根据直接的要素分析，句子结构形成了“图表”，音素和词素也登上了“中心舞台”；词素在“树”——描述规模和复杂性不断上升的结构图中被连接起来。句法规则和词语形态及很少被注意的陈述性的模型是其分支之一。

美国的肯尼斯·L·派克和他的同事以直接要素分析为基础，主要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创造了序位分析体系，并把序位看作是基本的语法单位和结构“空隙”——在句子中可以安放特定种类的语法项的地方。然后，句子并不是作为直接要素的连续——如同布卢姆菲尔德语言学那样——而是作为并行要素的字符串被更加精确地分析。

二战后，语言科学开始从片段发展到多种半独立的亚领域。就语言学研究的每一个方面——句法学、音韵学、语音学、语义学、符号学（符号和信号的研究及其与意义的关系）、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词典编纂学或其他领域——存在的复杂性来说，这一过程是必需的。语言学的兴趣范围也在扩大，并包括了语言的民族、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更广阔领域，导致了民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重要领域的出现。

20世纪后半时期，语言学家、语言学课程和理论的数量都经历了越来越快的增长。值得注目的是，在这50年里关于语言的著作比先前的2500年里写的都多。语言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步成果被从海量的资料中提取出来。一个全新的动态也揭示了至少在一个新的世纪里语言科学可能采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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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英国，致力于语音体系研究的J·R·弗思提出了他的“韵律分析”理论，即一些人所谓的语境理论。言辞中的单词和短语成分，只有在实际应用的具体语境中与它们的各种功能相联系时，才能呈现意义。所有语言形式在三种不同层次上（词汇、语法和音位）构成一套抽象概念。这涉及到在三个层次中的每一个相同层次上，句法结构和词形变化系统中的声音输入以及彼此相关的元素和分类的实际特征及其形成原理。在这里，语音体系成为语法和言语（语音）之间的联系纽带

27


 。

在实际语言传输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分析，由起初属于“布拉格语言学界”的罗曼·雅克布森提出。二战后，他从听者的角度分析音位的听觉特征，来解构世界各种语言的音位，并构成了多达12种的成对比较组合（尖锐／低沉，松散／紧凑，等等）——根据它们声波的不同频率的能量分布来界定，然后就能在特征对比模型上分析一个语言的音位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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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标志着俄国语言学与西方传统的决裂。苏联语言研究十分奇怪地被尼古拉·Y·马尔（1864－1934）所控制，他还编造了自己的语言历史理论。马尔甚至拒绝印欧语理论，他采纳了把手势作为语言起源的陈旧观念；他把这一观念结合19世纪的类型学作为语言进化“阶段”的指标。正如人们所知，1950年，约瑟夫·斯大林下令大规模抛弃马尔的理论，自从那时起，俄国语言学家重新开始采用西方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尤其比较擅长词典学（词典编纂的原理和实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词典编纂在语言科学中达到了和语音与语法等同的成员地位。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语言学家重新阐释了新语法学派的发音规则的观点，并把它改成了混合音位学理论，把一些语言的历史变化，如日耳曼语的“第一次发音转换”，看成一个系统内的变化——而不是自主发音里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在说话者发音的接连变换过程中，维持了语音之间的张力。现在不仅要研究结果，还要研究原因。人们发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于语言自己的语音体系内。每种语言在各个层次都努力朝匀称看齐，但是从解剖学上看，人类声道是不匀称的。这产生了自动引起再调整或改变的始终存在的不平衡。为了实现有意义的交流，对比是要维持的。因此，语言不依赖于人的有意识的干涉，而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变化，目的是为了维持这些必要的对比。

在另一个研究领域，美国的西德尼·M·拉姆的“层次语法”，为句子分析假定了在语言结构中有四种依次下降的层次：语义的（最小的语言意义单元）、词位的、词素的和音位的。每个层次和另外一个都是相关联的。层次语法有意识地拒绝布卢姆菲尔德分布分析，使人们可能遇见的很多种结构关系变得明显起来，同时，一个分析层面的结构同另一个层面的另一种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方式也变得明显了

29


 。

1957年，传统语言学有了一个重要突破。那一年，美国人诺阿姆·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一书出版，并提出了“转换性可生成语法”的概念

30


 。可生成语法本质上是要“设计”一个或多个成套的特定句子放在更多的或许是无限多的句子系列上——这些句子组成了人们正在描述的语言——这是一个描绘人类语言创造性的过程。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主要是美国的许多语言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做了修改；转换性可生成语法为了“生成”无限多的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通过构造语言类型来作为规则，试图以此说明一个说本地话者的语言能力

31


 。

正如乔姆斯基理解的那样，可生成语法也必须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可生成语法必须准确地确定语法规则和它们的操作条件。这些规则分成三种类型：短语结构的规则（被描绘为“树”结构，分级地排列名词／动词短语，然后是冠词／名词短语、动词／名词短语等等）；上述规则的特殊转换（重排、嵌入、附加、删除等等）——影响“深层结构”服从于“表面结构”；词素音位成分——它们的规则是把前两种类型的输出转换成实际的声音（言语）或声音的符号表现（书面语言）

32


 。

转换性可生成语法把布卢姆菲尔德的描写语言学颠倒过来，设计规则以显示和强调语言本身的创造性能力，而不只是描述语言的规则。其理论先驱是拉丁语法学家洪堡特和波尔·罗瓦雅尔，如乔姆斯基所承认的那样，他们都指出了特定的转换技术。但是转换性可生成语法比那些语法更进了一步——提供了生成无穷的语言能力的框架。乔姆斯基也相信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不再是彼此分离的学科，而是共同组成了人类思想的一元体系，这一体系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更大的整体。尽管时间的流逝使乔姆斯基在语言学历史中的地位发生了相对改变——对于未来的语言研究，他的方向过去是“唯一”的，现在仅是众多方向“之一”——但是转换性可生成语法仍然是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语言学模型

33


 。

传统语言学家一直遵循并将继续遵循由布卢姆菲尔德、萨皮尔、博厄斯以及其他语言学家制定的模型。他们都是描述语言学家，大体上坚持基本语言理论——描述语言及其变化并辨别一般语言特性的基本有效概念。描写语言学家反对那些形式主义者（主要是乔姆斯基主义者）——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非基本理论”的拥护者——这些人试图去创造全新的语言模型，不是基于众所周知的自然语言，而是基于更深层的语言一般性——从理论上讲，这个一般性适合于所有的语言。描述语言学坚定地声称他们和形式主义者不可能达成一致，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满的语言理论：他们宣称，形式主义者的“分析”意味着“让一种语言去符合他们那种不证自明的结构”

34


 。形式主义者抹煞了讨论，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讨论，整个问题都是互不相关的。很多新的形式主义理论已经出现了，有的在增加，有的则在和转换性可生成语法竞争。转换性可生成语法也有效地应用到历史语言学中，成功地解释了某些语音现象，那是传统语言学家到现在还没有给予充分解释的——这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被很多主要的历史语言学家所证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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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换性可生成语法是20世纪后半期主要的语言理论主张，同时，基础语言学理论作为应用语言学的对应领域也已形成，并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描写语言学家或许对形式主义表示不满，并且也知道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来说缺乏完善的描写语法，但是形式主义者对语言学领域也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在计算语言学的相关领域（见下面）。

全新的研究方向悄然出现。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老师齐利格·哈里斯已经开创出话语分析，他把文本中两个或更多的实际句子间的转换称为“变换关系”；在超越或穿过句子界限时，话语分析已经展示出它是扩大文本描述性分析的有效方式。它利用语言“框架”概念的帮助，把文本放在明确的上下文中去加以阐释；利用对话中的“话语轮换”或“发言权”等概念来对暗示言语加以总结或示意听众的方法进行识别；利用像“那么”、“哦”、“好”和“但是”等“话语标识”概念把话语分成片段，并且显示超出纯粹词典解释的话语关系；也利用“言语行动分析”概念来研究言语取得的效果，像通过赞美来表示顺从、取悦他人或者间接索取财物——赞美也是跨文化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

计算语言学，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语言处理，始于1946年。当时，电脑首次用于生成从俄语到英语的计算机翻译

36


 。（计算机翻译领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高端并且可以获得商业利润的学科，有很多不同的系统都在使用。）实际上，和Java、C＋＋、Fortran等程序语言不同，计算语言学是用计算机来研究自然语言。在这里，语言学家把语言和计算机科学资源合并在一起，目的是利用计算机作为技术辅助工具去分析和处理自然语言；并且从心理角度来看，通过计算机模拟，能使人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是如何被处理的。利用计算机科学和相关学科的方法和工具，语言学家能够建构并检测各种理论的计算模型，由此从应用的运算法则（为了解决反复发生的计算问题而设置的程序规则）、数据结构和编程语言中获得深刻的见解。

在计算语言学中有很多的子领域，像计算机词典编撰、计算机音韵学、控制语言和约束逻辑编程。应用计算语言学可以处理计算机翻译、文本信息读取及语音合成与识别。语音理解与生成——适用于残疾人、基于电话的信息系统、办公室口授系统等等——是计算语言学的应用领域，有着巨大的商业市场。进一步应用是使用计算机进行文本建立、管理和显示，将人力成本降到最低并使效率最大化。超文本的原文信息显示，忽略了人们对标准文本（即线性的）的需求，是目前计算语言学的最大挑战之一。

计算机语言学现在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全世界范围的研究所、专家讨论会、研究中心和私人公司都致力于对它的研究以及服务供应。这门学科正在飞速发展，成为目前最有动力和最赚钱的语言科学分支。

语言研究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在公元前1000年至500年左右，印度的梵语学者对语言性质的认识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深度。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古代希腊和罗马一致地整理、分类他们自己的语言，提升语法基柱以支撑包括异族人的很多语言框架。中世纪的“思辨语法”将普里西安的拉丁语的格变化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者发现了希伯来语和其他一些语言，终于，人们意识到希腊语和拉丁语不能解释所有已经观察到的语言现象。18世纪，语言学家编纂了词典，并提出了关于语言起源的问题，并在19世纪给出了答案。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语言科学。到了20世纪，关于语言学产生了大量令人兴奋的新理论和新观念，从音素到计算机生成语言，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语言学发展的大门。

语言科学对人类的知识储备贡献巨大。其他学科现在仅仅是证实语言学家之前的发现。例如，几十年前，语言学比较理论明确地证实了芬兰语属于来自于亚洲北部的乌拉尔语族；遗传学家目前宣布了他们的发现：芬兰人是亚洲人，是因为他们证明了Y染色体的多形态（极为稀有的雄性变种）在亚洲数量很大，而在芬兰人中也很普遍。同样，几十年前，语言学家发现新西兰的毛利人是大约5000－6000年前来自亚洲——特别是台湾——的波利尼西亚人种。1998年，对于这一真相，世界媒体庆祝了遗传学家的“发现”，却没有提到较早的时候语言科学的贡献。更为引人入胜的是，计算机语言学通过编程语言，以一种几乎很难理解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发现领域。

就像它所研究的语言一样，语言学本身也在不断地进化。这不仅是因为新见解的出现，而且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兴趣和重心都影响着语言研究的过程。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阶梯”，语言科学，现在已经成熟并自身拥有独特的动力，无疑将继续提升人类对语言不断进步的认识和判断。在未来的几个世纪，语言学看来似乎潜力无限。



第七章　语言和社会


近4000年前，苏美尔国王吉尔加美什自矜道：“在写下名人姓名的地方，我将建立我的名声。”这暗示着语言的最主要社会功能之一：表明自己的地位。社会上大大小小的问题总会在语言的使用中反映出来。古埃及人早已意识到“词语是思想之父”，并认为语言对于“社会”这座大厦来说，既是基础又是建材。大厦最终的样式和后继的改造也要通过语言来衡量。语言通过复杂而微妙的方式把声音赋予各种人类活动

1


 。从国际关系到个人关系，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都是通过语言来承载、实施和授权的。

语言不仅显示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支持什么、我们属于谁，而且有技巧有策略地赋予我们个人、性别或种族的权利；通过社会秩序批准我们的人生旅程；示意他人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打算如何实现它

2


 。历史上人们在识别他人时，仅仅基于他们的种族语言、地区方言甚至话语中的个人偏好——有意无意地确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语言的裁定是决定性的，并已塑造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3


 。

一、语言变化

现存的所有语言都在不断地变化

4


 ，书面语言的变化最为明显。例如，人们在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能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最不明显的是正在发生的改变或“发展中的变化”。我们祖父祖母说的某个词语或某个发音，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相反，老一辈人也会发现年轻人说话中的某些“不当之处”。

现在提一个关于语言变化的悠久案例。19世纪末，使用分裂不定式的社会领域不断扩大，在英国变成了事关最高秩序的话题——“这种英语用法是我无法忍受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一篇政府公文的旁批中讽刺道；并且他直觉地意识到，一百年后牛津英语大辞典最后会“容忍”分裂不定式……这种用法已经很成功地用了几百年了。

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中，语言应用的各个领域——祭典的、王室的、专业的、官方的、军用的、民用的、日常的和私人的——彼此斗争，而且前后辈人的说话习惯也在斗争。然而，交流还在继续，语言不断繁荣。

就像每一个说话者的个人生活一样，语言变化的原因也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国外联系、双语现象、语言基底、书面语言和总是寻找对称性的语音体系本身，以及其他的原因

5


 。过去200年中，语言的一个主要变化原因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1790年，美国只有1／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到了1990年，总人口中只有1／40住在农场了。第三世界同样正在经历城市化变革，这不仅摧毁了很多语言，甚至摧毁了整个语族。人类传统居住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数不清的语言动荡：“标点符号”引起的变革，方言的消失，甚至语言的替代。相比之下，在一个可能持续长达几千年的平衡期里，语言的大范围扩散很有可能成为语言变化的主要因素。

电话、收音机、电影和电视等新技术已将全新的因素引入到语言变化的动态中。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在“盲目地”倾听：打电话时，意大利人仍挥手致意，日本人还弯腰鞠躬，我们自己也微笑和皱眉，似乎交谈的人都在现场，而手势对于说话人来说又是那么地直接。然而最原始的谈话要素——手势——正在从非视觉交流中消失。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无线电广播台的演员、导演和作家奥森·韦尔斯说道：“广播中的一切都被信以为真了。”与此同时的德国，以低价分发的大众化收音机（或称为人民收音机）在整个第三帝国广播柏林“高地德语”的宣传公告，要求大量说方言的人有效地遵守中央政府指定的发音，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从全球来看，无线电对口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开始了一个语言趋同的过程，三代人之后便会有所反应。

二战后，电视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方言的趋同、污染及重叠已经存在于广大电视观众中。此时，或许电视是全世界方言趋同唯一最大的原因。通过使用英语，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好莱坞的演播室在国际电视节目中的主导地位，确保了标准美式英语的使用在一些国家中急速增长，而这些国家播放电视节目时没有“配音”（用一种外语说出演员的台词）。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新西兰，人们对美国人的某些口头语一无所知——像“like”、“sor‐ta”、“kinda”、“yaknow”、“andstuff”等——但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原因，美国的电视节目已几乎取代了英国和新西兰的电视节目，这些青少年的口头语正如在美国和加拿大一样频繁地污染新西兰英语。

在世界上其他说英语的国家，这种现象也正在发生，并有效地重建了国际标准英语，而这个标准英语目前正在变成英美混合语。甚至由于一个特受欢迎的节目或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就会导致词汇——尤其是俚语和成语——的直接引入，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对说小语种者的小社群播放大都市语言节目可能是社会性的灾难。例如，在小复活节岛上的智利电视节目已经导致：父母用传统波利尼西亚拉巴怒伊语对孩子们说话，但这些孩子们只能用西班牙语来回答。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现象。

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日新月异，词汇在不断扩大、更替，人们对此也是见多不怪了。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无法想象，在因纽特语中有20个词表示“雪”，爱尔兰盖尔语中有40个词表示“绿色”，英语中有226个词表示“钱”，这些都是由环境造成的，也是一种语言心理学现象。社会语言学家更加关注的是词语的首次使用、不再使用或意义改变，这些都是由社会的技术进步、重估评价、发展成熟或者各种痛苦等因素造成的。

向一个迄今还比较陌生的地方移民，和像电脑一样的新的技术发明，通常都被视为引起语言变化的社会动因。大约在4500年前，最早的希腊人在爱琴海遇见了更早在此定居的人，并且从他们那里了解到plínthos（砖、瓦）、mégaron（大厅样式）、símblos（圆顶蜂窝式建筑）、kypárissos／kypárittos（柏树）甚至和thálassa／thálatta（海洋）等东西，这些是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或者没见过的。这些词语不久就融入希腊语中了。大约200年前，当布立吞凯尔特人体验了罗马的strata（街道）、ecclesia（教堂）和fenestra（窗户）时，他们借用了这些陌生的概念，这也就解释了今天的威尔士人为什么会说strys、eglwys和ffenest这些词了。世界上很多语言的词汇出现了大规模扩展，例如，由于开始使用个人电脑，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像“下载”、“上网”、“互联网”、“电子数据表”、“数据库”、“调制解调器”和许多别的词语在三十年前是不存在的。新词的借用、旧词使用范围的扩大，都是语言的进步。从发音清晰的语言出现开始，这些进步就不断丰富着人类社会。

由于重新评价，社会也会改变词汇，这有时反映社会在走向成熟时痛苦而缓慢的过程。“war”（战争）曾经是表示荣誉的词语，现在却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Nigger”（黑鬼）一词对“Negro”（黑人）来说是一个忌讳，可能“Nigger”一词比英语中的粗话注入了更多感情色彩；Keffir一词同“nigger”意思相同，目前正被从南非词汇中清除。“fairy”（〈俚语〉男同性恋者）、“queer”（同性恋者，尤指男性）、“cohabitation”（姘居）、“concu‐bine”（情妇）等词语，以及其他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的牺牲品（词语）——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些意义——已远离英语，因为这些词语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令人不快。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divorcee”（离婚者）、“spinster”（老处女）、“unwed mother”（未婚母亲）等词语已几乎消失，见证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21世纪之初，依据人类不断增长的觉悟和敏感度，很多古老的属类词语——与某一全体或种类相关的，或以之为特征的词语——正从语义上加以重新审视。例如，“动物”一词现在正经历着语义上的重新诠释，从过去的“野兽”变成了今天的“同伴”。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

社会语言学家也注意到了一些消极的变化。“音乐”、“文学”、“艺术”、“戏剧”等词语由于其所承载的外在形式的变化，正在失去传统的含义；它们正在“变得毫无意义”。或许更值得警醒的是，由于社会转型而没有能够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像“家庭”、“婚姻”、“荣誉”甚至“上帝”等概念变得愈发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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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就“partner”一词来说，在古英语中表示“丈夫”、“妻子”、“配偶”和“未婚夫／未婚妻”，而现在则指“朋友”、“生意伙伴”或“比赛中的同伴”，从而通过对古义的替代扩展了其语义范围。（而“子女”、“母亲”和“乱伦”等基本词语的含义仍保持不变，“父亲”一词的含义则有待商榷。）

在这些词语变化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对语言）的重新创造。上面引用的那些词语在作者的有生之年——20世纪的后半期——就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经历了艰难的社会重构过程，这一过程仍未结束。一个人年纪越大，也就更加得抛弃旧有的词语用法，并要重新看待古老的概念。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有可能，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一些较小的变化反映了人类“为改变而改变”的嗜好，即，创新没有其他的原因，而只是由于创新本身的新颖。仅仅为了别样的风味，那些非常标准的词语也经常被替换或补充，就像在汤里加点百里香会更加美味，语言也要调调味。这些词语大多是赶时髦，几乎很快就会再度消失，尤其在年轻人中间更是如此。一个极其容易改变词义从而存在着常常产生出许多补充意义空间的词是“excellent”，它的很多普通同义词都在兴衰起伏：“awesome”（棒极了，1990s）、“groovy”（绝妙，1960s）、“hep”（消息灵通的，1940s）、“absolute”（完全的，莎士比亚）、“fulfaire”（乔叟）。其他一些以流行词汇进入词汇表的词汇现在还有：在18世纪，英语中的“acute”变成了俚语“cute”，意思是“聪明的、灵敏的、狡猾的”，当时在美国则表示“妩媚的、漂亮的”，而“cuteness”表示“漂亮”的意思，则是后来重新定义的派生词。

俚语表现的是非正式非标准词汇（单词和词组）的使用。出于各种理由，使用俚语是为了创造性地驾驭语言。乔叟、莎士比亚、德莱顿和蒲柏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俚语，作为艺术表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到了18世纪以后，英语中的俚语才被看成消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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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人们努力追求英语的规范用法，避免用俚语。这反映了理想化的“规范语言”通过教育得以普及。现在说英语的人对俚语的使用，越来越像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了。甚至在较高的社会语域，特别是在说美式英语的人中间，俚语已经被认可：白宫的一位新闻秘书称卫星发射是“awesomelycool”（太酷了），恰好说明了美国迅速、创新、商业化和多种族的语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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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例如，德国人和法国人从来不能容忍在较高级语域中使用俚语，俚语被严格地限制在“低级”语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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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极端的例子，古代的塔希提人在祈祷时，倘若使用了俚语，立刻会遭到当头棒喝。

二、共同语言、交际语言和人造语言

人们可能会想象，早期的智人努力建立某种共同语言来方便彼此间的理解并促进贸易的发展。历史上的共同语言通常是沿着贸易通道而形成的。如果在有贸易通道的地区有一种优势语言在使用，那么，这一优势语言就会成为我们平时所说的“中介语”。像这样一种“中介语”或“共同语”是一种简化的方言，两个或更多的说不同方言的人用它来交流。他们语言中的共同特征得以保留，非共同特征则被忽略。

最早有记录的中介语之一就是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年－公元前27年）的“共同方言”（koinēdiálektos）。一个基本上出自雅典地区的阿提卡方言，在其他方言，特别是爱奥尼亚语的影响下，共同语改变了自身的语音、词语形态、句法规则和词汇，并通过贸易和殖民等方式迅速地传播开来。它也变成了希腊文学——尤其是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外国人的著作——的标准语言，《新约圣经》就是一例。

从公元前1世纪中期，学者们努力复兴纯阿提卡文字语言，对低级粗俗的语言感到厌恶。然而到纪元后的几个世纪，共同语都一直在地中海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占据主导地位。

纪元前的几个世纪里，当共同语正在地中海占据优势时，凯尔特民族主要的中介语之一可能是“高卢－布立吞共同语”。这种语言在罗马占领之前有两种人在使用，一是大陆上说高卢语的凯尔特人，二是不列颠岛上说布立吞语的凯尔特人。但人们对这个“设想中的”共同语知之甚少。

中世纪阿拉伯人和罗曼语民族发生联系后，他们称呼后者的语言为混合语（“Lingua franca”），尤其指通俗意大利语。通俗意大利语起源于累范特治下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中，并且作为闪米特人和欧洲本地人的中介语在使用。混合语一词像共同语一样已经被很多语言借用，用来称呼其他的中介语。杰拉尔混合语（Lingua Geral）是一种葡萄牙语言，尤其是被亚马逊流域的图皮人、巴拉圭的瓜拉尼人和巴西南部地区使用。斯瓦西里语，使用班图语的语法和比例很大的阿拉伯语词汇，成为非洲东部贸易通道上的混合语；在19世纪，此一语言的使用范围向内陆扩展到刚果河。斯瓦西里语现在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中介语之一，并拥有丰富的文学作品。

和从元语言自然形成的语言不同，当说好几种不同语言的人长时间地聚集在一起时，一种人造的“混杂语”（也叫洋泾浜语）就产生了。它的词汇通常来自于占优势地位的语言，但比这种语言的词汇要少得多；它的语法被大大地简化，并且在绝大多数（而非所有）情况下变得规则整齐。混杂语通常只作第二语言用，但有时会有例外。南非以祖鲁语为基础的法拉加诺语（Fa‐nagolo）、赞比亚以斯瓦西里语为基础的赛特拉语（Settla）和越南以法语为基础的泰保语（Tay Boi）等等还有很多都是混杂语的范例。语言的混杂化过程通常和诸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等殖民语言相关联。

举一个以英语为基础的混杂语例子。19世纪时，说英语的种植园主把来自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以前叫新赫布里地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的工人运送到澳大利亚和萨摩亚去砍甘蔗，于是一种新语言以三种形式出现了：工人们带回去的混杂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变成了皮钦语（Tok Pisin），所罗门群岛的皮金语（Pijin）和瓦努阿图的比斯拉马语（Bislama）。这些混杂语中80%－90%是英语，并混和当地的词汇。这三种混杂语形式构成了一种“有自己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独特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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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混杂语代替了本地语言，那么混杂语就被称作是一种“混合语”（creole language），例如：海地以法语为基础的海地语、扎伊尔以刚果语为基础的吉土巴语和乌干达以阿拉伯语为基础的奴比语（Nubi）等等还有很多。混合语可以从混杂语中产生，例如：如果说混合语的男工人无法回到故乡，同时有女人被带到他那里，男女之间可以建立一个说混合语的家庭。在新的混合语里，其中的一个混杂语成了第一语言，母语中只有零星的部分作为“遗物”保留下来。由于非洲奴隶贸易，在加勒比很多岛上，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大量的混合语。

在混杂语和混合语之间存在一个灰色区域，这一区域的人说的是某种类似语言，不是混杂语就是混合语——那也就是说，这一语言能服务于这两种语言群体中的任何一个语言群体。或许有必要对混合语重新定义：混合语是一种浅显的中介语，它以还没有详细制定出牢固语言结构的混杂语为基础。只以“还未完成的”混杂语作为母语而长大的一代人，开始被含有语言一般性的稳定规则所吸引。最近，语言“生物程序假说”（Bioprogram Hypothe‐sis）宣称，具体的语法特征通常就是在这样一个语言混合化过程中得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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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不使用中介语，不接受混杂语，或者也不说混合语，那么，也可以精心设计一种自己发明的语言（人造语言）来代替。这是一种人工创造的语言，简单易学，十分理想，适合以中立的方式为所有国家服务。在早些年的欧洲不需要设计这样的语言，因为当时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把拉丁语当作第二语言来说和写。然而，在17世纪，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创造一种逻辑严密的符号系统，为科学知识的交流服务。人造语言通常被视为“自然主义的”，因为，尽管是人工创造的，但是这种语言试图把一个或多个已知的自然语言合并到一个通用而简化的语法和词汇中去。从历史角度看，这也只是通过对西方语言——尤其是印欧语系——中词语的最普遍的共同特征进行的合并。当然，印欧语系仅仅是世界上众多语系之一，对它的历史依赖违反了“普遍性”要求。

人造语言的首次实践是在1879年。当时德国西南部的牧师施莱尔发明了“沃拉普克语”；但是它的语法很复杂，词汇也不规律，使人学起来很难。最成功的人造语言是“世界语”，它在1887年由华沙的眼科医生路德维格·柴门霍夫设计的，现在说这种语言的人达到约100万。受世界语的影响，沃拉普克语协会的一些成员重新组织起来，并在1902年公布了他们新的尝试：成型中立语（Idiom Neutral）；它被称颂为自然主义语言创造上的一个伟大进步，并对后来的各种尝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意大利数学家朱塞佩·皮亚诺提供了一个拉丁语的简化版本（词尾不可变化的，或无变化的），称作拉丁国际语。1907年，一种经过法国人L·德·博弗朗特（L.de Beaufront）自然地改革过的世界语称为伊多语。伊多语被一个法国科学委员会修改和支持。而这个委员会后来与世界语提倡者发生争论，从而导致人造语言运动的分裂。

截止到1918年，产生了大约100种不同的人造语言。世界语的实践经验和伊多语的理论创新导致了新想法的产生，如1912年德国人E·冯·沃尔的奥克西登塔语和1928年丹麦人奥托·叶斯帕森的创新语，它们的词汇都建立在西欧语言的基础之上。新的试验随之而来，像1930年C·k·奥格登的基本语言和1943年L·霍格本的格罗沙语（Interglossa），这些语言运动都是完全独立的。1951年，在纽约国际辅助语言协会的帮助下，出版了拉丁国际语—英语词典。

从理论语言学和实践语言两方面来看，通过个人电脑的帮助，新的语言现在还在被创造，人们对人造语言的兴趣仍未衰减。这个领域在历史上是很吸引人的，但不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大多数人造语言以印欧语为基础，因此缺少“语言学上的普遍性”（不管被设计成什么样）。进一步说，人造语言想成为自然语言，这非常不自然。世界上有生命的语言都是影响力非常大的，特别是中国普通话、西班牙语和英语。人造语言背后的最初想法是：在新兴国家不断产生、殖民竞争比较激烈的时期避免国家认同。现在这个需要已经过去了，因为绝大多数比较大的都市语言不再等同于某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在历史上世界语言正第一次自然地出现。确实，现在世界上把英语——在历史环境下产生，而非被设计出来的——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要比其他任何语言都多，而且人数还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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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语言和民族语言

整个历史上，人们认同自己的语言，也认同那些和自己说话最相似的人。的确，通过认同其他说同一语言的人，各民族的“国家”观念出现了。就在最近，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通常像踩在两条腿的凳子上一样，且主要原因是语言——人们只需想想比利时、加拿大、巴斯克和其他有类似麻烦的社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一个公认的国家语言本身也就意味着它具有“显赫方言”的概念，通常是因为说这种方言的人最富有、最有权势，而那些不说这种方言的人相对贫穷、没有权势。至于（用来教人如何使用语言的）规范语法和（显赫方言的）“标准发音”，就像新帽子一样是件时髦东西，不断地重塑着非显赫方言。现在，借助于收音机、电视和因特网，显赫方言的“轰炸”全球范围都在发生。

相比之下，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现代化”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所谓的“BBC英语”——一个很容易辨认的英语标准发音。这一发音长期以来评价很高。现在在英国或新西兰的老一点的听众，一听到BBC里面他们认为低级的发音就会表现出忧虑；他们认为这不仅“水准低”而且“糟蹋了高雅品味”。但在现存语言的长篇故事里，这些抗议显得微不足道。“高级”方言只是幻想，因为特殊方言自身很快就会变化且／或丧失特殊性。

一个国家所有的方言——地理的、民族的、“上层—下层”社会的、种族—社会的（黑人在“上层”和白人在“下层”，或者相反）、权威的、贵族的和其他的方言——和交往的影响（例如，法语对英语影响了近千年）一起促成了语言混合，这也是地球上所有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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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社会语言学中，人们一般遵循“标准本地语模式”，借以提出“权力”与“团结”，“更高”与“更低”（的社会等级）、“开放的网络”与“封闭的网络”等等对立概念。可是，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是以较小的社会群体为特征的，显然与这些对立明显不相干：正如通过对非洲较小语言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以邻近地区和祖先的说话为准则，语言变化概念清晰、秩序井然。

实际上在多民族社会中，一些族群比其他族群表现了更强的地方主义，并且对有同类人的特别地域有更强的意识和忠诚。例如：欧裔美国人比非裔美国人更具有地区性（同一地区内的人联系紧密），在行为和语言上，后者更趋向于族群同化（同一个地区内的人比较有独立性，和非洲社群相反）。而一国内的各个族群，他们的口语每天都在不断地塑造和改变着国家语言，这就像调料一样，放到法式杂鱼汤（比喻国家语言）里，就改变和丰富了汤的味道。美国黑人的口语近几年主要通过音乐、电影和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裔美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当然，一个显赫方言可能表面上引人注目，但是一个语言中所有方言合起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深刻得多了。但在使现存语言繁荣的动态乐曲中，显赫方言是一个很富有表现力的成分。

据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整个希腊语社会，属于一个血统，同说一种语言。”这句话意味深长。整个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血统就是语言。由于人口较少，那些和你说话相似的人通常和你有亲戚关系。几万年来，这种血亲关系产生了同类语言所围绕的信仰。反过来，外来语言威胁它。说相同语言的人联合起来，先是组成城邦，然后公侯国，最后成为国家；与此同时，他们会碰到不同语言的人，从而导致越来越大的冲突。这就确定了邻国之间有一条更明显的边界——一条因语言不同而形成的边界。

现在人们忧心地看到：在加拿大，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分隔正威胁着国家统一；前苏联正是大体沿着语言边界而轰然瓦解的；在非洲，很多战争几乎都是在不同语言的部落间发生的。最近在美国，来自南方各地的数百万说西班牙语的人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感，很多人要求修改宪法：“只准使用英语”——从法律上使英语成为美国“官方语言”。在苏联，同样荒唐的事说俄语的人也做过，从而增加了国内的分歧。

“语言隔离”的观点无法正确估量人类的语言驱动力：为了促进合作、确保人类生存而相互吸收、相互联系的力量。中世纪的英语在1066年后没有被诺曼法语所糟蹋、摧毁，反倒被丰富了许多。同样，900多年后的北美人或许会享有“西班牙语进入英语”的丰富硕果。

在发展中国家，作为社会和谐的有效指标，人们对国家语言和地方方言二者的地位产生争论。由于语言间的接触，人类对它的社会作用——是使社会统一还是分裂，是形成新社会还是导致战争——看法不同。多语言文化卷入麻烦之中，不断经历冲突摩擦。近段时间，民族国家的产生增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压力，使这种摩擦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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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的多语言国家里，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重新强化了独立后的官方语言问题。从那时起，对语言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一个语言社群认同的需要也表明了“家”的概念现在已经被看成是社会最主要的基本需要。进而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同时已经影响到了对他们的语言和方言的认可，出现了诸如芝加哥西班牙语、美国黑人英语、英国黑人英语等新语言。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可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它困扰着公元前1600年克里特岛上的普坦人（Putaans）和利比亚人，公元前200年埃及的希腊人和公元200年不列颠的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实际上，所有时代的少数民族都受到过困扰。

美国黑人的经历是不寻常的。被强行带到美国的非洲人通常被禁止说西非语言和有教养的英语。为了交流，他们很生硬地以非洲语言作为基础发展出了黑人英语方言。这个基础静静地躺在那里，是一个很容易识别的种族印记。特别是美国黑人的英语有着大量欧裔美国人的英语中所没有的语音特征。一般人们会猜想——虽然没有必要——这些特征来源于西非语言：这些特征很可能早在17世纪就起源于美国的奴隶群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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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很多西非语言的词条不仅作为英语的“同形同音异义词”隐藏起来而得以幸存，而且还进入了国际主流，除了“dig”、“jive”、“jazz”、“hep”、“cat”、“boogie‐woogie”等词外，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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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增补了英语原先继承的日耳曼语“同形同音异义词”，俚语“cool”很可能来自西非语的“kul”，意思是“令人钦佩称赞的，非常棒的”；例如“acoolcat”很可能就是“令人钦佩的人”。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世界的年轻人用美国黑人的“cool”用来修饰一切“excellent”的事物，使“cool”成为今天世界上借用最广泛的形容词。由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了公民权利运动，因此最初受迫害的黑人英语方言已经获得了在国际标准英语中有影响的地位。

相比之下，令人吃惊的是，在保加利亚居住已有几个世纪之久的少数土耳其族居民，最近不仅被禁止说土耳其语，而且禁止使用土耳其姓名。结果，上千名土耳其族人逃到邻近的土耳其。1998年，为了压制前殖民地时期的语言（法语），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除了阿拉伯语以外，使用其他语言都是违法行为；阿尔及利亚少数民族柏柏尔人——他们使用的是阿尔及利亚已知最古老的语言——开始到街上抗议。这两个事例都描绘了少数民族语言那“太过于普遍”的命运。

四、性别和语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促使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尤其是语言的使用是否促使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强并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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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运动甚至引起了英语语言的部分“中性化”——去掉原有的“性别标志”——目的是通过语言媒介帮助妇女、同性恋者得到社会的平等对待。这对于在这场运动之前得到社会教导和学校教育的人们来说，除了改变原有的态度和观念以外，还有必要不断修改英语口语和书面语。

在很多语言里，由于性别区分（特别是名词类别）成为语法的一个支撑，想要中性化几乎不可能。例如，只要通过piano上辅音的变化来比较一下Rydwiyn chwarae ei biano（我正在弹他的钢琴）和Rydwiyn chwarae ei pbiano（我正在弹她的钢琴）两句威尔士语，就可以发现，它还是被“性”控制着。在法语中，形容词必须在“性”和“数”上与名词保持一致：在les soeurs sont belles（姐妹俩长得很漂亮）和les frères sont beaux（兄弟俩长得很英俊）两句话中，阴性复数形容词belles和阳性复数形容词beaux是不一样的。在德语中，语言中性的转化是语法功能的不可缺少的标志：das Kind geh9rt der Frau（孩子是这位女士的），这里的die Frau（这位女士）借助性的转化变成了与格（间接宾语）单数的der Frau（属于这位女士）。在很多语言里，性的区分（即名词类别）也包含了很多实质性的语义区别。例如：在德语中阳性的der Band意思是“（书的）卷、册”，阴性的die Band意思是“乐队”，中性的das Band，意思是“线，绳，带子”。在威尔士语（像法语一样仅有两个性）中，阳性的gwaith是“工作”，而阴性的gwaith是“时间”。英语由于缺乏非常明确的性的规则和区分，可能至少在语言上，发觉自己突出地实现了部分的性别平等。

在过去的25年里，英语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性的净化”，它是伴随大众传播工具的激增而被推动的。这也促使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在他们的词汇里自觉地去重新定位，目的是避免对女性甚至同性恋者的权利产生可能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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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这种争论也是很可笑的。例如，女性的拥护者们认为英语中的“human”是“男性”词，而试图用“huperson”来替代。幸运的是，这个尝试失败了，或许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human”实际上来自拉丁语hūmānus一词——这与日耳曼语的mann／mannon（男人，人类）毫无关系——而是因为这个词是核心词汇。（那时，有人调侃地怀疑“妇女解放运动的拥护者”是否也希望把Manhattan（曼哈顿）改名“Per‐sonhattan”。）

然而，其他一些词语的确已从正在使用的英语词汇中隐匿了，尤其是一些专门表示男性的可有可无的词汇。例如，在本书中，著者就已有意识地避免使用“mankind”，而用中性词“humankind”来代替。尽管在1998年澳大利亚总理曾尝试着重新使用“chairman”一词，但在各个地方它已经被“chairperson”有效地替换了。例如，在英语中，大多数的职业种类已经中性化：“stewards”（男乘务员）和“stewardesses”（女乘务员、空中小姐）现在都被“attendants”（乘务员）代替。像“forefather”、“fatherhood”和“manservant”这样的本土词汇——分别是“ancestors”（祖先）、“parent‐hood”（双亲）和“domestic”（仆人）的意思——将来也可能从正在使用的词汇表中消失，而进入古词的储藏室中，这些古词使语言历史的词典变得越来越厚。这不仅仅是语言的命运，而且——一旦词语被批准成为古词——也是语言的责任。

过去已经认识到了类似的风险，通常是宗教的、种族的和民族特点（见下文）。19世纪，英国政治家托马斯·梅西反对英语中与天主教有关的用语，并且向英国的下议院提议将Christmas（圣诞节）一词改为‘Christtide’，目的是为了避免提到天主教的Mass（弥撒）一词。而当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质问托马斯·梅西是否准备把他自己的名字（Thomas Massey）改成“Tom‐tide Tidey”时，这件事才告结束。

五、语言净化

为了不让继承来的语言去影响社会变革，语言纯正主义者希望他们的语言回到更加直观的纯正形式上去。或许早期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语法学家的最主要动机与其说是“理解语言”（以现代科学理性来看），不如说是要规定语言——即用书面语来规定并僵化语言的“最纯净”形式。更为明智的祖先们说的是古老而纯净的语言——这个神话看起来似乎成了要规定这一动机的原因。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大量地将希腊语、拉丁语借入词引入欧洲语言中，目的是创造一个哲学的、科学的新词汇体系。17世纪，外来词语的大量涌入随后引发了“语言纯净”运动——试图清除掉人们语言中的所有已被意识到的外来要素，并且规定“更加准确的”语言用法，也就是更早的用法。直到18世纪，这两种极端做法之间才最终实现理性平衡。

1582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些学者和诗人聚集起来创办了秕糠学会（Accademiadella Crusca），目的是净化民族语言中的所有外来语，并提升已被意识到的意大利语的民族特征，而他们的理想主要是以但丁和薄伽丘的令人崇敬的著作为基础。这个协会繁荣发展了两个多世纪，并且鼓舞了全欧洲类似的协会。德国就有几个，而最古老、最受人尊敬的是魏玛的“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1617－1680），17世纪所有重要的德国诗人都属于这个协会。法国以相同的方式在1635年建立了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caise），在今天，这个协会仍然是法国最受尊敬的语言监督指定机构。

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主要是为了与法国竞争。在此之前，英国人对语言的不纯正已经埋怨很长时间了。15世纪后半时期，英国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批评道：“over curyous termes which coude not be vnderstande of comyn people”（大意为：很多古怪的措辞未来的人们将无法理解）。那时，数百个法语借入词正和本土英语词汇竞争：rock／stone、realm／kingdom、stomach／belly、velocity／speed、aid／help、cease／stop、depart／leave、par‐ley／speak。英语的解决办法是：两个都保留，但是赋予每一个词以不同的意味或社会价值（但也伴随着大量的移植或代替）。正如地球上少数语言所经历的一样，这样也丰富了英语，并使英语实际上成为两个不同语言体系（日耳曼和意大利语）的产物。到1557年，历史学家拉尔来·霍林希德宣称：“there is no one speeche vnder the sonne spoken in our time，that hath or can haue more varietie of words and copie［copiousness］ of phrases than Eng‐lish”。（大意：在我们这个时代，天底下使用的每一种语言，没有一个有或能有比英语更多的词语、多样性以及更多的短语复制品的了）。

然而也有人对无限制地借入外来语的现象持批评态度，并要求严惩那些人，“patched vp the holes with peces and rags of other languages，borrowing here of the french，there of Italian，euery where of the Latine，not weighing how il those tongues accorde with themselues，but much worse with ours：So now they haue made our English tongue a gallimaufray or hodgepodge of al other speches”。（大意：他们用其他零零碎碎的语言来填补空洞，这儿借点法语，那儿借来点意大利语，拉丁语也到处都是。从来不问问那些语言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甚至比我们的语言还要糟糕：正是这些人使得我们的英语变成了多种语言的“大杂烩”）。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就尝试去写第一部“纯粹的”英语词典，他宣称自己的目标是“重新定义我们的语言，使其语法纯净，并清除不规范口语”。当然，约翰逊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纯净语言”。尤其是英语最常用的一万个词汇中，只有31.8%源自日耳曼语，剩下的有45%来自法语，16.7%来自拉丁语和一些有贡献的小语种语言。（英语在语法和语音上也显示出法语的上层语言，但不像在词汇上那样显著。）然而，英语最常用的一千个词汇中，83%是来自古英语，12%来自法语，2%来自拉丁语。

语言纯正主义者的错误，总是在于不能认清“借入”也是语言最大的优点之一。人类语言不是石头，而是海绵。这种品质赋予了语言非常好的创造性、适应性和生存能力。而在整个历史上，语言净化还时不时地发生。通常战争就是起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语中的德语或与德语有关的词语、姓名被英国化了：“German shepherd”变成了“Alsatian”，“Batten‐berg”变成了“Mountbatten”等等。同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对雅利安的偏执，他们试图清除德语中的所有外来影响，尤其是犹太人的影响。同时，在全苏联的广大地区，俄国人也在清除俄语中的所有资本主义词汇，为的是创造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词汇”，这像是天方夜谭。

二战后，当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而独立，新政府用印度尼西亚语——当时它只是印尼众多不同语言之一——取代荷兰语，作为政府、法院、媒体和教育的语言。新政府建立了语言文学委员会，目的是创造新的术语，并用它们把必要的荷兰语资料翻译成印度尼西亚语。这就意味着由中央政府计划、批准和实施一个完全“纯粹”的印尼语。从此，印尼用这种新的人造语言来传达一切指示，并导致原本丰富的语言多样性迅速减少。

新西兰的毛利人大约占新西兰总人口的11%，但是毛利人中仅有1／20说毛利语，这是一种波利尼西亚语（所有毛利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然而，由于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鼓舞了新西兰原住民权利运动，一个类似于印尼语言文学委员会的语言协会成立了，目的是创造毛利语中还没有的西方文化、技术的相关词汇。由于这是一个带有偏见性的运动——“保护”毛利语不受英语影响——所以基本没有必要。这不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计划——要保护全国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相提并论。

举一个关于后者的例子，冰岛是另一个实施语言净化的国家。冰岛语主要是挪威（但也有爱尔兰）殖民者（他们在公元874年后到冰岛定居）的大多数后裔们使用的日耳曼语。由于冰岛人口很少，大约270000人，这使冰岛语在外来语的影响下特别脆弱。同时还由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于是有了一个专门的语言委员会，定期集会，把任何进入该语言的新词汇（多半是专业性的）变成冰岛语，例如sjónvarp（电视；字面意思是“扔雪”）。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使冰岛语得以幸存下来。

六、宣传和语言

社会也会通过语言来使人头脑混乱、相互撒谎和欺骗，对其成员的个人自由造成可怕的后果，借此剥夺了他们实现民主认同的权利。像这样的语言滥用是社会的病态症状。在过去，那些长时间滥用语言的政府注定会灭亡。

“政治上的正确性”对于语言来说是首先要考虑的。如果一种语言不被掌权者使用，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受到危害

20


 。古雅典人不得不用那些贬低斯巴达而抬高雅典价值的学说（lógoi）。罗马入侵后，伦敦的凯尔特人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侮辱他们占语言主导地位（domini novi）的拉丁词语。当中世纪的僧侣们致力于纯洁言语时，杀戮他们的维京人选择使用了tol一词，tol是用来赞扬他们战士的勇敢威猛的。随着印刷机一起到来的是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在这以后，书写者变成了那些谨慎选择常用的表达方式（usus scribendi）的作家或编辑，这样将不会危及当地亲王或主教给予的宝贵的出版许可。

16世纪末，尤其是随着第一份报纸的出现，媒体必须特别小心他们报道和批评时的用词。因此在语言上，印刷用词通常比实际的口语用法表现得更为恭敬折衷。就是印刷用词也总会经常误导人。在19世纪上半时期的美国，就是新闻界挑起“天定命运论”去杀戮印第安人并没收他们的家园。一个世纪以后，与西方同盟国、“游击队组织”或“共产主义暴动”作斗争，或反对东方阵营、“资本主义的造反者”、“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土匪强盗”等等，这在二战后通常都被叫做反殖民主义运动。东德的“反法西斯堡垒”（anti faschistische Schutzmauer）或实际上是个监禁了数百万人的监狱。甚至到冷战后，宣传家的花言巧语仍在继续。

宣传以很多巧妙的方式发生作用。在1998年约翰内斯堡的一个电台采访中，白人采访者曾经用“你们美国黑人”这种说法，然而来自北美的被采访者用“你们白人”作为回应，这就是对较早时期语言冒犯的一个富有讽刺性的颠覆。（南非现在就处于白人报纸称之为“后种族隔离”而黑人报纸称之为“解放之后”的这样一个时期）。为了掩饰跨国公司的过度行为，最高层同样经常使用拐弯抹角的言辞：放射性污染、生物入侵、二氧化碳排放过量、雨林减少仍未遏制、臭氧进一步耗竭等等，还有很多。当只是为了公司利润而进行这些掩饰时，还是有些人确信那些“捏造的内容”——即媒体为了少数既得利益者滥用语言、传达虚假信息并杜撰事实——在这个即时的全球化交流时代，能导致对民主体系、全人类和大自然的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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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洁语言之前，人们就感到恐怖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最终解决”（Endl9sung）的命令掩饰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令人毛骨悚然。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用“把某人带出去”或“搞搞卫生”等说法代替了“杀死”和“谋杀”。甚至到20世纪末冷战之后，五角大楼仍把炸弹说成是“垂直展开式杀伤性装置”。死人不过就是“尸体计数”。很多人认为清洁语言有必要，是因为这样能使人执行非人性的行动。还有类似的现象，士兵们将敌人看成是非实体集合，目的是使自己相信他们的潜在牺牲品不同于正常的人，因此是可杀的。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的波斯敌人仅仅是异族人（b︶rbaroi，说外语的人）或“口吃者”。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只是“Recoats”（红衫军，即英军）和“Yankees”（北方佬，即美军）在对打；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又变成了“Johnny Rebs”（对南方士兵一种称呼）和“Yankees”（即北方士兵）在互相战斗。在苏丹，是“Fuzzy‐wuzzies”（英俚语，指苏丹士兵）；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是“Huns”（指德国人）；在二战时期，是“Hein‐ies”（美俚语，指德国佬）、“Jerries”（德国人，德国兵）、“Krauts”（德国佬），“Fritz”（德国人，德国兵）或者“Japs”（日本佬）；在越南，则简单称为“Charley”（美军对越共的称呼）。

实际上军官们被教导鼓励使用这些词语。有时，这对有原则的政治家来说就显得多余了。二战期间，在伦敦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里，在一次战斗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听到一个美国上校问：“有多少ICPs被计算进来？”丘吉尔问道：“什么是ICPs？”上校回答：“是‘战斗中受伤的人员’”。丘吉尔批评道：“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这个可恶的词语，如果你正谈论英国军队，你应该称他们为‘受伤的士兵’”。

每一个有文字的国家都难以摆脱官僚主义的生硬语言，它不断败坏理智和感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官样文章几乎污染了古代埃及和玛雅纪念碑上的所有碑文，这是由于中央权力不断地自我标榜，而发布的旨意在文体上故弄玄虚。今天，这种恶风仍泛滥成灾。在英语中，最近无数的职业称号都改头换面，让人几乎不明白怎么回事了：“undertaker”或者“mortiacian”先是改称“funeral director”，然后又改称“bereavement care expert”（都是指殡仪业人员）；“caretaker”（英国）或者“janitor”（苏格兰、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成了“sanitary engineer”（都指看门人、清洁工）。为了掩盖不满或政治错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含糊暧昧的用语，导致更多的不吉利但完全可以理解的概念不断消失。为了表示对一般观念的蔑视，文章经常写得隐约其辞，有时这仅仅是某一作者本人的目的。

为了抵制滥用语言，1979年在英国发起“简明英语运动”，目的是说服机构组织用简明的英语和公众进行交流。这个运动的主导者们反对官样文章、法律涩语和烦琐条文那模棱两可、令人费解的恶劣文风——因为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语言骗局，并介入解决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这一运动已经“在英国使公共信息的语言和布局得以改观”，产生了国际性的反响。最近，《牛津英语手册》（Ox 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书的编者写道：“在英语的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过像简明英语运动这样强有力地影响英语的民众运动呢！”拿一个用简明英语改写的句子为例：“高质量的学习环境是促进和提高正在进行的学习过程的必要前提”变成了“孩子们要想学得好，就要上一个好学校”。

七、手语

世界上已知的活语言，都是说话时混合了手势动作，这表明做手势是人类交流的一部分。有些人相信，早期人类做简单手势促进了口语的发展。但是，手语也能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或者是创造出来的自然、机械或电子的符号，用来较远距离地传递信息；或者是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用来在语言不通或听说有障碍的人之间来代替口语。符号学是关于符号和信号的一般哲学理论，特别用于处理人造语言和自然语言的符号和信号的功能。

人类远距离传递信息时总是用某种形式的“手语”：烟、鼓、海螺壳、箭、小号、军号以及其他大量的工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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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人用磨光的青铜盾牌反射太阳光向近海的船只发信号。罗马人在战斗中用喇叭和旗帜传递信号。中国人利用带有彩色代码的火箭和火药传递信息。北美人通常用一连串的烟缕在宽阔的山谷间彼此传递特殊信号，这像是一种原始莫尔斯电码。商船和海军已经使用旗语（flagcode）几千年了。在19世纪，随着铁路的出现，常规的信号灯系统可以指示“放行”、“停止”、“后退”等。随着电报的产生，那精心设计的语言代码也能够用于传递各种身体信号：如莫尔斯电码已经和手旗、阳光闪光灯（sunflash）或者是夜晚的手电筒、灯塔或其他照明物一起使用。如果距离很近，莫尔斯电码也可以用哨子、军号等手段传递信号。

口语也可以通过预先安排好的姿势来传达。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的修道院中，僧侣们把寺院手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使他们可以不打破沉默誓言而进行交流。没有把寺院手语当作“母语”的人。大平原印第安手语是语言不通的群体之间共有的一种复杂手语，能够用承载语法的复杂句式来表达自然物体、概念、情绪和感觉。在北美大平原，西班牙人从南部地区引入了马、法国人从东部带来了枪之后，大平原印第安手语被设计出来。这一手语可以用来进行详细的交谈，不仅可以用于印第安各族之间，而且也可用于和欧洲人进行贸易、狩猎和社会信息的交流。今天在个别民族内部，大平原印第安手语仍然用于传说、祈祷、仪式和讲故事；但不再用于民族之间进行的交流，因为现在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平原印第安手语不是聋人手语，而是仅仅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

对于会手语的聋哑人来说，手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和100多个用于传播的自然语言一起——从加泰罗尼亚语到汉语、从蒙古语到玛雅语——聋人手语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一类手语中。手语其实主要与聋人文化有关，目前这个领域中有着大量的研究和其他活动，有几千万的实践者参与其中。

1770年，德·埃普（del’Epée）神甫在巴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聋哑学校，并且亲自为他所照料的人设计了单手字母表。后来，他又精心设计出双手字母表。今天这一方法普遍用于大多数聋人手语中。一般来讲，聋人手语不是独立的语言，而是用手势对自然语言的字母表进行编码。北美专家们模仿大平原印第安语手语和法国的范例，为聋人精心设计了两种手势语（目前世界上的多数聋人手语都源于这两种类型）：一是自然手语，像大平原各民族的手语体系一样，可以基于口语来表示物体、概念等；二是系统手语，可以基于书面语言的字母表来表示词语或字母。今天世界上使用最多的一种手语是北美式手势语。它也用于和动物的交流（见第一章）。

八、濒危语言和语言的消亡

语言通常比使用它的民族更容易消亡。确实，在过去的五万多年里，欧洲的人类历史是由一个势不可挡的语言——而非遗传——的更替所构成的。课本上通常会举出大约5000种现存的语言，然而现在很可能只有大约4000多种语言仍在使用，而且这个数量正在急剧下降。估计到了22世纪之初，这些语言中还在使用的可能就不到1000种了。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整合和种族的灭亡也从来没有这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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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其他原因，语言总是在不断地消亡。少数民族并不一定就会丧失自己的语言：在一波又一波来自东方的印欧语少数民族的入侵下，欧洲多数民族的语言绝大多数都被取代了。语言的濒危是目前人类最大的文化挑战，造成了巨大的科学和人道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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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一般看法不同，由于灾难（洪水、战争、地震、火山、山崩、海啸、洪水等）导致语言灭绝是极端少见的。尽管在早期从统计数字上说，谋杀、疾病和禁止是语言丧失的更常见原因，但在人类最近的历史中，语言丧失几乎都是由于语言替代造成的，这也更多是“自愿的”：一种“勉强的愿望”。以这种方式，前印欧语系中的阿启塔阶语被凯尔特高卢语取代，然后高卢语又被拉丁语所取代。不列颠的大多数布立吞凯尔特人同样接受了比他们人数少的占领者的拉丁语，但是最后采用了随后而来的少数占领者的日耳曼语。在厄尔巴岛和奥德河之间的波拉比安语（西部斯拉夫人的斯拉夫语）在和日耳曼语紧密接触了800年后，最终在1750年左右融入到后者的语言文化中。而由于一系列偶然的机缘，文德人（或称索布人，是柏林西南部斯普雷河上中游地区的西斯拉夫人）设法保留了他们的斯拉夫语言文化直到今天。在经过500年的殖民化后，现在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人都说西班牙语。小复活节岛——不再是世界最后的慰藉——用它的波利尼西亚语遗产去作交易以换取收入，正在被西班牙语取代。一旦这种联系和“先进的”的外来力量一起出现，全世界的父母们总是敦促他们的孩子自己去适应，希望他们平安并生活得更好。正是父母们自己通过鼓励或承认双语制，从而使他们的语言被另外一种语言所取代。然后，孩子们自己最终仅懂一种语言。

尽管换用语言可以带来即时的收益，但是那些自愿放弃自己语言的人始终感到丧失了种族认同感，这是被殖民者或都市的力量所击败（同时感到低人一等），也是对所崇敬的祖先们的痛苦背叛。这也同时丢掉了传说、歌谣、神话、宗教和专门词汇，以及传统、习俗和规定行为。古老社会的一切倒塌了，而新语言通常无法填补倒塌后留下的空白，这也导致迷失的一代人为了“有几分价值”去寻找新的认同感。

应对语言替代的另一种选择是一直使用两种语言。也就是说，人们要继续说他们本地语言，同时和所有外来人交流时也能灵活地使用都市语言，诸如国际标准英语、西班牙语。当某种语言的使用者数量比较大的时候，这样的解决方式会非常有效。而当使用者数量较小时，其语言几乎注定要被都市语言取代。真正的少数民族语言（即其使用者大约20000人或更少，这要依据情况而定）只能够通过完全隔离得到保护。其他的无疑都将消失。

不仅仅语言以空前的速度消失，方言也在消失。所有能在广播中听到的地区性方言也正在被权威方言所取代，而这些权威方言是被政府或中央选来在媒体上作为代表的语言（通常是统治阶级自己的方言）。这种对语言多样性的趋同，可以比作对热带雨林的清除。另外，从19世纪早期以来的传统来看，教育也已被国家的权威语言以及语言里的权威方言所左右。这同样也导致了语言的广泛一致，因为通常情况下，“指定的”模式已经得以推行。

拯救濒危语言的绝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人们有时候认为：对于人类来说，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就像保持动物和花的多样化一样必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个文化贫乏的世界

25


 。然而，每一种文化都在不断变化去适应和生存，这不是文化的丧失，而是社会的进化。在拯救濒危语言上，国外语言学家远远比那些本土说这些语言的社群有更高的热情。当然为了科学目的，必须立刻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以正规的叙述方式记录下濒危语言。但是它们却无法被拯救。

语言一旦灭亡，就不可能再“复活”。在语言中间，没有拉撒路（Laza‐rus，圣经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通常有人这样声称：希伯来语在现代“复活”。可是，希伯来语从来就没有灭亡过。希伯来语在犹太人的宗教仪式中用于书写和吟唱，因此人们总是能不断地听说这一语言；由于宗教和民族原因，对于使用者来说，它是一种权威语言。最后，由于1948年犹太人建国的政治需要，希伯来语从原来用于仪式的第二语言变成了现行的第一语言。现代的语言复活尝试（像曼岛语和康沃尔语）总是引起少部分人的兴趣，而没有产生大规模语言反响：都市语言仍然是第一语言。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人类语言的大量灭绝是预料之中的事，这也是人类为新的全球化社会付出的代价。

九、语言幽默

在各种幽默中——哑剧的、动作的、情景的、音乐的、解说的、图案的、象征的等等——语言幽默最为常见，并且也成为人类社会同样不可缺少的元素。一切社会都有语言幽默。这需要从滑稽到极端去多层次地玩弄语言，引起一种荒谬可笑、有悖常理的感觉。语言的操纵，同时在不同层次上相互作用，经常以突然和意外的方式与其对立面碰到一起，至少一开始就能让人惊讶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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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们认为语言幽默的精妙形式，如讽刺、反语和恶搞，一直都有。可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幽默很大一部分看来都是和性有关的，这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语言幽默。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社会是很随便的。相反，它表现的恰是其对立面。语言幽默把社会中被压抑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并且因为大多数古代社会规模较小、关系紧密、戒律严格，言行过于规范，通常使人感到压抑，所以不雅甚至下流的故事很容易成为“社会的灌肠剂”而更为受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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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在于泄露隐密、言及难以启齿的事情——突然交错在一起，让人震惊，随即立刻引发大笑。当人们只能冒险用幽默表达对社会的尖刻批判时，同样会受到欢迎。

在古代埃及这个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拥有如此多奇迹的国度”里，幽默无疑为日常生活增添了味道。“男孩的耳朵长在背上”，早期的书写者解释道，“因而只有他挨打时，才会听话！”尼罗河边坠入爱河的小伙子写信时言及他最爱的人（翻译比较随意，大意如下）：“如果我吻她，她张开香唇，就是没有酒，我也会沉醉！”

欧洲已知最早的语言幽默是荷马史诗中的故事：奥德修斯告诉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自己名字叫“Noman”。当其他独眼巨人听到波吕斐摩斯痛苦的喊叫，赶紧跑去援助，并问他是谁在害他，波吕斐摩斯喊道：“No‐man！”（没有人），于是他们又都走开了。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将庞贝古城埋没，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写道：“即使对神来说，这样做也太过分了”。人们后来发掘庞贝古城时，墙上的涂鸦中有这样一句话：“你要明天就死，我也不在乎！”在罗马，一个丈夫写信给他买了昂贵面霜的妻子道：“你就是睡在一百个面霜瓶堆里……你的脸也不会好到哪去！”在18世纪，古罗马人的后代谈及“大旅行”（从前英国贵族子弟作为其教育所不可少的欧洲大陆观光旅行）的采购时说：“如果罗马竞技场是手提式的，那么英国人也会把它带走！”

中世纪的幽默极其丰富，这一事实通常被学术界所忽略。大约在公元1050年“剑桥歌集”抄写本最后一页的片段保留了拉丁语抒情诗歌（当时最受喜爱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一个少女唱给她的恋人的：


来找我吧，亲爱的——啊！噢！



来找我吧，你会有无边的快乐——啊！噢！啊！噢！



我想你想到要死——啊！噢！



我多么渴望维纳斯的火焰（爱情之火）——啊！噢！噢！噢！……



如果你来的话，就带上你家的钥匙——啊！噢！



等你回去了，你就很容易进家门——啊！噢！啊！噢！


在12世纪早期的一首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语歌曲中，一个少女为她的情人唱道：“我将会给你这样的爱——只要你把我的脚抬高到脚镯正好碰到我的耳环上！”

阿基坦的纪尧姆九世（公元1071—1127年），法国第一位通俗抒情诗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是中世纪最华丽的名人之一，他是普瓦图和阿基坦公爵，也是阿基坦的埃莉诺（后来的英国王后）的祖父。他给他的com‐panhos（骑士和士兵）乐队唱了一首歌，是关于他的“两匹极好的马，哪一个都能骑”。但是它们却不能一起相处；他要是能驯服它们就好了，他就会“比谁骑得都好”。于是他转向他的听众问如何“摆脱我的窘境：从来没有哪个选择能引起这样的尴尬。我不知道现在该要哪一个——Agnes或者Er‐mensent！”（他宫廷中两位贵夫人的名字）。

最早被改编的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歌谣，是在公元1800年左右创作的，以少年们唱歌亲切地嘲弄少女们作为结束：

Why the song‐devotion？—to stay within the hole.

Within the hole where？‐［on the］tī leaves fore top‐tossing

When［so that］there runs non‐rain，squirming rain，filling rain.

Put up a fight，young women，lest the flower betamed，ha！

大意：

为什么歌唱爱？还不如呆在洞穴中。

在哪里的洞穴中？在那树顶摇落树叶的遮盖中。

在斜风细雨飘落后，地上的雨水不再流淌。

来吧姑娘，让我们打一架，让花儿也被驯服，啊哈！

威廉·莎士比亚1616年在他的天才的悲剧《李尔王》里，让一个弄臣揭露了幽默最深层的目的：保护生活中最丑陋的真相。在以前，语言幽默很少受到赞扬。

当李尔王抗议道：“孩子，你为什么喊我傻瓜？”那个弄臣就说：“你其他所有的头衔都失去了。那么，你生来就是这样。”

后来，李尔王喊道：“到底谁能告诉我，我是谁？”弄臣回答：“李尔王的影子。”

在这以后，那个弄臣说：“如果一个人的脑子在脚跟上，那么它会不会被冻坏？［疼在脚跟上］？”“唉，孩子，”李尔王说，“那么，我求求你，发发慈悲吧，你的智慧将永远不平常。”对此李尔王天真地大笑：“哈，哈，哈！”

李尔王悲剧接近结束时，那个弄臣建议肯特说：“当一个很大的轮子从山上滚下时，你就要放手，以防拉着它会折断你的脖子；但是那个大轮子推到山上时，让它拉你到后面。如果有聪明的人给你更好建议的话，就把我给你的建议还给我：我已经没有什么其他建议了，但是只有无知者遵循它，因为这是一个傻瓜的建议。”

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在传达、形成和反映各种社会现象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并且已经开始把这个认识应用到以社会、教育和政治为主的广泛问题上，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通过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将理论、叙述和应用结合起来，也是社会语言学家的责任。

社会语言学家最关心的是语言变化。它可以指明人类活动中的摩擦点，显示正在消亡的信仰和正在出现的观念，界定容忍的极限，揭露掌权者的诡计，或许最重要的是记录通过语言所揭露的人类意识和敏感度的演变。共同语言和人造语言的应用表明了人类社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的基本需求。在整个历史上，每个社会对说同样语言的人会更有认同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单一语言的国家产生了。在这些国家里，少数族群也努力通过语言表明他们独特的贡献。多民族地区从殖民主义下独立，已经显示出语言在建立国家情感上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一代人（30年）时间里，女性的社会角色得到重塑，也已见证了英语中的“性净化”。在人类历史上，当社会以某种显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当“过多的”外来借入语入侵时，当一个政权宣布民族主义议程时，就会发生语言清洗或净化。宣传鼓吹和政治正确等社会现象总是会污染语言；确实，这两者都已经使人做出了最可耻的行为。因此，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清除”和“简化”语言中官僚主义所导致的困惑和欺骗的运动。

多种形式的手语表明：当身体条件不允许使用口语时，社会交流需要新的表达方式。手语也是一个生物现象，很多群体都可以通过系统化的身体语言进行对话。今天世界上100多种聋人手语证明了这种语言形式有非常好的可塑性和实用性。和人类语言始终伴随的一个社会现象是语言的死亡。自从人类语言第一次出现开始，成千上万的语言已经消失了。和一般看法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的语言只是进化成新语言了，或者由于利益驱动而自愿被外来语言所代替了。每种语言相融合都是一种丰富的过程。

这些现象的发生总是把生活的成功、不幸与语言幽默这种语言艺术连在一起，让人们在探索人生的奥秘时能蔑视逆境，在面对苦难时能放声大笑。

在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吸引人的事物，语言都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尺度。语言比任何其他的生命天赋都更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意欲何为，以及我们要去何方。



第八章　未来的趋势


地球上的语言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语言的未来，因为有很多非语言因素在不断地重塑一个社会的语言，包括经济转向、平民暴乱、大规模人口迁移、大国骤然崛起、新技术、社会时尚以及许多其他现象。然而，参照以往语言的变化情况并认清当下语言的发展趋势，至少可以为语言不远的未来如何发展提出可能的预测。有人可能希望把（主要说英语的）政府和企业精英的活动考虑进去，目前他们正满怀热诚地拓土开疆，这也增加了他们的语言（英语）在未来几十年胜过非精英人物使用的语言的可能性。

仅仅通过对以往语言变化情况和动态过程作类比分析，尚不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目前来看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全球特征，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它的本质和性质现在仍叫人大为不解。但是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更大的国家、更大的企业和使用范围更广的少数语言。

现在，描述语言的历史不仅要像过去一样考虑语言的变化和消失（替代），而且还要考虑语言领域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扩张。目前，它正在重新定义“语言”本身。诸如程序（电脑）语言之类的新技术正在创新地扩展人类语言，使一种新的语言媒介能在人的控制下同自身交流。

尽管世界上现有的语言将会继续以类似的方式改变，但是传统的语言维度已经一去不返了。自古以来，语言就意味着地理疆域—领土。但如今，语言地图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语言主要意味着技术和财富。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没有国界之别，只有上下之分，将富有者和贫穷者区别开。是否精通地球上唯一的“共同语言”——也许最终会是英语，将会决定一个人在地球上所处的地位……以及更多的东西。

一、编程语言

为了更容易地解决某个问题，计算机加速了对价值、属性和方法的操控。编程是为文本处理、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其他计算机活动提供一套程序。用来编程的特定工具是一种编程（电脑）语言，人们约定俗成地用它来编写可评估的程序

1


 。编程语言也可以被用在语言研究、编撰研究、教学和其他事情中。

人们试图简练地把握编程语言的实质，却给它下了许多相互对立的定义。没错，它是一种语言，因为它是信息交流的媒介。但是除了是一种书面语言、有着各种形式的文字、用来再生的自然语言之外，它和以往为人所知的所有形式的语言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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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人来说，编程语言只是一种有助于编程人员的工具。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符号系统，用来描述机器可读和人类可读序列中的计算过程。有些人将编程语言理解为一种符号，可以用来正式地表述运算法则（一条可解决任何计算问题的程序规则），以便这些符号既可被人也可被机器理解。还有些人则把编程语言仅仅看成是一系列操控机器的指令。

所有语言的目的都是为了交流，所以编程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与用字符进行思考的机器进行交流

3


 。从根本上说，编程语言大致是一种用来描述计算和解决问题方法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机器可读的，也就是说，电脑必须能够把这些数据、问题和指令翻译成它自己的语言；它也必须是人类可读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有能力读懂解决方案的描述

4


 。

每一种编程语言都体现了关于算法的描述和设计、数据结构和程序控制这三者的不同视角和特征。如同任何一种自然人类语言，每一种编程语言都有它具体而又独特的特征。这决定了它能适用于某种给定的计算机任务

5


 。计算机语言编程理论通常认为编程语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句法：编程语言决定符号以及符号之间所允许的（合法）组合；



语义：语义就是由编程人员给这种编程语言的结构所赋予的意义；



语言模型：语言模型是指程序内在的领域、原理或者范式（即为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采用的计算方法）。


目前，存在各种各样的语言模型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下面这段话仅仅选自目前所有可行方法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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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命令语言：就是把算法应用于原始数据集。在这里，程序是一系列的基本命令，通常是任务。它们使用相关的控制结构，如能够控制命令的序列、条件和循环。典型的例子有Fortran、Pasacal语言、C语言和汇编代码。



面向对象语言：用对象集合来描述程序。典型的例子有C＋＋、Java、Eiffel、Simula和Small Talk‐80。



逻辑语言：是把演绎步骤序列化，确保解决方案与原始数据集处于某种特定的关系之中。逻辑型语言由许多程序组成，这些程序是某种特定逻辑陈述的组合，通常是判断逻辑，就像Prolog语言。等式逻辑语言有OBJ、Mer‐cury和Equational。



函数式语言：是把（数学）函数应用到原始数据集中。典型的例子有ML、Haskell、FP和G of er。



并行或并发语言：包括交互或多方协作过程集合的程序。典型的例子有Ada、Modula‐2和C＊。



描述性语言：包括仅仅由简单事实集合组成的程序。一些逻辑语言和函数语言包括在这个范畴内。



脚本语言：采用上述的所有模型，但通常被用来支持一个更大的程序包。


当采用上述方法及其他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时，编程语言就会开始与语言家族的传统模型类似，这些模型通常与自然人类语言有关联，即便不是完全有关联——换而言之，它们彼此之间相互派生，以创造新的编程语言家族。但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编程语言是非生物的、无声的（到目前为止），并且据称毫无地域性。它们是一种仅存于网络空间中的系统内部键盘程序。

然而，这种现象似乎也正在演变。雷神系统公司和位于达拉斯的德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明了一种电子神经开关来控制人造神经系统，在不远的将来研究工作就会涉及到该系统。人造神经系统将会模仿人类大脑的处理过程和它的信息网络，使研制出的智能机器人能从各种传感器接收信息并自主做出决定。最终，机器人与人类、机器人与机器人以及计算机系统之间进行“对话”都将不再是天方夜谭。

纵观全球，利用大量的编程语言，计算机如今已经能彼此“沟通”了。这很像人类与动物的沟通，但这又有不同之处，它只需由人来引导，却不一定要由人来指导。从广义上来说，“语言”正在快速超越人类的控制，变成人工电子系统的来源。到目前为止，没人能断言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走向何方。

二、因特网、电子邮件和网上新闻组

因特网上被最广泛利用的资源之一是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资源

7


 。它在给学校、政府、商业机构和个人带来益处的同时，还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广和保护现存的语言，也能推广和保护已灭绝的语言，包括其中使用最广的古拉丁语。全世界的语言老师都发现，把因特网上的语言资源编入个人课程计划中是很有效的语言教育方式。因此因特网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一种达到最好的语言教学效果的方式。因特网不能替代面对面的语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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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9至1990年间，一项对芬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德、东德、瑞典、日本和冰岛的中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网络在线交流、电子邮件交流和口头交流一样，语言风格随意，使用口语体和缩略语——极大地简化了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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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非语言的交流符号（打手势）在网络上都会被可视化文本所代替。相反，离线写作更多的展示文本和语言的连贯性；它是高度结构化并且层次清晰的。因此，该研究表明电子邮件（和网上新闻组）语言的应用似乎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之间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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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自然（非人工）语言情景都涉及到“观众—听众”。然而，在使用电子邮件和新闻组沟通时，人们看不到也听不见对方，除非是电子化的手段，例如视频邮件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视频消息。没有声音和图像，人们自然无法辨识表情、手势、姿势、声音（声调、音长、重音、音渡、调子）、刚柔的区别、语速等人类沟通方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潜意识信号，例如嗅觉，是一个更原始的但同等重要的沟通层次，依旧无法随同最新的电子媒介传递给对方。尽管我们获益颇多，但我们失去了很多人类独有的东西。

目前，国际标准英语是因特网上的通用语言。英语并没有获得如此的“官方”地位，因为因特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管制。只有少数国家，例如中国，实施严格的因特网审查制度。有些人声称，由于英语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帝国主义”，让英语占据了因特网。然而，英语之所以成为因特网上的通用语言，是因为因特网是在英语国家产生的，还因为英语是21世纪初期全世界最流行的第二语言。然而，因特网演变成以英语为主的媒介的真实原因是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不是被设计成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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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们希望因特网上不再有“官方”语言，只有因特网用户想要和需要的语言。目前英语恰巧通用于因特网（有些人说是“主导”了因特网）。但是未来因特网上可能会出现其他语言代替英语。一种建构出来的语言可能会被监管机构选中作为可供选择的语言（尽管目前看来不太可能）。电脑自动翻译的实现，使得讨论通用的自然语言这个问题变得多余，人们只能使用编程语言。有了这样的前景，因特网会超越对任何一种通用自然语言的需求，包括英语。

但是人们应该认识到，因特网网络空间之外，使用双语是一种世界趋势。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英语作为第二语言（附加）语言。如果可以，人们会保留他们本土的语言作为母语，以便在一个更小、更直接的范围内交流。看上去因特网本身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仍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实验对象。

因特网、电子邮件和网上新闻组正在积极地影响世界上的词汇。国际标准英语词汇表上已经增加了很多新词汇（或扩展了旧单词的意思），那些新词连上一代人都不知道：bit（比特）、browser（浏览器）、click on（用鼠标点击）、cyber‐space（赛博空间）、e‐mail（电子邮件）、v‐mail（语音邮件）、gopher（因特网上使用的分布型的文件搜集获取网络协议）、hypertext（超文本，含有指向其他文本文件链接的文本）、modem（调制解调器，用来连接电话线的上网卡），还有很多其他词汇。很多现代国家直接借用这些英语术语，而不是翻译成本地语言。

在不久的将来，语音识别系统允许人们直接与电脑对话，并能够做出有声的回应。同声传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使用书面语（键盘语），而不是实际的口语语言，尤其是学生、办公室工作人员、记者、编辑、作家、研究人员、程序员、退休人员和很多其他积极主动的电脑使用者。在中世纪，只有占人口总数很少的书写者，才能进书房。未来数年里，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电脑。这些国家人们的生活日益依赖于电子产品和国际网络，而远离了可视可听的直接交谈。一种不同种类的语言产生于这种人工界面：叫“书面口头语言”，这种语言无疑也会随着新技术的进一步演化而改变。

三、语言的未来

在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前，人们只有通过老一辈的口头流传以及古老的无声文献才能了解语言过去的发展情况。如今，人们听着留声机中传出的嘶嘶沙沙的声音，就可以感觉到语言变化之快。通过分析文献，聆听语言中最近发生的变化以及探索语言总体的发展趋势，语言学家有望在未来世界的各种语言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尽管语言会如何变化还难以预料。

所有的语言学家一致同意，未来自然的语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将会发生在语音、构词法、句法、词汇和语义等五个方面，尽管这五个方面不能统统涵盖这些变化。可能最能引起语言学家关心的是整个语言和语言家族的命运。因为下两个世纪毫无疑问将会见证史无前例的语言替代现象的发生：一些语言和方言不断地均质化和趋同化，直至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语言留存下来。最终，全球范围内人人都把英语作为第一或者第二语言，至少会变成语言上的现实。

未来两个世纪里会留存下来的少数几种语言之中，循环的类型化演变仍将继续。例如，普通话（汉语）在结构上会变得分离性更弱，融合性更强，拼音化（使用几个音节组成单字）趋势日渐强烈，可以把单一意思的语素组合起来形成派生词或者合成词。另一方面，在语言演化的各个阶段中，印欧语系毫无疑问会继续偏离早期的合成化状态，变成一种结构更加分离的语言。同时，由于现代媒体的兴起，地球上各种语言的词汇中将会出现普遍的借用现象。几个世纪前，借用词汇要花数年的时间才能被另一种语言所接受，然后进一步传播到其他的语言当中去（如chocolate“巧克力”、c of fee“咖啡”、tobacco“烟草”、taboo“禁忌”、verandah“走廊、阳台”）。由于广播、电视和时下因特网的兴起，这样的借用词汇可以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就变成本土词汇：fatwa（宗教命令），Scud（一种导弹），ayatollah（宗教领袖），glasnost（政治透明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同时，许多国家里发生的社会变革也会留下它们的烙印，导致令人惊叹的语言变化。毫无疑问，这种语言变化在未来还会掀起波澜。在那些非正式和正式称呼前的介词仍然存在区别的印欧语系中——德语du和Sie、法语tu和vous、西班牙语tú和usted等等，非正式称呼用的介词正在逐步地侵占正式称呼的领域。例如，在这些国家，孩子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使用正式的形式，反而使用非正式的介词来称呼父母，这反映了人们对待父母和长者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一名威尔士的少年依然会使用正式的语法告诉他的妈妈“Peidi‐wch°phoeni！”（不要担心！），而德法两国的孩子在同样的语境下会使用非正式的语法（德语“March’Dirkeine Sorgen！”，法语“Net’inquiète Pas！”）。也就是说，尽管大多数源于印欧语系的国际语言在二战之后已经扩展了非正式称呼的使用范围，但是印欧语系下的一些小语种依旧抗拒这种趋势。可能这些小语种的使用者在有意识地避开带有侵略性地国际化语言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双语使用者（像威尔士人、文德人、加泰隆人、加利西亚人、奥斯坦人和其他人群）。

表明世界语言正在发生这种明显变化趋势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德国，例如，使用“Ersagte，ersei…”（他说，他是……）这种做报告式的对话时态（即“目击者／非目击者可证性对比”）在现代语言中日益繁多，目前正有被中性的陈述性话语替代的趋势：“Ersagte，erist…”。使用连词weil（因为）时过去常需要把动词放在从句句末，现在则像英语一样将动词紧跟在主语之后，尽管这种用法仍然被官方人士和老年人视作不符合标准的用法。将来可以将这种新用法归纳起来，涵盖与之相似的连词，使德语的句法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德语借用了许多现代英语的词汇：der Computer，der Supermarket，der S of t Drink，die Jeans。毋庸置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德语还将会吸收数以百计相似的词汇。

在智利复活节岛有一种拉帕努伊语，未来20年里很可能会被智利的西班牙语替代。表示一个过去发生、延续到现在的动作或状态的ku…‘ā，最近已经被ko…‘ā替代了。一百多年以来，塔希提语中喉塞音已经被语言中的k’s替代了，这样就制造了许多易于辨识的同源词：kino／’ino’bad，wick‐ed，perverse’.许多更古老的拉帕努伊语已经被塔希提语代替了，并且愈演愈烈：拉帕努伊语ki（说）现在用塔希提语parau表示；ra‘ā（太阳，一天）已经被mahana代替了；ta‘u（年）现在用matahiti表示，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很多，包括拉帕努伊计数系统，现在几乎完全采用塔希提语。塔希提语中的连接词‘ē（和，并且），还有西班牙语中的pero（但是），现在已经被引入到拉帕努伊语中。然而，这些借用的塔希提语很快将会受到岛上智利西班牙语的侵害。

与之相似的是，威尔士语正经历着同样深刻的演进。语音方面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词尾f的逐渐消失：tref（发音是TRAVE，意为“乡镇”）现在经常被简单地读做tre（TRAY）。威尔士语中词尾f很可能都会消失。在意思为“在……里”的yn的后面，许多威尔士人现在更多地使用它的柔变体（其使用范围更加广泛），而不是使用语法更准确但缺乏普遍性的鼻音变体，所以，yn Gaerdydd（在加迪夫）比传统的yngh Nghaerdydd更加司空见惯。直到上一代人，威尔士新的十进制计数系统才代替了古老的凯尔特计数系统。因此，IIun deg un，I2un deg dau，I5un deg pump，I6un deg chwech，20 dau ddeg和30tri deg等——尤其在青少年中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数字IIun ar ddeg，I2deuddeg，I5pymtheg，I6un ar bymtheg，20ugain和30deg ar hu‐gain等。以上略举数例，以兹为证。

英语目前是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本书也是用英语写成），大多数读者可能对英语要比对上面提到的语言更加熟悉。因此，下面的例子将会表明英语未来的发展趋势。英语目前正处在国际语言变化的前沿地带，与新的技术语言共沉浮。尽管这种变化不易被发觉，但是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英语正在经历快速的改变：语音、形态、句法、语汇和语义。尽管地球上大多数语言正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危险，但是每天都会新增成千上万的英语使用者。实际上，英语将会变成一种全新的语言：一种自然形成的世界语言。

英语的语音正向特点日益鲜明的方向发展。毋庸置疑这种趋势将会极大地改变英语的发音，无论是在地区方面还是在国际方面。在大不列颠英语中，例如，各地方言元音之间的t和词尾的t现在正被喉塞音代替，其使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萌生该变化的伦敦东区，尤其是英国中部：Ge‘thele‘uce tha‘sali‘obi‘a（即“Get the lettuce that’s a little bitter”，意为：把那株有点苦味的莴苣拿过来）。这些古老的新词最近突然地传播开来——很多已被修改的称为河口英语的地区语言，在1984年被语言学家大卫·罗斯万识别。它们可能来源于伦敦的电视和电影，然后主要由年轻人传播开来，是他们模仿了这种此前备受冷落、现在却受人偏爱的方言。

美式英语最大的演进也展示了一个相似的新特点。几十年来，元音之间的t越来越多地被d所代替（即t所处的元音环境使它发成浊音）：getthe ledducethat’saliddlebidder.在美式英语中，writer（作家）和rider（骑手），matter（物质）和madder（更加疯狂的），boating（乘船）和boding（凶兆），whitest（最白的）和widest（最宽的）等等这些词之间发音上已没有区别，听者只能根据具体语境来区别它们。目前美式英语巨大的影响表明这种语音上的革新可能会很快传至美国国外（而上面提到的伦敦东区土话中的革新则不太可能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去）。

作为它的语言力量的一种展示，美式英语的革新似乎已经变得富有成效。也就是说，美式英语正在带来一场更加深刻的变化。1998年一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白人妇女说了一句“Mydarwassin”，用更加易懂的国际标准英语就是“My daughter was sitting”（我的女儿在坐着）。这反映了美语中出现了一种比较新的形式，并且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My daughder was siddin”这种变体中元音之间的d已经弱化，直至最终完全消失，只留下dar来表示daughter，sin表示sitting。这种趋势可能标志着美式英语中元音之间的d和词尾的‐ing两者的长期发展。这种发音变化也可能不过是一时的。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在英语的句法中，形容词正表现着一种名词化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英语形容词已经充当名词的角色了。一些用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古法语，如at present（目前）、in the past（过去）和in future（未来），通过这些词“时间”这一名词就可以被理解了。例如，A pr of essional意为a pr of essional per‐son（一个专业人员）；a pr of ligate意为a pr of ligate person（一个放荡的人）；the blind是指blind people（盲人）；还有，a white意为a white person（白人）。在衍生出现代英语的意大利语和日耳曼语中，这种省略或者不省略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然而，这种用法最近历经了一次突然的扩张，尤其是在美国人中（他们反过来影响了英国人），以致以前用来修饰限制的形容词现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名词：a historical是指a historical novel（一本历史小说），a botanical是指a herbal drug or medicine（一种草药）等等。随着这种用法日渐增加，未来更多的形容词将会起到名词的作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a reasonable意思是an acceptable proposal（一个可接受的报价），a timely是指a recent news item（最近的一条新闻）。

当然形容词也给名词让步。大部分英国人会说“a Californian wine”（一种加利福尼亚的酒）和“a Texan rancher”（一个德克萨斯的大农场主），保留系统的形容词词尾，而美国人则会说“a California wine”（一种加利福尼亚酒）和“a Texas rancher”（一个德克萨斯大农场主）。也就是说，美式英语中专有名词在起着形容词的作用。现在大多数英语作家已经不能分辨“lin‐guistic change”（语言的变化）和“language change”（语言变化）之间的区别。这种趋势若是变得普遍，那一二十年后the Britain royal family（英国皇室家族）或者an Australia kangaroo（一个澳大利亚袋鼠）等说法就有可能被人使用。

甚至介词短语都不能免受这样重新解释的攻击，颠倒了惯常的句法：过去常用“children at risk”（处在危险中的孩子们）和“patients at risk”（处在危险中的病人们），现在则用“at‐risk children”和“at‐risk patients”，通过一个连字符将两个词连接起来，使后置定语变成了前置定语。这种句法趋势目前尤为泛滥，未来人们很可能会听到on‐time trains（准时的火车）和with‐a‐grudge colleagues（心怀不满的同事）。相似的语言革新也被一份英国主要的专业期刊使用，这份期刊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a biophysicist‐turned‐expert 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t Oxford”（一个由生物物理学家转变而来的专家论牛津的技术和社会）的文章，如此精简的句法在十年前几乎不可能通过资深编辑的审查。

与之相似的是，“民间语义”正在以一种不为普通民众察觉的方式改变着英语语言。单词“化学的”现在似乎意味着“合成化学混合物”，就像在“这个产品百分之百不含化学物质”这句广告语中的语义一样。（正巧没有任何存在物是不含化学物质的。）“天然的”最近被赋予了一个正面的含义。现在无人会想出这个完美的英语句子“天然的腺鼠疫”，尽管“天然洗发露”和“天然沐浴露”这两个词组可以通过公众的检查。

诸如smmat（‘something’）、anyroad（‘anyway’）、aught／ought（‘an‐ything’）和naught／nought（‘nothing’）这样的英语方言形式很可能在一两代人之内就会被众所周知的同义词替代，然而通过媒体的宣传，国际上的俚语——主要是来源于美国，会再次继续快速扩散。然而主要来源于主宰世界娱乐市场的好莱坞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行业（主要使用加利福尼亚方言和纽约方言）的国际俚语现在正面临来自西班牙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可以想象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俚语还有英语词汇中会有更多的词和表达方式来自西班牙语，而不是其他语言。

类似的是，本地英语将会继续从自身的资源中吸收词汇来补充：澳大利亚英语会借用更多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新西兰英语则会借用毛利语；南非英语则会借用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茨瓦纳语等等。所有这些发展都可以丰富英语语言，从而受到欢迎。这也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国际标准英语。

然而，国际英语的许多方言特征正在消亡，并且在以相当快的速度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杂乱模糊的国际标准英语。实际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标准英语，也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去确定它的本质，规定它的用法。国际标准英语是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出现的，它让人们能迅速地听懂电台广播和电视报道，让无论是身在新德里、东京还是莫斯科的人能顺畅地进行因特网面试。国际标准英语仍然只是历史环境，而非有意设计的产物（尽管这种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它还在突变，还在进化。

在收音机和电影出现之前，大多数英国人从来没有听过美式发音，许多英国人第一次听到后还觉得它“粗俗”，尤其是美音中的鼻音。大多数美国人也从来没有听过严格意义上的英式英语。而现在，过了仅仅三代人左右的时间，这两种方言并没有像正常的语言变化过程那样变成两种姊妹语言，而是变得越来越接近。实际上，它们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演进，向彼此靠拢，尽管目前可能有点参差不齐。英式英语，标准美国英语和世界范围内所有其他形式的英语都在为国际标准英语这种新出现的语言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这本书中，我曾经提到英语是一种“世界语言”，这个观点是有理有据的。在人类历史上，全球范围内的交流首次成为了日常现实。这种技术成就的出现是与英语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第二外语或者附加语言同步的，并且多半也是后者的结果。英语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第二语言或者附加语言来自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随着世界范围内英语殖民地的建立英语走出大不列颠半岛逐渐国际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英语国家巨大的经济增长和最近政治上的发展。

20世纪英语日趋得势的同时，以前的大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影响力却在迅速地衰退

12


 。在这些世界性语言中，目前只有西班牙语展示了与英语相似的活力，但是活跃程度要低得多。至于中国的普通话，中国大多数人把它当作第一语言，但如今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却很少有英语国家的人学习中文。

英语目前被第一语言使用者（或者母语使用者）使用；在英语国家中也被第二语言使用者（或者附加语言使用者）使用，这些国家不仅包括英国、美国和新西兰，而且还包括南非、印度、斐济和库克群岛等等；还清一色地被外语使用者使用。英语未来能够作为世界语言取决于下面两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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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特网上80%的数据目前都使用英语。仅从因特网的发展速度这一点，就可确保英语在22世纪作为世界最流行的语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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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而技术都是使用英语并由英语定义的。全世界的人们要么因“被迫”采用英语而蓬勃发展，要么因忽视英语而走向衰落。21世纪初，英语学习已经变成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世界上薪酬最高的工作都要求掌握英语。至少在下两个世纪里，这种趋势可能决定了地球的语言分布。

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新加坡以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地区可能代表了不久将会在各地出现的语言处境：会说双语的成年人既能说本地语言（本国国语），也能说英语。

此后，到24世纪晚期，世界上可能只剩下英语和英语手语作为唯一存在的语言。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像这样的预测通常是无效的。未来200年里，德语或者日语可能会成为地球上起主宰性的语言，尽管就目前的趋势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目前，只有三种语言（加上他们各自的手语）可能会在未来300年里保存下来：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和英语。然而，未来几百年里，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小而富的社会（如日本，德语国家，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可能仍会保有它们的语言。像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等肯定还会被继续使用很多个世纪，主要是由于宗教上的原因。

之后呢？一旦人类移居到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一种新形式的语言——可能是英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人使用。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多民族的后裔，例如，说国际标准英语的火星殖民者。到22世纪末，这些人使用的语言会出现一些特色鲜明、尚未在地球英语中出现的语言革新。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出现一种不同的方言，一种能立即被不说这种方言的人辨识出来的火星英语。但是由于星际间正常的交流，这种新形式的英语很可能还只是一种方言，而不会变成一种不同的语言。火星英语使用者和地球英语使用者也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对方。最终，一种星际英语可能会出现，代替国际标准英语。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罗伯特·狄克逊最近声称：“语言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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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没有语言是不可想象的。语言定义我们的生活，宣示我们的存在，规定我们的思想，它使我们想要成就什么和拥有什么成为可能。但是语言并不是一种永恒的、稳固的和不变的东西，这点上文中的材料可能比任何其他东西更有说服力。如同历史长河一样，语言也处在不停的流动中，永远在变化，永远在突变、替代、消亡、复活、生长。尽管一个人可以指出过去一千年里语言改变的共同特征，但是像个人电脑这样的新发明会改变变化本身的动态过程，以致于会出现史无前例的语言变化和用法。语言还是，毫无疑问也将总是，人类社会最变化无常的特征之一：只要人类还存在，就会存在语言，但是它不会一成不变，与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一模一样。

不久，除了少数几种语言会留下一点痕迹，地球上所有其他的语言都会消失，最后就只有一种语言（还有这种语言的手语）供全人类使用。由于这些语言的消亡，在新的全球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同时将会达到一种前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会随之而受益。地球上文化的多样性已经丧失殆尽，但是同时一种世界语言会带来一种新的归属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以及在更大的宇宙中对自身所处位置的一种全新理解。然而，许多人担心一种世界语言的出现有可能会带来史无前例的政治操纵、宣传和控制。还有，本地语言的消亡，会抹掉人们的民族身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而不是普遍的手足之情。一种世界语言的出现可能会带来好处，但是也可能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无论未来地球上的语言可能会是怎么样，语言会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就像从几百万年前原始人首次开始口头上的交流一直到现在语言所发生的变化一样。

语言——不管以何种形式：化学交流、“跳舞”、次声波、超声波、手势、口语、写作、计算机语言——是大自然的纽带……是大自然中万物交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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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日语70，104－5，108，111，130，132，218

‘Java man’爪哇人38

Jones，Sir William威廉·琼斯爵士157

Kanzi坎兹30－31

Khoisan languages克瓦桑姆65

koiné共同语178

Koko可可26－30

Korean韩语70，105，130，132

Lamb，Sidnev．M．悉尼·拉姆167

language语言

agglufinative黏着性61，132，137，160，164

artificial人工的46－7

body肢体、身体（语名）18，194

‘dance’舞蹈11，14，45－6，220

definition of 定义11－12，33

fusional熔合的、合成性61，137

future of未来的204－20

inflectional可变化性61，104，130，147，159－60，164

isolating孤立的61，129，137，160，164

Lappish拉普兰语69

Latin拉丁语146－9，151－3

lexicon词典45－7，58，84，120，127，133－4，136，151，171，175

lexicostatistics词汇统计学127－8

Libya利比亚67

Ligurians利古里亚（人）语79

Lilly，John C．约翰·利利24－5

linguafranca混合语126，132，138，178－9

linguistic equilibrium see under equilibrium语言平衡

linguistics语言学81，109，139－71

Magyar（Hungarian）马扎尔（匈牙利）人67，69

Mandar in Chinese汉语普通话61，68，81，84，113，125，129，131－2，151，

181，211，218－19

‘manufacturing consent’捏造内容192

Manx马恩岛的115，116－18，198

Māori毛利（人）语135－6，171，190

marking标记48

Mayan玛雅（人）语72，106－8，195

Mesoamerican languages中美洲语言71－2，89，105－8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67，87，89，95

Mexicans墨西哥的60，106－8

Mongol languages蒙古语言69

morpheme词素61，86，129－30，145，149，165

morphology词法学46，114，127，137，142，145，148，164，165

Morse Code摩尔斯电码194

Nahuatl那瓦特人60

national languages民族语言182－4，202

Neandertal尼安德特人43，45，47，49－50，57

Neogrammarians新语法学家142，161－2，166

New Guinea see Papuan languages新几尼（即巴布亚语）

New Zealand新西兰79－80，125，135，171，174，182，190，217－18，229

‘Niger‐Congo’尼日尔－刚果语62－3，65，126

Nilo‐Saharan languages尼罗河－撒哈拉65

Norse挪威（人）语123－4

Norwegian挪威（人）语124

Occitan奥支西坦语118

of ficialese公文用语193

Omotic奥摩梯语66

orangutans猩猩25，26

Palēo‐Asiatic原始亚洲语70

Panini帕尼尼140－1

Papuan languages巴布亚语系63，72－3，76－7

Patterson，Francine弗朗布·帕特森26－8，29，33

Pepperberg，Irene艾琳·佩珀伯格15－16

pheromones信息素13－14，20，45

Phoenician腓尼基67，96，98

phoneme音素、音位46，111，131，141，152，163，165－6，171

phonetics语音学46，87，130，139－71

phonology音韵学46，58，75，84，113－14，120，127－8，136－7，139－71，185，214

Picts皮克特（人）语79，117

pidgin language混杂语179－80

Pike，Kenneth L．肯尼斯·派克165

Pla in English Campaigu简明英语运动193－4

Plato柏拉图144，146

Polynesian languages波利尼西亚语系62，77，112，133－6，137，160，171，175，190，197，201

Port Royal schools波尔罗亚尔学派155－6，168

Portuguese葡萄牙（人）语121，154，178，179

Prague Linguistic Cirqle布拉格语言学界163，166

primates　灵长类25－31

Priscian普里西安148，151－3，155，170

programming languages程度语言11，111，170－71，204－8，220

propaganda宣传107，174，191－3，202，220

prosody韵律学143，150

Proven9al普罗旺斯语120－21，154

‘punctuation’，linguistic语言学标点符号57－8，74，128，173

purification，linguistic语言净化188－91，202

Ramie，Pierre皮埃尔·拉梅154－5

Rask，Rasmus拉斯马斯·拉斯科158－9

received pronunciation标准发音182

reconstruction重建60，63，71，84，109，112，126，128，130，160

Renaissance复兴、文艺复兴139，146，153－5，170－71，188

replacement，language替换语言84－5，112，128，135，196－7，202，204，21

Rhaetian雷蒂亚语109，119

Romance languages罗曼语61－2，120－2，130，136，154

Romanian罗马尼亚121－2

Romany吉普赛（人）语118

Sahul莎湖63，72－7

Sanskrit梵语60，81，95，139，140－3，150，157－60，162，170，188

Sapir，Edward爱德华·萨皮尔164，168

Saussure，Ferdinand de费迪南·德·索绪尔102－3

ge‐Rumbaugh，Sue休·萨维奇·朗博30－31，33

egel，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施莱格荣158

Schleicher，August奥古斯特·施莱歇尔160－61

Scots Gaelic苏格兰·尔语115－18

semantics语义（学）的87，104，114，137，140－41，143，153，156，164，216

semiotics符号学165，194

Semitic languages闪米特语言63，66－7，94，97，108，160

Siberian languages西伯利亚语68－9，70

sign language手语29，194－6，202

Sinific languages see Chinese Sino‐Tibetan中国语，见中国汉藏语系俚语63，68，77，129slang174－7，216－17

Slavic斯拉夫语99－100

South American languages南美语系72

Spanish西班牙语113，121－2，133，135，149，154，175，179，181，184，197，200，213，217－18，219

‘speculative grammars’思辨语法152，170

Stoics斯多葛派144－5

stress，word单词重音137

structural linguistics结构语音学162－3

Sumerian苏美尔67，86，89，91，93－4，108

Sunda巽他群岛38－9，44，74

Swahili斯瓦希里（人）语126，178－9

Swedish瑞典语124，135

symbolic thought符号思维39，45，54，56－57

syntax句法28，31，33，39，45－8，51－2，57－8，114，131，137，139－71，195，216

Tahitian塔布提语135，136，213

Taiwan台湾68，77，132，171

Tasmanian塔斯马尼亚语63，72－3

Tibeto‐Burman藏缅语系68

Tolkien，J．R．R．托尔金117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转移生成语法，见生成语法grammar see generative grammar

Turkish土耳其语61，69，160，185

typology类型学60，137，157，164

ultrasound超声12，17，220

‘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152－3，156

universals，language普遍性45－9，57

‘Ural‐Altaic’乌拉尔－阿尔泰语67－9

Uralic languages乌拉尔语言69，80，171

Varro瓦罗147－8

vocabulary see lexicon词汇表

Wallace’s Line华莱氏线39，42，44

Washoe华舒26，28－9，30

Welsh威尔士99，115－18，152，163，175，186，212－14

whales鲸12，16，17，20－25

Wittgenstein，Ludwig路德维格·维答根斯坦3

words，emergence of 词的出现45－6

world language世界语81，181，217－18，220

writing书面语、文学11，63，81，86－111，129，132，136，144－6，149，168，172，188，208，220

Yiddish意第缩语121，124

Zulu祖鲁语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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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高立志君介绍，本书的责任编辑董巍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手头有一本语言学方面的书《语言的历史》，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由于研究传统文化以及西方哲学思潮的原因，我恰巧对语言学有一定的涉猎，因此正想借此机会系统地学习一下语言学知识，从而有助于我的专业研究。这样我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务。董巍先生将原著与合同邮递过来，我签署合同后再邮递回去。这样我们就以空中传输的方式完成了任务的约定。

然而，当我在当年的暑假开始工作时，才发现《语言的历史》一书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它从动物的发声开始研究语言，直到当代的电脑程序语言，时间跨度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运用的方法涉及到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等。因此，翻译此书只有语言学基础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要查阅多学科的相关文献与词汇。这要考验翻译者的耐心与毅力。正因为如此，从2007年9月到2010年12月，本书的翻译先后更换了二位合作者，共经历了3年零3个月，最后由崔存明与首都师范大学胡红伟博士合作完成。

具体的分工是：

崔存明　前言、第一章至第四章、索引。

胡红伟　第五章至第八章。

全书由崔存明最后统稿。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对于责任编辑董巍先生的耐心支持，高立志先生的鼓励，内子许旭虹在初稿文字校订方面付出的辛勤劳动，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译者知识水平的限度，本书一定存在着错误、疏漏之处，尚请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正。

崔存明

2010年12月6日于京南春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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